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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第二辑）总序
只有一门社会心理学。它关注人之认知、情感和行为潜能的展现，如何受他人在场（presence of others）的影响。其使命是激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去超越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的羁绊，以缔造其动态、特异而完整的丰腴生命。但他人在场，已脱离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原初的实际在场（actual presence）、想象在场（imagined presence）和隐含在场（implied presence）的微观含义，叠合虚拟在场（virtual presence）这种新模态，从共时-历时和宏观-微观两个维度得到重构，以涵括长青的研究实践和不断拓展的学科符号边界（方文，2008a）。社会心理学绝不是哪个学科的附属学科，它只是以从容开放的胸怀，持续融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智慧，逐渐建构和重构自主独立的学科认同和概念框架，俨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问。
在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学科历史话语体系中，社会心理学有不同版本的诞生神话（myth of birth），如1897年特里普里特（Norman Triplett）有关社会促进/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的实验研究、1908年两本偶然以社会心理学为题的教科书，或1924年奥尔波特（Floyd H.Allport）的权威教材。这些诞生神话，蕴含可被解构的意识形态偏好和书写策略。援引学科制度视角（方文，2001），这门新生的社会/行为科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学科认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于北美得以完成。而北美社会心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年代声望日盛，成就其独断的符号霸权。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图景和演进画卷，舒展在此脉络中。



一、1967年：透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时间线索
黑格尔说，一切哲学也就是哲学史。哲人道破学科史研究的秘密：滋养学术品位。但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谱系中，学科史研究一直地位尴尬，远不及人文学科。研究学科史的学者，或者被污名化——自身没有原创力，只能去总结梳理他人的英雄故事；或者被认为是学问大家研究之余的闲暇游戏，如对自身成长过程的记录。而在大学的课程设计中，学科史也只是附属课程，大多数被简化为具体课程中的枝节，在导论里一笔带过。
学科史研究对学术品位的滋养，从几方面展开。第一，它在无情的时间之流中确立学科演化路标：学科的英雄谱系和经典谱系。面对纷繁杂乱的研究时尚或招摇撞骗的学界名流，它是最简洁而高效的解毒剂。第二，它作为学科集体记忆档案，是学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源。当学子们领悟到自身正置身于那些非凡而勤奋的天才所献身的理智事业时，自豪和承诺油然而生。而学科脉络中后继的天才，就从中破茧而出。第三，它也是高效的学习捷径。尽管可向失败和愚昧学习，但成本过高；而向天才及其经典学习，是最佳的学习策略。第四，它还可能为抽象的天才形象注入温暖的感性内容。而这感性，正是后继者求知的信心和努力的动力。
已有四种常规线索、视角或策略，被用来观照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演化：学科编年史，或者学科通史是第一种也是最为常用的策略；学派的更替是第二种策略；不同年代研究主题的变换是第三种策略；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则是第四种策略。
还有一些新颖的策略正在被尝试。支撑学科理智大厦的核心概念或范畴在不同时期杰出学者视域中的意义演化，即概念史或范畴史，是一种新颖独特但极富难度的视角；而学科制度视角，则以学科发展的制度建设为核心，也被构造出来（方文，2001）。这些视角或策略为洞悉学科的理智进展提供了丰厚洞识。
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则以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的活动为主线，贡献了其大历史的观念。黄先生通过聚焦“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年或万历十五年（黄仁宇，2007），条分缕析，洞悉当时最强大的大明帝国若干年后崩溃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在这一年六位人物的活动事件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剥离其悲哀意味，类似地，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命运，也可标定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1967年。它与两个基本事件和三个英雄人物关联在一起。
首先是两个基本事件。第一是1967年前后“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兴起，第二是1967年前后所开始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危机话语的兴起及其应对，终结了方法学的实验霸权，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逐渐成为共识。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则终结了北美主流“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asocial social psychology），“社会关怀”成为标尺。而这两个事件之间亦相互纠缠，共同形塑了其当代理论形貌和概念框架（Moscovici & Marková，2006）。
还有三个英雄人物。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象征符码，“社会心理学的教皇”（pope of social psychology）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在1967年开始对社会心理学萌生厌倦之心，正准备离开斯坦福大学和社会心理学。一年后，费斯廷格终于成行，从斯坦福大学来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主持有关运动视觉的项目。费斯廷格对社会心理学的离弃，是北美独断的符号霸权终结的先兆。
而在同一年，主流社会心理学界还不熟悉的泰弗尔（Henri Tajfel，1919—1982），这位和费斯廷格同年出生的天才，从牛津大学来到布里斯托大学。他从牛津大学的讲师被聘为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心理学讲席教授。
而在巴黎，和泰弗尔同样默默无闻的另一位天才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1925—2014）正在孕育少数人影响（minority influence）和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和研究。
从1967年开始，泰弗尔团队和莫斯科维奇团队，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理智复兴的创新引擎，在“社会关怀”的旗帜下，开始一系列独创性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当代历史编纂家，会铭记这一历史时刻。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从那时开始慢慢重构，北美社会心理学独断的符号霸权开始慢慢解体，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学科成就，在新的水准上也得以孕育和完善。



二、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的建构：解释水平
教科书的结构，是学科概念框架的原型表征。在研究基础上获得广泛共识的学科结构、方法体系和经典案例，作为学科内核，构成教科书的主体内容。教科书，作为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学科知识传承、学术社会化和学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源和主要媒介。特定学科的学子和潜在研究者，首先通过教科书而获得有关学科的直观感受和基础知识。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实质上负载特定学科理智演化的基本线索。
在杂多的教科书当中，有几条标准可帮助辨析和鉴别其优劣。第一，教科书的编/作者是不是第一流的研究者。随着学科的成熟，中国学界以往盛行的“教材学者”已经淡出；而使他们获得声望的所编教材，也逐渐丧失价值。第二，教科书的编/作者是否秉承理论关怀。没有深厚的理论关怀，即使是第一流的研究者，也只会专注于自己所感兴趣的狭隘领域，没有能力公正而完备地展现和评论学科发展的整体面貌。第三，教科书的编/作者是否有“文化自觉”的心态。如果负荷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编/作者就无法均衡、公正地选择研究资料，而呈现出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单纯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缺失文化多样性的感悟。
直至今日，打开绝大多数中英文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目录，只见不同研究主题杂乱无章地并置，而无法明了其逻辑连贯的理智秩序。学生和教师大多无法领悟不同主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也无法把所学所教内容图式化，使之成为自身特异的知识体系中可随时启动的知识组块和创造资源。这种混乱，是对社会心理学学科身份的误识，也是对学科概念框架的漠视。
如何统合纷繁杂乱但生机活泼的研究实践、理论模式和多元的方法偏好，使之归于逻辑统一而连贯的学科概念框架？有深刻理论关怀的社会心理学大家，都曾致力于这些难题。荣誉最终归于比利时出生的瑞士学者杜瓦斯（Willem Doise）。
在杜瓦斯之前，美国社会心理学者，2007年库利-米德奖（Cooley-Mead Award）得主豪斯也曾试图描绘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形貌（House，1977）。豪斯所勾画的社会心理学是三头怪物：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SSP）、实验社会心理学（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ESP）和语境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结构和人格研究（contextual social psychology，CSP；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曾经被误解为两头怪物的社会心理学，因为豪斯更加让人厌烦和畏惧。
但如果承认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使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能动性，在行动中对社会过程和社会实在进行情景界定和社会建构的社会心理过程的首要性，就会凸显出来。换言之，社会心理过程在主观建构的意义上对应于社会过程。
杜瓦斯在《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这部名著中，以解释水平为核心，成功重构了社会心理学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杜瓦斯细致而合理地概括了社会心理学解释的四种理想型或水平，而每种解释水平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生发相应的研究主题（Doise，1986：10-17）。
水平1——个体内水平（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level）。它是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解释水平。个体内分析水平，主要关注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组织其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经验的机制，并不直接处理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
以个体内解释水平为核心的个体内过程，可涵括的基本研究主题有：具身性（embodiment）、自我、社会知觉和归因、社会认知和文化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态度等。
在这一解释水平上，社会心理学者已经构造出一些典范的理论模型，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论；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双过程模型，如精致化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与启发式加工-系统加工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HSM）；希金斯（Higgins，1996）的知识启动和激活模型。
水平2——人际和情景水平（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level）。它主要关注在给定的情景中所发生的人际过程，而并不考虑在此特定的情景之外个体所占据的不同的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s）。
以人际水平为核心的人际过程，可涵括的基本研究主题有：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亲和与亲密关系、竞争与合作等。其典范理论模型是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论。
水平3——社会位置水平（social positional level）或群体内水平。它关注社会行动者在社会位置中的跨情景差异（inter-situational differences），如社会互动中的参与者特定的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different group or categorical membership）。
以群体水平为核心的群体过程，可涵括的基本研究主题有：大众心理、群体形成、多数人的影响和少数人的影响、权威服从、群体绩效、领导-部属关系等。其典范理论模型是莫斯科维奇有关少数人影响的众从模型（conversion theory）、多数人和少数人影响的双过程模型和社会表征论（Moscovici，2000）。
水平4——意识形态水平（ideological level）或群际水平。它是最为宏观也是最为社会学化的解释水平。它在实验或其他研究情景中，关注或考虑研究参与者所携带的信念、表征、评价和规范系统。
以群际水平为核心的群际过程，可涵括的基本研究主题有：群际认知，如刻板印象；群际情感，如偏见；群际行为，如歧视及其应对，还有污名。
在过去的40年中，群际水平的研究已有突破性的进展。主宰性的理论范式由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所启动，并深化到文化认同的文化动态建构论（dynamic constructivism）（Chiu & Hong，2006；Hong et al.，2000；Wyer et al.Eds.，2009）和“偏差”地图模型（BIAS map）（Cuddy et al.，2007；Fiske et al.，2002）之中。
社会理论大家布迪厄曾经讥讽某些社会学者的社会巫术或社会炼金术，认为他们把自身的理论图式等同于社会实在本身。英雄所见！杜瓦斯尤其强调的是，社会实在在任何时空场景下都是整体呈现的，而不依从于解释水平。社会心理学的四种解释水平只是逻辑工具，绝不是社会实在的四种不同水平；而每种解释水平，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都只涉及对整体社会实在的某种面向的研究；对于社会实在的整体把握和解释，有赖于四种不同的解释水平的联合（articulation；Doise，1986）。
这四种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过程，从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个体内过程，到最为宏观也最为社会学化的群际过程，是对整体的社会过程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相应表征。
以基本社会心理过程为内核，就可以勾画社会心理学逻辑连贯的概念框架，它由五部分所组成：
（1）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演化、世界图景和符号霸权分层。
（2）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体系。
（3）不断凸现的新路径。它为生机勃勃的学科符号边界的拓展预留空间。
（4）基本社会心理过程。
（5）社会心理学在行动中：应用实践的拓展。
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从两个方面向应用领域拓展。第一，在学科内部，应用社会心理学作为现实问题定向的研究分支，正逐渐地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来直面和应对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如健康、法律、政治、环境、宗教和组织行为。第二，社会心理学有关人性、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正对其他学科产生深刻影响。行为经济学家塞勒（Richard H.Thaler，又译为泰勒）因有关心理账户和禀赋效应的研究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社会心理学家在近50年中第四次获此殊荣［这里没有算上认知神经科学家奥基夫（John OKeefe）和莫泽夫妇（Edvard I.Moser和May-Britt Moser）因有关大脑的空间定位系统的研究而获得的2014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家洛伦茨（Konrad Lorenz）、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和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因有关动物社会行为的开创性研究而于1973年分享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西蒙（Herbert A.Simon；中文名为司马贺，以向司马迁致敬）因有关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次优决策或满意决策（sub-optimum decision-making or satisficing）的研究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则因有关行动者在不确定境况中的判断启发式及其偏差的研究，而与另一位学者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诺贝尔奖项中，并没有社会心理学奖。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荣膺大奖的社会心理学家，也许只是十年一遇的杰出学者，还不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天才社会心理学家如费斯廷格、泰弗尔、莫斯科维奇和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等，他们的理论，在不断地触摸人类物种智慧、情感和欲望的限度。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任何大奖包括诺贝尔奖，都无法度量他们持久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不断获奖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明证了社会心理学家群体的卓越成就，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卓越研究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意义。
杜瓦斯的阐释，是对社会心理学统一概念框架的典范说明。纷繁杂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模式，从此可以被纳入逻辑统一而连贯的体系之中。社会心理学直面社会现实的理论雄心由此得以释放，它不再是心理学、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科的亚学科，而是融会相关理智资源的自主学科。



三、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范式
已有社会心理学大家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进展（如乐国安主编，2009；周晓虹，1993；Burke Ed.，2006；Kruglanski & Higgins Eds.，2007；Van Lange et al.Eds.，2012）。以杜瓦斯所勾画的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为心智地图，也可尝试粗略概括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范式。这些主宰范式主要体现在方法创新和理论构造上，而不关涉具体的学科史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
（一）方法学领域：社会建构论和话语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作为学科内外因素剧烈互动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登场，到20世纪80年代初尘埃落定（方文，1997）。在这段时间，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期刊和论坛中充斥着种种悲观的危机论，有的甚至非常激进——“解构社会心理学”（Parker & Shotter Eds.，1990）。“危机话语”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心理学家群体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这种自我批判意识的核心主题，就是彻底审查社会心理学赖以发展的方法学基础即实验程序。
危机之后，社会心理学已经迈入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实验的独断主宰地位已经消解，方法体系中的所有资源，正日益受到均衡的重视。不同理智传统和方法偏好的社会心理学者，通过理智接触，正在消解相互的刻板印象、偏见甚至是歧视，逐渐趋于友善对话甚至是合作。同时，新的研究程序和文献评论技术被构造出来，并逐渐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主宰性的理论视角就是社会建构论（如Gergen，2001），主宰性的研究路径就是话语社会心理学（波特，韦斯雷尔，2006；Potter & Wetherell，1987；Van Dijk，1993）和修辞学（rhetoric；Billig，1996），而新的研究技术则是元分析（meta-analysis；Rosenthal & DiMatteo，2001）。近期，行动者中心的计算机模拟（agent-based simulation；Macy & Willer，2002）和以大数据处理为基础的计算社会科学（computer social science）（罗玮，罗教讲，2015；Macy & Willer，2002）也开始渗透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
（二）不断凸显的新路径：进化路径、文化路径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社会心理学一直不断地自我超越，以开放自在的心态融合其他学科的资源，持续拓展学科符号边界。换言之，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不断地实践新的研究路径（approaches or orientations）。进化路径、文化路径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其中的典范路径。
进化路径和文化路径的导入，关联于受到持续困扰的基本理论论争：是否存在统一而普遍的规律和机制以支配人类物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人类物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是否因其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和多样性？这个基本理论论争，又可称为普遍论-特异论（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之论争。
依据回答这个论争的不同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作为整体的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可被纳入三个不同的类别或范畴之中。第一个类别是以实验研究为定向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他们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漠视这个问题的存在价值，或视之为假问题。他们自我期许以发现普遍规律为己任，并把这一崇高天职视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学科认同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学的学子们在其学科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遭遇和亲近跨时空的典范研究和英雄系谱。
第二个类别是以文化比较研究为定向的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不同文化语境中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使他们刻骨铭心。他们坚定地主张特异论的一极，并决绝地质疑普遍论的诉求。因为他们同样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且不断激发文化比较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奇妙的是，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特异性路径，从新世纪开始逐渐解体，而迈向文化动态建构论（Chiu & Hong，2006；Hong et al.，2000）和文化混搭研究（cultural mixing/polyculturalism）（赵志裕，吴莹特约主编，2015；吴莹，赵志裕特约主编，2017；Morris et al.，2015）。
文化动态建构论路径，关涉每个个体的文化命运，如文化认知和知识激活、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等重大主题。我们每个个体宿命地诞生在某种在地的文化脉络而不是某种文化实体中。经过生命历程的试错，在文化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开心眼，滋心灵，育德行。但文化认知的能力，是人类物种的禀赋，具有普世性。假借地方性的文化资源，我们成长为人，并不断地修补和提升认知力。我们首先成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黄皮肤或黑白皮肤、宗教信徒或非信徒。
倚靠不断修补和提升的认知力，我们逐渐穿越地方性的文化场景，加工异文化的体系，建构生动而动态的“多元文化的心智”（multicultural mind；Hong et al.，2000）。异质的“文化病毒”，或多元的文化“神灵”，“栖居”在我们的心智中，而表现出领域-特异性。几乎没有“诸神之争”，她们在我们的心灵中各就其位。
这些异质的“文化病毒”，或多元的文化“神灵”不是暴君，也做不成暴君，绝对主宰不了我们的行为。因为先于她们，从出生时起，我们就被植入了自由意志的天赋。我们的文化修行，只是手头待命的符号资源或“工具箱”（Swidler，1986）。并且在行动中，我们练习“文化开关”的转换技能和策略，并累积性地创造新工具或新的“文化病毒”（Sperber，1996）。
第三个类别是在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理智土壤中生长而壮大的群体，即进化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他们蔑视特异论者的“喧嚣”，而把建构统一理论的雄心拓展至包括人类物种的整个动物界，以求揭示支配整个动物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秩序和机制。以进化历程中的利他难题和性选择难题为核心，以有机体遗传品质的适应性（fitness）为逻辑起点，从1964年汉密尔顿（W.D.Hamilton）开始，不同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如亲属选择论（kin selection/ inclusive fitness）、直接互惠论（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和间接互惠论（in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在利他难题上，亲本投资论（theory of parental investment；Trivers，2002）在性选择难题上］被构造出来。而进化定向的社会心理学者把进化生物学遗传品质的适应性转化为行为和心智的适应性，进化社会心理学作为新路径和新领域得以成就（如巴斯，2011，2015；Buss，2016）。
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认知的融合，催生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以神经科学的新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为利器，社会认知的不同阶段、不同任务以及认知缺陷背后的大脑对应活动，正是最热点前沿（如Eisenberger，2015；Eisenberger et al.，2003；Greene et al.，2001；Ochsner，2007）。
（三）个体内过程：社会认知范式
在个体内水平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暖认知”（warm cognition）或“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为核心的“社会认知革命”（李其维，2008；赵蜜，2010；Barsalou，1999；Barbey et al.，2005），有重要进展。其典范的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为洞悉人类心智的“黑箱”贡献了简洁武器，并且渗透在其他水平和其他主题的研究中，如文化认知、群体认知（Yzerbyt et al.Eds.，2004）和偏差地图（高明华，2010；佐斌等，2006；Fiske et al.，2002；Cuddy et al.，2007）。
卡尼曼有关行动者在不确定境况中的判断启发式及其偏差的研究（卡尼曼等编，2008；Kahneman et al.Eds.，1982），以及塞勒有关禀赋效应和心理账户的研究（泰勒，2013，2016），使社会认知的路径贯注在经济判断和决策领域中。由此，行为经济学开始凸显。
（四）群体过程：社会表征范式
人际过程的研究，充斥着杂多的中小型理论模型，并受个体内过程和群体过程研究的挤压。最有理论综合潜能的可能是以实验博弈论为工具的有关竞争和合作的研究。
当代群体过程研究的革新者是莫斯科维奇。从北美有关群体规范形成、从众以及权威服从的研究传统中，莫斯科维奇洞悉了群体秩序和群体创新的辩证法。莫斯科维奇的团队从1969年开始，在多数人的影响之外，专注少数人影响的机制。他以少数人行为风格的一致性为基础的众从模型（conversion theory），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不断完善的多数人和少数人影响的双过程模型（如De Deru et al.Eds.，2001；Nemeth，2018），重构了群体过程研究的形貌。莫斯科维奇有关少数人影响的研究经历，佐证了其理论的可信性与有效性（Moscovici，1996）。
而社会表征论（social representation）则是莫斯科维奇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另一重大贡献（Moscovici，2000）。他试图超越北美不同版本内隐论（implicit theories）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逻辑，解释和说明常识在社会沟通实践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社会表征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激发了丰富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如管健，2009；赵蜜，2017；Doise et al.，1993；Liu，2004；Marková，2003），并熔铸在当代社会理论中（梅勒，2009）。
（五）群际过程：社会认同范式及其替代模型
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革新了当代群际过程的研究。泰弗尔首先奠定了群际过程崭新的知识基础和典范程序：建构主义的群体观、对人际-群际行为差异的精妙辨析，以及“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实验程序。从1967年开始，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泰弗尔和他的团队构造了以社会范畴化、社会比较、认同建构和认同解构/重构为核心的社会认同论。社会认同论，超越了前泰弗尔时代北美盛行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微观-利益解释路径，基于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来研究群体过程和群际关系（布朗，2007；Tajfel，1970，1981；Tajfel & Turner，1986）。
在泰弗尔于1982年辞世之后，社会认同论在其学生特纳的领导下，有不同版本的修正模型，如不确定性-认同论（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Hogg，2007）和最优特异性模型（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特纳等人的“自我归类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 et al.，1987）。在自我归类论中，特纳提出了一个精妙构念——元对比原则（meta-contrast principle），它是行为连续体中范畴激活的基本原则（Turner et al.，1987）。所谓元对比原则，是指在群体中，如果群体成员之间在某特定维度上的相似性权重弱于另一维度的差异性权重，沿着这个有差异的维度就会分化出两个群体，群际关系因此从群体过程中凸显。特纳的元对比原则，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其一，它完善了其恩师的人际-群际行为差别的观念，使之转换为人际-群际行为连续体；其二，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内群行为和群际行为的转化问题。
但社会认同论仍存在基本理论困扰：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难题。不同的修正版本都没有妥善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倒是当代社会认知的大家费斯克及其团队从群体认知出发，通过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TM；Fiske et al.，2002）巧妙解决了这个难题，并经由“偏差”地图（BIAS map；Cuddy et al.，2007）把刻板印象（群际认知）、偏见（群际情感）和歧视（群际行为）融为一体。
典范意味着符号霸权，但同时也是超越的目标和击打的靶心。在社会认同范式的笼罩下，以自尊假设和死亡显著性（mortality salience）为核心的恐惧管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张阳阳，佐斌，2006；Greenberg et al.，1997）、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Sidanius & Pratto，1999）和体制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Jost & Banaji，1994）被北美学者构造出来，尝试替代解释群际现象。它有两方面的意涵：其一，它意味着人格心理学对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强大影响力；其二则意味着北美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精神气质期望在当代宏观社会心理过程中借尸还魂，而这尸体就是腐败达半世纪的权威人格论及其变式。



四、铸就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本土行动、全球情怀”可道其风骨。立足于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历经二十余载，催生了“文化自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全球情怀，也从21世纪起开始凸显。
（一）“本土行动”的研究路径
所有国别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其“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包括以下两类研究路径。
1.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
以中国文化特异性为中心的研究实践，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援引解释水平的线索，可从个体、人际、群体和群际层面进行概要评论。在个体层面，受杨国枢中国人自我研究的激发，金盛华和张建新尝试探究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和中国人人格模型；王登峰采用中文词汇学路径，构造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模型”，以与西方的“大五模型”相区别；彭凯平的分析思维-辩证思维概念、侯玉波的中国人思维方式探索以及杨中芳的“中庸”思维研究，都揭示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特性；刘力有关中国人的健康表征研究、汪新建和李强团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研究，深化了对中国人健康和疾病观念的理解。而周欣悦的思乡研究、金钱启动研究和控制感研究，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在人际层面，黄光国基于儒家关系主义探究了“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并激发了翟学伟和佐斌等有关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和里子研究；叶光辉的孝道研究，增进了对中国人家庭伦理和日常交往的理解。在群体层面，梁觉的社会通则概念，王垒、王辉、张志学、孙健敏和郑伯埙等有关中国组织行为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尝试探究中国人的群体过程和组织过程。而在群际层面，杨宜音的“自己人”和“关系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分类逻辑。沙莲香有关中国民族性的系列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述研究增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信。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共同特征。第一，这些研究都预设一种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文化被假定和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位于对应的另一极。第二，这些研究的意趣过分执着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相对静止而凝固的面向，有的甚至隐含汉族中心主义和儒家中心主义倾向。第三，这些研究的方法程序大多依赖于访谈或问卷/量表。第四，这些研究相对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对当代中国人心灵的塑造作用。
2.稳态社会路径
稳态社会路径对理论论辩没有丝毫兴趣，但它是大量经验研究的主宰偏好。其问题意识，源于对西方主流学界尤其是北美社会心理学界的追踪、模仿和复制，并常常伴随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在积极意义上，这种问题意识不断刺激国内学子研读和领悟主流学界的进展；但其消极面是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品格，蜕变为北美研究时尚的落伍追随者，其典型例证如被各级地方政府所追捧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因而其学者问题意识的生长点只能是稳态社会的枝节问题。而偏好稳态社会路径的中国学者，所面对的是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和应对策略，在稳态社会与转型社会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稳态社会路径的方法论偏好，可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体主义。活生生的行动者，在研究过程中被人为剔除了其在转型社会中的丰富特征，而被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的个体。强调社会关怀的社会心理学，蜕变为“非社会的”（asocial）社会心理学。而其资料收集程序，乃是真空中的实验或问卷调查。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或简化为人为的实验室或田野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由此被彻底放逐。
（二）超越“怪异心理学”的全球情怀
中国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社会实验室。一种以中国社会转型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从21世纪开始焕发生机。其理论抱负不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也不是为西方模型提供中国样本资料，而是要真切地面对中国伟大的变革现实，以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置身于转型社会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和机制。其直面的问题虽是本土-本真性的，但由此系统萌生的情怀却是国际性的，力图超越“怪异心理学”［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 democratic （WEIRD）psychology；Henrich et al.，2010］，后者因其研究样本局限于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背景的富裕社会而饱受诟病。
乐国安团队有关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周晓虹有关农民群体社会心理变迁、“城市体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杨宜音和王俊秀团队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有关群体符号边界、转型心理学和社会分类权的研究（方文，2017），高明华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高明华，2013），赵德雷有关社会污名的研究（赵德雷，2015），赵蜜有关政策社会心理学和儿童贫困表征的研究（赵蜜，2019；赵蜜，方文，2013），彭泗清团队有关文化混搭（cultural mixing）的研究，都尝试从不同侧面捕捉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特定群体的塑造过程。这些研究的基本品质，在于研究者对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面的高度敏感性，并以之为基础来构造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其中，赵志裕和康萤仪的文化动态建构论模型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三）群体地图与中国体验等紧迫的研究议题
面对空洞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符号霸权，米尔斯呼吁社会学者应以持久的人类困扰和紧迫的社会议题为枢纽，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要滋养和培育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铸就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类似地，必须检讨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直面生命持久的心智困扰和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
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总是附身于招摇的研究时尚，呈现不同的惑人面目，如认知神经科学的殖民倾向。社会心理学虽历经艰难而理智的探索，终于从生理/本能决定论中破茧而出，却持续受到认知神经科学的侵扰。尽管大脑是所有心智活动的物质基础，尽管所有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都有相伴的神经相关物，尽管社会心理学者对所有的学科进展有持续的开放胸怀，但人类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无法还原为个体大脑的结构或功能。而今天的研究时尚，存在神经研究替代甚至凌驾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研究的倾向。又如大数据机构的营销术。据称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而所有生命活动的印迹，通过计算社会科学，都能被系统挖掘、集成、归类、整合和预测。类似于乔治·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眼神，这是令人恐怖的数字乌托邦迷思。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不是数字，也无法还原为数字，无论基于每个生命从出生时起就被永久植入的自由意志，还是自动活动与控制活动的分野。
铸就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必须直面转型中国社会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
（1）数字时代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演化。方便获取的数字文本、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彻底改变了生命学习和思考的语境。人类的社会认知过程的适应和演化是基本难题之一。“谷歌效应”（Google effect；Sparrow et al.，2011）已经初步揭示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正败坏长时记忆系统。
（2）“平庸之恶”风险中的众从。无论是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还是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研究，无论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屠犹还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暴行，无论是当代非洲的种族灭绝还是不时发生的恐怖活动，如何滋养和培育超越所谓“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值得探究。它还涉及如何汇集民智、民情和民意的“顶层设计”。
（3）中国社会的群体地图。要想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人心层面，系统探究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构成特征、认知方式、情感体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期盼。
（4）中国体验与心态模式。如何系统描绘社会变革语境中中国民众人心秩序或“中国体验”与心态模式的变迁，培育慈爱之心和公民美德，对抗非人化（dehumanization）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趋势，也是紧迫的研究议程之一。



五、文化自觉的阶梯
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变局”，或社会转型，已经并正在形塑整体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如何从结构层面深入人心层面来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及所行？如何把社会转型的现实灌注到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场景中，以缔造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独特品格？如何培育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对持久的人类困扰和紧迫的社会议题的深切关注和敏感？所有这些难题，都是中国社会心理学者不得不直面的挑战，但同时也是理智复兴的机遇。
中国社会转型，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实验室。为了描述、理解和解释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逻辑，应该呼唤直面社会转型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或转型心理学的研究。转型心理学的路径，期望能够把握和捕捉社会巨变的脉络和质地，以超越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以求实现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方文，2008b，2014；方文主编，2013；Fang，2009）。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需要在直面中国社会转型的境况下，挖掘本土资源和西方资源，进行脚踏实地的努力。追踪、学习、梳理及借鉴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新进展，就成为无法绕开的基础性的理论工作，也是最有挑战性和艰巨性的理论工作之一。
从前辈学者开始，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翻译、介绍和评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些无价的努力，已经熔铸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和年轻学子的心智中，有助于滋养学术品位，培育“文化自觉”的信心。但翻译工作还主要集中于西方尤其是北美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
教科书作为学术社会化的基本资源，只能择要选择相对凝固的研究发现和理论模型。整体研究过程和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鲜活逻辑，都被忽略或遗弃了。学生面对的不是原初的完整研究，而是由教科书的编/作者所筛选过的第二手资料。期望学生甚至是研究者直接亲近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典范研究，就是出版“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的初衷。
本译丛第一辑名著的选择，期望能近乎覆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主宰范式。其作者，或者是特定研究范式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或者是特定研究范式的当代旗手。从2011年开始出版和陆续重印的名著译丛，广受好评，也在一定意义上重铸了中文社会心理学界的知识基础。而今启动的第二辑在书目选择上也遵循了第一辑的编选原则——“双重最好”（double best），即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最好研究者的最好专著文本，尽量避免多人合著的作品或论文集。已经确定的名篇有《语境中的知识》（Jovchelovitch，2007）、《超越苦乐原则》（Higgins，2012）、《努力的意义》（Dweck，1999）、《归因动机论》（Weiner，2006）、《欲望的演化》（Buss，2016）、《偏见》（Brown，2010）、《情绪感染》（Hatfield et al.，1994）、《群际接触》（Pettigrew & Tropp，2011）和《道德与社会行为的调节》（Ellemers，2017）。
正如西蒙所言，没有最优决策，最多只存在满意决策。文本的筛选和版权协商，尽管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但总是有不可抗力而导致痛失珍贵的典范文本，如《自然选择和社会理论》（Trivers，2002）以及《为异见者辩护》（Nemeth，2018）等。
期望本名著译丛的出版，能开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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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和卡罗尔·德韦克教授一样，我也是一名大学老师，帮助学生们成长是我的工作。十几年来，我目睹了众多极具天赋的学生朝气蓬勃而来，却怠惰颓丧而去。对此，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这些学生“浪费”了他们宝贵的“天资”，没能到达他们可以到达的高度而痛心不已。与此同时，我也经常惊讶于另一些学生的百折不挠，他们表现出超强的韧性，即便屡屡经受挫败，依然能够不断挑战新的高峰，并兴致勃勃接受风雨的洗礼。这两类学生均从最严苛的考核中脱颖而出，他们入学时无一不带着“资优生”的标签，然而几年过去，他们的道路逐渐显现差异，可见的未来也日益不同。
如果你也和曾经的我一样对此感到困惑，德韦克教授的这本书将为你找到答案。在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中存在太多迷思，无数教师和家长把它们奉为《圣经》，无形中将学生推入越来越脆弱和无助的境地。而这本书所阐述的理论及其研究则如拨云见日，让我们看到那些存在已久但人们对之却茫然不知的陷阱。
譬如很多人对智力的看重。眼花缭乱的智力开发项目透露着人们对聪明宝宝的渴求，仿佛“高智商”就意味着拿到了一个终身保障，附上了前途无量的预言，只需坐等它自然成真。然而常常事与愿违。对“高智商”的执迷本身即暗示着智力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有即有，没有即没有，多就是多，少就是少，而不是可以随时间累积增长的存在。在本书中，德韦克教授称其为智力的实体论，它将形成一种思维框架：既然智力是稳定不可变的，任何通过学习去提升它的努力都是徒劳，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检验、证明和展示自己所拥有的智力水平，而一旦失败，即为灭顶之灾。于是为了避免失败、维系聪明的良好形象，唯有回避挑战、降低风险、谨慎选择，只从事确保能成功的任务。我们的部分学生就是如此，那些中学里的佼佼者，带着一张张标示过往荣光的奖状进入大学，然而这个不确定性陡增的环境中存在更复杂的情境和更多样的选择。如果期待的只是再给荣誉墙增添一座奖杯，再一次在新的人前证明自己，他们就会在挑战到来时怯懦退缩，在困难时刻裹足不前，自我设限，陷入颓丧，躲在看似安全的地方护卫岌岌可危的脆弱自尊。
再譬如我们总是直觉地夸奖孩子的智力或者特质，认为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自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无视事实夸大其词，殊不知这样却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僵化的自我理论，也为孩子们的自尊赋予了条件。如果只在表现好时得到表扬，自我价值就有了条件，一旦条件无法达成，自我价值也随之丧失。
相反，对智力持有可塑流变信念的智力增长论则会将学生带往完全不同的方向。既然智力不是铁板一块，那么掌握和学习知识从而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就要比向别人展示自己有多聪明重要得多。一次失败不代表任何缺陷，也不是对自尊的打击，而仅仅意味着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或者思考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而还能继续保持专注、激情与斗志。
于是，自我理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脉络，来解释导致学业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即那些比智力、表扬、自信更重要的信念、动机和目标。除此之外，自我理论还可以延伸到人格、道德领域，指导人们形成对于他人、社会及世界的看法。例如，当人们说“不是好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好了”时，当人们主张严厉惩罚青少年犯罪者而不是给予他们改造机会时，当人们动辄挖出某人的“黑历史”以评判其整个人并铁口直断其未来时，都是在以一种固定不变、拒绝发展的实体论框架来看待和评价他人，于是不相信人自身成长的力量，不相信教育的可能性，也就放弃了改良和发展的契机。
除了发现问题，本书也为家长和老师们给出了明确可操作的建议：提供针对过程、努力、策略的反馈，培养孩子们关于自我、他人、世界发展可塑的增长理论，树立旨在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的目标，帮助他们在困难面前勇于尝试、坚持不懈、无所畏惧。我期待每一位读者在读完本书后，都可以回答德韦克教授在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成年人能否做出承诺，去帮助下一代成为比我们更了不起的人？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除了充满启迪的内容屡屡令我激赏，德韦克教授对研究细致入微的呈现也令我印象深刻。优秀的理论之所以能为现实提供观照和引领，是因为它源于严谨考究的研究工作。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每一个精巧而生动的设计细节，充分感受心理学研究的魅力。
总之，我十分荣幸将这本卓越的著作介绍给读者，感谢方文教授对整个译丛的组织及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指导。感谢我的研究生左世江、肖丽娟、成磊、黄旎雯、蔡攀、周璇、李雅雯、郝明阳、谢菲、张再玄的参与。
王芳
2020年2月18日



作者序
我总是感动于人们取得的非凡成就，特别是看到这些成就出自逆境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也会黯然于人们的潜能未能得到应许的绽放。成就的达成和潜能的浪费，我的研究生涯一直在致力于理解这两件事情。30年来，动机和成就是我研究工作的主题词，而这本书就是这些工作的总结，你将看到很多挑战传统观念的研究结果。
我首先是一个研究者，故此，我毫不犹豫地在本书中传达出我对研究过程的热爱——我会详细介绍如何使用精致的方法解决深刻而真实的问题，告诉你们发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是何等令人兴奋，以及每项研究如何为下个研究提出新的问题。研究会吸引你在未知的路上走下去，并在每一个转弯昭示新的曙光。
但是，做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验必须要创设逼真的情境，每个情境都要使用众多测量方法，每个测量方法又必须经过多次改进和测试。为了确保结果有效，研究者必须把控每一个细节。我们的实验通常会有超过100名学生参与，由此产生了大量数据用于分析。读者可以略过这些细节，研究爱好者们则可以通过查阅每章引用的文献来找到它们。
不过有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比如，本书提到的所有研究结果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这些发现经过统计检验是可靠的。但你也要知道，没有任何心理学研究结论意味着全或无。并不是同一个实验条件下的每位学生都会有相同的反应和表现，结果描述的是特定实验条件下所有成员的平均表现。
成千上万的学生参与了我们的研究，学段涵盖了从学前班到大学的全范围，他们来自全美各地——从村镇到都市，他们还代表了不同的种族群体。因此，这些发现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人群，而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此外，所有学生均自愿参与研究，并可以在任意节点上终止实验。事实上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实验过程中掌握了挑战性的学习材料，并在实验结束时获得了难忘的积极体验。
在我提到这些研究的时候，通常会使用“我们”。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我和我的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员合作完成的。研究生涯的乐趣之一就是能与年轻学者们密切合作，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存在。
本书大部分内容与人们如何承诺于珍视之物有关。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丈夫大卫，对于这一点，他教授我良多。
卡罗尔·德韦克
1999年1月于纽约



前言
通常来说，前言部分应该介绍一些理论背景，比如该领域现存哪些理论，这里即动机与人格理论及其发展，需要讲一讲它们试图解释什么，而我的理论取向又是什么，以及这种取向的优势何在，等等。
然而，在和你们获得共识之前，我很难以一种有趣又具启发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一旦我们共享了一些知识，回答这些问题就变得轻松多了。
因此，本书的开场相当简短。我会简要介绍我的理论取向及本书的目标和内容，而等到全书最后，我才会回过头讨论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理论取向：“意义系统”
人们会发展出各种信念，它们帮助人们组织世界并赋予经验以意义。本书即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这些信念可以被称作“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不同的人创造出不同的意义系统。本书将阐述人们关于其自身的信念［即自我理论（self-theories）］[1]如何建构出不同的心理世界，使他们在相同的情境中展现出不同的思考、感受和行动。
人们的信念或理论生成意义系统，这一思想在哲学和心理学中由来已久（如Kelly，1955；Langer，1967；Pepper，1942；Whitehead，1929，1938），并孕育出了诸多非凡的研究，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心理学领域，包括：
■社会-人格心理学（Epstein，1990；Janoff-Bulman，1992；Hamilton & Sherman，1996；Kruglanski，1989；Lerner，1980；Semin & Gergen，1990；Wegner & Vallacher，1977）。
■临床心理学（Beck，1996；Greenberg & Pascuale-Leone，1997）。
■跨文化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Hirschfeld & Gelman，1994；Shweder，1993；Shweder & LeVine，1984）。
■认知心理学（Murphy & Medin，1985）。
■发展心理学——包括社会性发展（Goodnow & Collins，1990；Lewis，1997；Saarni，1993）和认知-语言发展（Carey，1996；Nelson，1996；Wellman & Gelman，1992）。
事实上，认知发展心理学泰斗皮亚杰在晚年也意识到，仅仅关注逻辑思维及其发展是不够的。他开始相信人们所使用的意义系统对于塑造思维同等甚至更加重要（Piaget，Garcia，& Feider，1989；Piaget，Garcia，Davison，& Easley，1991；参见Overton，1990）。
我衷心赞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建议采纳意义系统取向，因为它强调人们如何组织和理解世界，从而可以将不同的心理学领域紧密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目标
这本书旨在阐明人是如何运转的。基于对儿童和年轻人进行的广泛研究，我会回答为何有时候人们运转良好，有时候运转不良甚至自我挫败和伤害。通过此过程，我们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超常发挥，有些人却无法实现他们的潜能。
为此，我介绍的研究会阐述适应良好和适应不良的动机模式，包括：
■它们塑造自我理论的方式。
■它们对成就、社会关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创造它们的经历。
整本书将向你展示，如何通过考察儿童和成人的自我理论来解答有关人类动机、人格、自我、发展等的基本问题。



本书概览
本书的前六章将介绍我们关于成就动机的模型，你将看到学生们对于智力的自我理论如何影响到他们设立的目标，这些理论和目标又如何生成适应良好或适应不良的成就模式，以及这种效应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接着，你还会看到自我理论如何成为意义系统的核心，成为一种理解成就的个人框架。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探讨有关智力和成就的更多一般性问题，并介绍将模型应用在智力和成就之外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将展示该模型能如何帮助理解其他重要的个人和人际现象，例如：
■为什么有些人在遭遇挫折时深受抑郁和低自尊的困扰？
■为什么与流行观点相反，信心、自尊和过去的成功并不是适应性运转的关键？
■为什么有些人会在社会关系中做出自我挫败的行为？
■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持有更强烈的刻板印象并更容易形成这些刻板印象？
之后我将回答这些内隐理论及目标来自哪里的问题，也就是哪些经历促进了它们的形成。例如，我们有一个惊人的新发现，即称赞智力（或其他基本特质）将会形成适应不良的自我理论、目标和应对模式。最后几章将探讨我们的发现对于理解自尊这一概念具有何种启示。这些发现将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尊，包括它在动机中的作用以及培养自尊的条件。进而我将把我的理论取向置于人格、动机、发展和心理健康理论的大背景下，探讨关注人们的信念系统和目标这种方法在理论、研究和应用上具有何种优势。最后，我还将对现存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
总之，这本书浓缩了30年的研究发现以及基于这些发现形成的观点。我希望这两者都能激发出全新的思考、讨论以及更多的研究。
注释：
[1] 自我理论常在个体不知不觉中形成，并潜在地影响到个体日常理解和解释人及事物的框架，因此也称为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译者注



第一章
 什么促进适应性动机？四种信念与四个事实
成功个体的标志在于他们热爱学习、喜欢挑战、重视努力，并在面对困难时坚韧不拔（参见Sorich & Dweck，in press）。在这本书中，我将呈现大量研究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学生可以展现出此种“掌握定向”（mastery-oriented）的品质而另一些学生却不能。这些研究将挑战几种普遍的社会信念：
■信念1：能力高的学生更可能表现出掌握定向品质。你也许会认为那些本领高强的学生同时也是渴望挑战、无惧挫败的个体。然而与此相反，很多高能力的学生反而更担心失败，也更容易在遭遇阻碍时怀疑自己（Leggett，1985；Licht & Dweck，1984a，b；Licht & Shapiro，1982；另见Stipek & Hoffman，1980）。
■信念2：在学校取得成功可以促进掌握定向品质的发展。你也许会认为学生在取得成功后更有勇气和动力去追求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事实是，成功本身几乎不能提升学生对挑战的渴望，也无助于培养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成功甚至对掌握定向品质的培养具有消极作用（Diener & Dweck，1978，1980；Dweck，1975；Kamins & Dweck，in press；Leggett，1985；Licht & Dweck，1984a；Mueller & Dweck，1998）。
■信念3：称赞，特别是对学生智力的称赞可以提升掌握定向品质。这是在我们社会中备受推崇的一种信念。随时随地总能听到父母们称赞他们的孩子有多聪明，人们相信称赞可以增强自信从而培养出社会期许的品质。然而在这本书中我将向你证明，称赞不但不能提升那些品质，反而可能使学生害怕失败、拒绝冒险，并在失败的时候自我怀疑，无法应对挫败（Kamins & Dweck，in press；Mueller & Dweck，1998）。
■信念4：学生对智力的信心是形成掌握定向品质的关键。那些对自己的智力抱有信心也就是相信自己很聪明的学生不怕挑战且可以免于失败带来的消极后果，这种信念看起来合乎逻辑，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自认为聪明的个体并不愿意接受高难度的智力挑战，他们的信心在面临困难时也常常动摇（Henderson & Dweck，1990；Hong，Chiu，Dweck，& Lin，1998；Zhao，Dweck，& Mueller，1998；参见Hong，Chiu，& Dweck，1995）。
毫无疑问，这些有关成功、赞赏和信心的看法充满吸引力。它们源于只要学生相信自身的能力就能茁壮成长这样一种合理确信。那么，这又有何不妥呢？
我并不是认为失败或批评比成功和赞扬更有益，也并不是说有信心是一件坏事，而是说它们并不是动机的核心，也不是取得成就的关键。
通过介绍我在这些议题上所做的研究，你将会理解为什么上面提及的每一种信念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能力、成功、对智力的称赞以及信心会使学生不再重视努力，不再寻求挑战，并难以在困难面前坚持，你还会明白为什么这些会适得其反。
那么，到底是什么信念能够真正促进掌握定向品质的发展？



理解智力和成就的两种框架
掌握定向品质孕育于人们理解智力的方式之中。人们可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智力，我们先来看看无效的那一种。
智力固定理论
有些人认为智力是一种固定的特质，智力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而不会发生变化。我们将这种理解方式称为智力的“实体论”（entity theory），智力在此被视为一种存在于个体内部且无法改变的实体（Bandura & Dweck，1985；Dweck & Leggett，1988）。
这种观点给学生造成了诸多影响。它会使学生担忧他们那个固定的智力到底有多高，以及自己是否足够聪明。于是他们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聪慧，或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至少不被看作一个傻瓜（Bandura & Dweck，1985；Dweck & Leggett，1988；Sorich & Dweck，in press）。
那么什么可以让抱持实体论的学生认为自己聪明呢？很简单，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就成功了，或者胜过了别的学生，都会让他们自觉很聪明。相反，努力、困难、挫折或者成绩很好的同伴会让抱持实体论的个体陷入对自身智力的怀疑，即使他们对自己的智力抱有很高的信心（参见Dweck & Bempechat，1983）。
故此，实体论是一种需要通过简单易得的成功来予以强化的信念系统。挑战会成为对自尊的威胁。也就是说，如果某些学习机会有可能导致失败或者暴露出自身的不足，持有实体论的学生就将拒绝或放弃它们。对于那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即便他们此前一直很顺利，他们也会在碰到障碍时轻言放弃（Bandura & Dweck，1985；Hong，Chiu，Dweck，& Lin，1998；Leggett，1985；Mueller & Dweck，1998；Sorich & Dweck，in press；Stone，1998；参照Diener & Dweck，1978；Elliott & Dweck，1988）。
于是，当使用这种信念系统来提升学生自尊时，我们实则在培养他们的缺陷，后面我将证明这一点。我们出于好意向学生施舍的成功，以及我们苦心孤诣对学生智力的称赞并不能培养他们坚强进取的心态。这种做法只能促进实体论，滋长对看起来是否聪明的过度关注，导致对挑战的厌恶，减弱应对挫折的能力（Dweck，1975；Kamins & Dweck，in press；Mueller & Dweck，1998）。那么另外一种框架是什么呢？
智力可塑理论
另一些人对智力的定义有所不同。对于他们来说，智力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特质，而是可以通过学习进行培养的。我将这种理解方式称为智力的“增长论”（incremental theory），智力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增长的事物（Bandura & Dweck，1985；Dweck & Leggett，1988）。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否认在知识储备和学习速度上存在个体差异，但更关注和聚焦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任何人都可以基于努力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智力（Mueller & Dweck，1997；参见Binet，1909/1973）。
这种观点同样会带给学生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使学生更有意愿学习。是啊，如果你的智力是可以增长的，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你能够变得更聪明，何必还要浪费时间去担心自己看起来是聪明还是傻呢？于是，持有增长论的学生不那么在意能让他们看起来聪明的机会，而是选择那些可以让他们学到新东西的机会（Bandura & Dweck，1985；Leggett，1985；Mueller & Dweck，1998；Sorich & Dweck，in press；Stone，1998；参照Elliott & Dweck，1988）。哪怕是对智力没什么自信的学生，只要持有增长论，也会乐于在挑战中成长，全身心投入困难的任务，并持之以恒地解决问题（Henderson & Dweck，1990；Stone，1998；参照Elliott & Dweck，1988）。
那么持有增长论的学生什么时候会感到自己聪明呢？答案是充分地参与到新任务中，付出努力去掌握新东西，拓展技能并将知识有效运用（如帮助其他学生学习）的时候（参见 Bempechat & Dweck，1983）。
也就是说，让持增长论的学生感觉良好的是努力和学习之类的事情。太简单的任务只会浪费他们的时间而无法提升他们的自尊。



一个关于自尊的不同观点
类似地，增长论中的自尊也焕然一新。它不再是一个因简单成功就提升，一旦失败又轻易崩溃的固定存在，它变成了人们在全身心投入并竭尽所能去追求珍视之物时关于自我的积极体验。
自尊不再是可以通过告诉人们他们很聪明而获取的东西。相反，通过引导人们去重视学习而不是聪明的表象，去期待挑战和努力，去把错误当作通达的途径，自尊可以得到有效提升。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描述这两种智力理论在动机和成就方面起到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理论，我将首先介绍它们对学生面对困难时的行为模式即脆弱性或坚韧性的影响。



第二章
 一蹶不振还是越挫越勇：无助反应与掌握定向反应
在开始我的研究工作时，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很多极为优秀的学生会逃避挑战，或者在挫折面前濒临崩溃；而很多能力并不那么出众的学生却可以跃跃欲试地抓住挑战，并为挫折所激励。这是怎么回事呢？
更奇怪的是，许多聪慧的学生在一次失败后就怀疑或贬低自己的智力，而另一些资质平平的学生却从未产生过类似想法。
你或许会认为学生的脆弱程度取决于他们现实中的智能水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二者无甚关联。那么，如果不是与真实能力有关，会与什么有关呢？是什么导致聪明的学生视自己为傻瓜，且仅仅因为遇到麻烦就崩溃？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去寻找学生动机问题的核心过程。



无助模式与掌握定向模式
我们先从面对失败的两种反应开始，我们将它们分别称为无助模式（helpless pattern）和掌握定向模式（mastery-oriented pattern）（Diener & Dweck，1978，1980；Dweck，1975；Dweck & Reppucci，1973）。其中无助反应是由马丁·塞利格曼和斯蒂文·迈尔（Steven Maier）最早在动物研究中发现的（Seligman & Maier，1967）。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些动物不愿逃离令它们疼痛的环境，因为它们错误地认为情况不受自己控制。
我们借用“无助”这个词来描述一些学生对失败的看法——一旦失败发生，情况就超出了掌控范围且无力改变（Dweck，1975；Dweck & Reppucci，1973）。[1]随后我们将无助反应拓展到他们遭遇失败时表现出的所有反应：对自身智力的贬损、期望的调低、情绪消极、坚持性差以及表现退步等（Diener & Dweck，1978）。
我们使用“掌握定向”这个词来描述面对失败时的坚韧反应。在这种反应中，尽管存在困难，学生仍能专注于追求知识或掌握技能（Diener & Dweck，1978，1980）。
让我们来详细看看相关研究。在卡罗尔·迪纳（Carol Diener）和我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让五、六年级的学生解答一系列概念性问题。在提示和训练下，前八题所有孩子都能解答，但后四题对于他们来说太难了，因此我们得以观察他们在突如其来的阻碍面前会做何反应，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他们在遇到困难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
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追踪了学生问题解决策略的变化，研究设计的任务可以记录学生在每个问题上使用的具体策略。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他们在遇到困难前后所用策略的差异，看看是改善了还是退步了。
其次，我们追踪了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想法和感受的变化。我们要求学生在解答问题时大声说出此时此刻的想法和感受。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对学生在解答问题时的想法很感兴趣。有的学生想吃午饭，有的想要休息，有的想在放学后去做什么，还有的想自己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不管这些想法或感受看起来是否得体，请都如实地表露出来。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于是与问题解决策略一样，我们得以看到在遭遇困难前后他们内心感受的变化。
此外，在学生遇到困难的问题后，我们还问了他们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如果可以回到任务一开始，他们会如何估计现在的表现，以及还记不记得自己做对了多少题及做错了多少题。
就这样，通过分析问题解决策略及即时想法的变化，我们看到了学生在困难面前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
不过在那之前我需要再解释几点。其一是，在实验前我们通过让学生填写问卷（Crandall，Katkovsky，& Crandall，1965）将他们分成了两组：可能表现出无助反应的人和可能表现出掌握定向反应的人。基于我们之前的研究，这份问卷可以预测谁会在面对失败时坚持或放弃（Dweck，1975；Dweck & Reppucci，1973；另见Weiner & Kukla，1970），但现在我们想看的是它是否还能预测掌握定向反应和无助反应。
其二，在所有包含困难任务的研究中，我们都设计了周全的程序来确保所有学生在实验结束时感觉良好。我们想办法让学生感到他们已经掌握了那些困难的任务。一开始，我们会向他们解释，那些未能解答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太难了，它们是为年龄较大的孩子设计的，正因为他们在前面的问题中表现得很出色，我们才想看看他们会如何应对这些难题。之后我们还细致地帮助他们掌握这些难题，赞扬他们的努力和策略——你将看到这些将促进掌握定向反应。当然，这一程序在不同研究中略有差别，但在全部研究中，我们都竭尽全力确保学生获得一种自己掌握了知识技能的体验。
现在，你一定好奇到底有多少学生表现出了无助反应又有多少学生表现出了掌握定向反应。答案是大约各占一小半。还有些学生（大概15%）处于二者之间，不适合纳入任何一组。除此之外，剩下的学生在两组中的数量相差无几。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研究都是如此，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一些极端的学生，而是在说普遍的情况。
注释：
[1] 关于掌控信念及其在应对上的启示的讨论，请参见Heckhausen & Dweck，1998；Heckhausen & Schulz，1995；Rothbaum，Weisz，& Snyder，1982；Rotter，1966；Skinner，1995；Skinner & Wellborn，1994；Weiner & Kukla，1970；Weiner，Heckhausen，& Meyer，1972。



无助模式
从成功到失败，学生们的问题解决策略及感受的变化表现出两种模式。让我们先看无助反应组，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感受和表现。
这组学生所有反应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开始贬低自己的能力，将失败归咎于智力，说一些诸如“我想我不是很聪明”“我的记性从来都不好”“我不擅长这个”之类的话。在难题面前，这组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立马表现出像这样的自我怀疑，而掌握定向组没有一个学生这样做。
请注意，就在不久之前这些学生取得了连续的成功，他们的智力和记忆力绝无问题。更重要的是，两组学生在此前的表现一样好，然而一旦难题出现，无助组学生就突然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了信心。
当被问及如果重来一遍还能不能成功解答和现在同样多的题目时，无助组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自己不能。相反，掌握定向组的学生全都非常肯定自己可以，他们中很多人甚至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相当荒谬。
此外，无助组的学生不仅失去了完成未来任务的信心，也失去了对已获得的过去成就的正确认识。比如，我们让学生试着记住成功解答了多少问题（实际是八个）、未能解答多少问题（实际是四个），如果记忆准确，解决问题的数量应该是未解决问题数量的两倍。
然而，表现出无助反应的学生被遭遇的困难挫败，以至于认为自己的失败多于成功。他们只记得五次成功，却记得六次失败。也就是说，他们低估了成功并夸大了失败，也许是因为失败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太多。而掌握定向组的学生则能够准确回忆起这些数字。
总之，在失败面前，无助反应下的学生很快开始自我怀疑，并丧失了完成任务的信心。更糟糕的是，即便是取得过的成功，也会在他们的脑海中被失败淹没。
那他们在过程中有什么感受呢？在观察学生在任务进行时表达的情感时，我们再次看到了随失败而来的快速变化。在成功时，这些学生对自己、任务和整个情况都非常满意；然而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就开始表达各种消极感受。许多人声称无聊，尽管刚才还高兴地参与其中。无助组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表达了明显的负面情绪，而只有一名掌握定向组的学生如此。
我们还注意到，这些学生处理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方式也相当有趣。比如说，有个学生在回答问题失败的中途停下来告诉我们她很快就会继承家产，另一个学生则说她在学校戏剧演出中扮演了秀兰·邓波儿。换句话说，他们试图让人们注意到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成功。
还有一些学生则尝试分散自己对失败的注意力，比如改变任务的规则。既然无法在我们定义的任务中取得成功，那么就将其变换成一个不同的游戏，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例如，一个男孩坚持选择错误的答案（一个棕色的物体），然后告诉我们因为他喜欢巧克力蛋糕。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试图从当下的困难任务中抽离。
于是，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小组的表现大幅下滑。在此前取得成功的问题上，他们所有人都应用了对于所在年龄段来说相当复杂但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且表现与掌握定向组一样好。但在有困难的问题上，三分之二的人使用的策略明显退步，甚至超过一半的学生陷入了完全无效的策略。例如，他们只是不断猜测答案而不是运用已知的信息，又或者一直选择右边的选项。还有人就像上面的那个男孩一样，从私人角度选择答案而不是基于任务本身，这应该是学龄前儿童而不是五年级学生应该和可能使用的策略，它们甚至无法帮助他们解答之前解决了的简单问题。简而言之，该组中大多数学生选择放弃或者无法有效动用策略。
但是，这些难道不是面对失败时颇为现实甚至适应性的反应吗？因为确实是无法解答的难题啊！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无助”反应本身。第一，这些学生在真正了解自己能够做到何种程度之前就过于迅速地放弃了尝试。第二，他们并不仅是客观地认为任务太难，更是在主观上贬抑自己的能力，进而陷入沮丧焦虑的情绪之中。这样处理障碍的方法显然并不具有适应性。
在另一些研究中，我们在难题后面又添加了一些容易的题目（如Dweck，1975；Dweck & Reppucci，1973），这些题目与学生先前解决过的问题一样简单。然而，比起掌握定向组的学生，无助组的学生更可能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并且，即便学生们受到高度激励去解答这些问题，例如只要完成就能获得非常有吸引力的玩具（Dweck，1975；Dweck & Reppucci，1973），换言之他们肯定是非常想要解答这些问题的，然而最后的结果也没有变化。
这些发现表明，无助反应并不仅仅是对情境的评估，它更是一种对失败的反应。它将带来消极的自我暗示，并损害学生有效使用心智的能力。



掌握定向模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掌握定向反应。这种模式下的学生会如何理解困难和失败？我们已知无助组的学生将失败归结于智力，那么掌握定向组的学生会归结于什么呢？答案令我们惊讶，他们什么都没有归结。他们并未关注失败的原因，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去想自己失败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然也遭遇了阻碍，但他们的言行却始终指向问题解决而不是其他。因此，当无助组的学生质疑自己的能力并很快失去成功希望的时候，掌握定向组的学生开始向自己发出指令以改善当下的表现。
其中一些是自我激励，如“它越难，我就越要努力尝试”或者“我应该慢慢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注重任务的认知层面，例如提醒自己截至目前对于手边的问题已知了哪些信息。
几乎所有掌握定向组的学生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指示或自我监控来帮助自己，然而几乎没有一个无助组的学生这样做。因此，在困难面前，掌握定向组所做的是更加积极地尝试和努力。
他们也仍对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他们会说“我就快要解出来了”或者请求进行更多尝试，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已经非常接近于正确答案。掌握定向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预期，而无助组的学生几乎没有。
他们有什么感受呢？这个小组的学生普遍保持了此前成功时的积极情绪，甚至还有一些人在遇到难题时变得更加兴奋。我们永远忘不了其中一个孩子，在难题出现时，他挪了挪椅子，搓了搓手，乐滋滋地说：“我热爱挑战。”还有一个孩子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我很希望参加这个实验，它能让我进步。”另一个孩子则高兴地说：“错误是我们的朋友。”
于我们而言，这些话就好像一盏盏亮起的灯。我们曾经以为面对失败只有应对和不应对之分，我们没有想过人们可以敞开怀抱拥抱失败。这些学生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掌握定向反应。
总之，掌握定向的学生完全没有抱怨所处的困境，而是积极地欢迎面对和克服障碍的机会。
那么他们表现得如何呢？与他们的乐观与努力一致，该组中多数学生（超过80%）在难题面前保持了问题解决策略的高质量，甚至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所提升。他们自我学习了新的且更复杂的策略来解决当下的难题，还有一些人成功解决了原本被认为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问题。
这种反应显然和无助反应不同。在无助反应中，学生把困难视为能力不足的标志，因此感到绝望并深陷其中。而掌握定向的学生则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努力，于是只是专心去调配自身资源，完全投入手头的任务。因此，即使在此前的简单任务中他们未见得表现得比无助的学生好，最终也取得了更高的成绩。
那这会否只是一种基于乐观的自我欺骗呢？前面提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通过努力掌握了任务。抛开这个不谈，尝试让他们失去什么了吗？努力让他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吗？并没有，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将失败视为污点，因此并不觉得这是多么大的危机。
然而，对于无助组的学生而言，他们的智力，也许还包括自我价值，均岌岌可危；而每一次失败的努力又将进一步损害它们（参见Covington，1992）。这样，危机不可谓不大。



日常学习中的无助和掌握定向反应
在阐明了无助和掌握定向模式后，我们想要确认这些模式会否真实影响到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为了明确这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实验室的现象，我们设计了一组新的材料供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名为《心理学：人类行为的理由》。
在芭芭拉·利希特（Barbara Licht）和我的一项研究中（Licht & Dweck，1984a），我们通过问卷将五年级的学生区分为倾向于表现出无助反应和倾向于表现出掌握定向反应的两组。一段时间后，我们向这些学生发放帮助他们学习新材料的指导手册。
如何检测无助反应呢？一半的指导手册在开篇不久放置了不容易理解的内容，我们想看看那些倾向于表现出无助反应的学生会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
学习材料的主题与学校中教的任何内容无关，因为我们不希望学生们受到已经形成的自己是否擅长某一科目的观念的影响。我们还想教他们一些可以用于解决后续问题的知识，这样就可以检验他们对材料的掌握程度。
具体来说，我们教给学生的是一些有关学习的心理学规律。通过有趣的事例和插图，他们了解到，如果从事某件事情（如跳舞）得到了一个积极结果（度过了美好时光），就很可能再次从事同样的事情；如果从事某件事情（如吃某种食物）得到了一个糟糕的结果（生病了），此后就不太可能重复这一行为；此外，在决定是否重复该行为时，一个大的好结果比一个小的坏结果（同理，一个大的坏结果也比一个小的好结果）影响更大。
在手册的最后，有一个由七个问题组成的测试。这些问题与学习材料直接相关，学生只有答对了所有才被视为完全掌握了材料。如果测试结果显示学生尚未掌握，那么还会得到一本复习手册，并在此后完成另一次测试。
为了避免学生们将收到复习手册理解为失败，我们也采取了措施。实验者会用一种友好且非评价的方式告诉孩子：“你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希望你可以再复习一下。我在那些你还没理解的问题后面打了一个‘×’，所以你要特别留意它们。当然，其他内容我也希望你可以再复习一下。”学生一共有四次机会来掌握学习材料。
为了了解无助反应将如何影响学习，我们制作了两个版本的初始教学手册，一个设置了障碍而另一个没有。在手册的开头之后，我们插入了一小段无关材料，其中一半写得清晰明了，另一半则写得晦涩模糊、令人费解。以下是后一个版本的段落示例：
如何才能最好地描述那些最能令他人频繁效仿的人的本质？是因为他们很好，所以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还是我们想要成为被他们喜欢的人？
这个段落其实与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无关，也就是说这一令人困惑的段落并没有剥夺随后完成测试所需的任何信息。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出现在学习过程中的小小障碍将如何影响那些具有无助反应倾向的学生后续的学习。
结果值得关注。当拿到的学习手册不包含此障碍时，两组学生的表现相差无几。两组中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掌握了学习材料：76.6%的无助组和68.4%的掌握定向组学生做对了全部七个问题——差异不显著。这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在失败发生前，两组学生的能力表现无甚差别。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还拿到了他们的智商分数和考试成绩，同样表明两组学生的现有学业水平相当。
然而，当拿到的学习手册包含令人困惑的段落时，两组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定向组的学生仍然表现出色，有71.9%的人掌握了材料。然而无助组的学生显然受到了消极影响，只有34.9%的人掌握了材料。这意味着众多原本具备学习技能的学生未能成功完成学习，原因是他们受到了初始困惑的干扰，而同样的障碍并未使掌握定向组的学生陷入麻烦。
选择一个令人费解的段落来制造障碍的用意在于，在学生的连续学习过程中，新出现的内容就可能制造出类似的障碍。例如，从算术转向代数、几何、三角学时，或者有新的概念或理论出现时，学生们也许会因为不明白这些新的概念与此前所学有什么关联而不知所措。
此时，倾向于无助模式的学生可能轻易做出自我怀疑和中断学习的反应，过早地断定自己不擅长这一领域。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致使他们真的处于劣势，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这类会时常引入新概念的领域。
总之，这项研究表明，无助反应会妨碍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掌握新知识，也能令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无助反应和掌握定向反应出现的原因。



关于两种模式的几点思考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事实，即两组在完成任务时所具备的认知技能是等同的。导致他们最终表现如此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一组在面对失败时根本没有调动这些技能，而另一组则积极充分地发挥了这些技能。
为什么我们，特别是老师，很难意识到非常聪明的学生也可能表现出无助反应？也许是因为聪明的学生接到的任务多数相对简单（对于他们而言），于是他们很少真正地面对困难。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忧呢？因为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如果不是在小学，就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到那时，倾向于无助模式的学生可能会经历不必要的自我怀疑和损害，而不是去迎接这些挑战。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学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Eccles，1984）。没有多少选择可以确保成功而回避失败。
如果无助反应是面对挑战的一种习惯性反应，那么还需要注意，它将不仅限制学生在他人给定任务中的表现，还会限制他们在自己设定的目标中可能取得的成就。一切重要的、长期的目标都必然包含障碍。如果障碍被视为一种威胁，并引发严重的自我怀疑和退缩，那么对目标的追求显然将大打折扣。
反过来，将困难视为自然的事情并积极欢迎挑战会促进目标的实现吗？
我曾经在无意中听到两个本科生查尔斯和鲍勃之间的对话，发现可以很好地说明掌握定向的积极意义。他们在谈论一门极具挑战性的课程——计算机科学。查尔斯上过两次这门课程，第一次拿到了D而第二次拿到了B+，而鲍勃正在上这门课，他觉得自己最多能拿到C，而且很可能会重修。然后他们继续讨论是否要主修计算机科学。他们都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根本不擅长这个学科，而仅仅把它视作一门需要付出努力并充满挑战的学科。他们认为是否主修这门学科的决定主要取决于自己有多大的兴趣以及有多少意愿为之努力。
我毫不怀疑，如果这两个年轻人决定从事计算机科学，他们将取得令人钦佩的成就。这次对话还令我感到惊讶的一点是，这与我大学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那时候如果我的成绩低于预期，我绝不会想在公开场合谈论它。并且，如果我在一门课程中只拿到了C或D，我永远不会考虑主修这门学科，而会立马转移兴趣去其他领域。也正因此，我非常佩服查尔斯和鲍勃，因为他们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并认识到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去掌握自己期待获得的技能。
那么我们是在说坚持不懈总是最好的策略吗？并非如此。在认识到直面阻碍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适时放弃的重要性，如果某项任务确实超出了当前的能力范围或者坚持下去的代价过大，放弃也是明智的选择（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请参见 Janoff-Bulman & Brickman，1981）。
掌握定向反应让人们可以坚持，但当理性分析表明不应该再继续时，它也不会让人一意孤行。事实上，过度的坚持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无助反应。有的人可能拒绝放弃，因为承认失败对自我实在是太大的打击。如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几乎铁定会面临弹劾和定罪，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放弃总统职位，他说：“在放弃之前你将永不失败。”也就是说，他不仅认为放弃会带来失败，还把它等同于失败。
因此，放弃太快也好，坚持太久也好，这种反应到底是不是适应不良，取决于个体是否认为失败是一种自我威胁甚至缺陷。
在明确了无助和掌握定向模式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同等能力的学生会对失败做出如此迥异的反应？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是不是应该用失败来评判自我的信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三章
 成就目标：为了看起来聪明还是为了学习
为什么一些学生将障碍视为痛苦的折磨，另一些却将其看作积极的挑战？我们认为，或许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说，成就情境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一些学生看来，这些情境是在检测他们的智力，一旦遇到困难，就意味着他们失败了；而在另一些学生看来，相同的情境是学习新事物的机会。
基于此，伊莱恩·艾略特（Elaine Elliott）和我提出，无助和掌握定向的学生在成就情境中的目标不同，进而促使他们形成了无助和掌握定向的反应（Dweck & Elliott，1983；Elliott & Dweck，1988；另见Dweck，1986，1990，1991）。
我们区分了两种目标。第一种是“表现目标”（performance goal），这种目标旨在赢得和自身能力有关的积极评价同时避免消极评价。换句话说，当学生追求表现目标时，他们关心的是智力水平，即希望自己看起来是聪明而非愚蠢的。
为了达成表现目标，他们有时候只打安全牌，完全避免犯错。他们当然也会承担一些稍难的任务，但前提是他们非常确定自己可以做到。实际上，能让人看上去聪明的最佳任务是那些对于别人来说很难但对于你来说并不难的任务。
另一种目标是“学习目标”（learning goal），旨在提升自身的胜任力。学习目标反映了个体对学习新技能、掌握新任务或理解新事物的渴望，这是一种对变得更聪明的渴望。[1]
两种目标均相当正常且普遍，也都能帮助人们获取成就（Ames & Archer，1988；Elliot & Church，1997；Harackiewicz，Barron，Carter，Lehto，& Elliot，1997；Stone，1998）。所有学生都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得到认可，同时还希望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所以这两种目标都没有错。
理想情况下，他们可以同时实现两类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带着发展能力的目的来完成任务，任务的完成也能帮他们获得期待的积极评价。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中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经常发生冲突。这时候问题就变成：哪一个目标更重要？那些有利于学习的任务常常充满挑战，容易暴露出个体的无知，或者需要承担犯错误的风险；而那些有利于让人看起来聪明的任务，学生们往往已经相当擅长，从中学不到多少东西。
于是，当两种目标彼此矛盾而又必须选择其一时，学生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可能选择能让自己看起来很聪明的任务，从而牺牲掉学习一些有价值东西的机会；也可能选择一个能学到新知识和有用技能的任务，但要以看起来不那么聪明作为代价。
不同的学生选择了不同的目标。其中约半数将表现目标作为首选，另一半则选择学习目标（Dweck & Leggett，1988；Farrell，1986；Mueller & Dweck，1997；Sorich & Dweck，in press；Stone，1998）。虽然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非常正常，但我们的研究发现过分强调表现目标存在潜在风险。
首先，过分强调表现目标会导致对学习目标的排斥，让学生放弃含有任何犯错风险的宝贵学习机会。其次，过分强调表现目标会增加无助反应。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注释：
[1] 当前研究者使用不同术语来定义这两种目标类型。表现目标有时又被称为能力目标（ability goals）、自我卷入目标（ego-involved goals）或规范性目标（normative goals）（因为这些学生希望胜过别人），学习目标也被称为掌握目标（mastery goals）或任务目标（task goals）。



目标引发无助还是掌握定向反应
表现目标关乎对能力的评价，重点在于学生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衡量自己。因此，当在任务中表现不佳时，他们就会贬低自己的能力，陷入无助反应。
与之不同，学习目标关乎对新事物的掌握，关注点在于找到学习策略。如果事情进展不顺，那与智力无关，仅仅意味着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学习策略，唯一需要做的是继续寻找。
我们通过研究（Elliott & Dweck，1988）发现了表现目标和学习目标如何直接导致了无助和掌握定向反应。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以五年级学生为对象，给他们一个表现目标或学习目标。被给予表现目标的学生被告知，研究者将根据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任务中的表现来评价他们的能力。相反，被给予学习目标的学生被告知，他们有机会通过即将进行的任务学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类似的事情其实时刻发生在课堂中。有些课堂强调评价和能力，于是促进了学生形成表现目标；另一些课堂强调进步和掌握有价值的任务，从而促进了学生形成学习目标（Ames，1992；Maehr & Midgley，1996；Midgley，Anderman，& Hicks，1995；Stipek，1996）。
在我们的研究中，所有学生要完成相同的任务。但是有些学生带着表现目标来完成，另一些学生带着学习目标来完成。
这项任务同样以一系列的成功开始，此时两个小组的表现一样好。随后开始连续出现几个难题。同之前研究一样，我们记录了学生们从成功到遇到困难过程中的想法、感受和表现。
当时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许多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明显的无助模式：指责自己能力不够，问题解决策略也变形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表现出明显的掌握定向模式。面对失败，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智力，他们专注于任务，并维持了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参见Ames，1984；Ames & Archer，1988；Stipek & Kowalski，1989；参照Butler，1992）。
这项研究显示出目标的作用。研究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学生会倾向于无助模式或掌握定向模式。我们只是给予他们不同的目标，然后看这些目标如何引导出无助和掌握定向反应。当学生把注意力集中于以表现来评价自己时，失败更有可能引发无助反应；而当他们专注于学习时，失败激发出的是持续的努力。
这项研究还有其他方面的发现。在实验一开始，有些孩子就被告知他们有能力把这项任务做好，另一些学生则被告知他们（当下暂时）在这项任务上的能力水平不高。对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来说，这一信息产生了不同的作用。那些相信自己能力很高的学生在面对失败时更可能坚持，并且保持掌握定向，但那些认为自己能力较低的学生则陷入了无助反应。
而对于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而言，这个信息没什么作用：不管认为自己能力是高还是低，他们都能保持掌握定向。他们都在寻求挑战，在困难面前也同样高效。这意味着，只要持有学习目标，学生们并不一定要觉得自己擅长某事才能坚持下去并继续尝试。毕竟，他们的目标是学习，而不是证明自己很聪明。这是我们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我将在本书中反复提到这一点。[1]
那么那些天生喜欢表现目标而非学习目标的学生会怎么样？他们是否也更容易表现出无助模式，并体现在课堂情境中？
注释：
[1] 学习目标似乎也能促进并维持更高水平的内部动机，即个体对任务本身的兴趣（Butler，1987，1988；Mueller & Dweck，1998；另见Csikszentmihalyi，1988；Deci & Ryan，1985；Heyman & Dweck，1992）。



目标与课堂学习
下面的研究是由埃德温·法雷尔（Edwin Farrell）和我一起设计的（Farrell & Dweck，1985），旨在看看在日常学习背景下，持有不同目标的学生在面临挑战时将如何表现。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提供给初中学生一则新的材料，作为科学课上为期一周的单元学习内容。这一周里，学生们收到了一本指导手册，旨在教他们如何解决新类型的问题。例如，他们学习到如何在一个力臂长度不同的平衡木上平衡重量。手册中包含了许多说明性例子，还提供了大量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练习。
在学习阶段结束后，学生们会接受一个测验，要求他们使用刚刚学到的知识来解决全新类型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被直接教授过，但可以基于他们在手册中学到的原理来尝试解决。学生们能否成功解决这些新问题？
研究开始时，我们评估了学生持有的目标，据此分成持表现目标的学生（想要从事确定能够做好或能让自己看起来很聪明的任务）和持学习目标的学生（希望学习新知识，即使可能表现不好）。
当然，每个人都想学习这些材料，但只有那些为了学习愿意承受困难的学生才会被认为主要持有学习目标，那些最关心看起来聪不聪明的学生则会被认为主要持有表现目标。
同时，我们给所有学生做了前测，以确保每组学生的数学技能或数字推理能力没有明显差异。事实证明两组学生（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和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在这些方面能力相当。更重要的是，两组学生对学习材料的掌握程度也完全一样。然而，当对比他们在测验中如何处理新类型的问题时，我们却发现了明显的差异。
第一，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在新问题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
第二，当考察学生们为尝试解决新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时，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多写了50%的内容。这意味着，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努力。
第三，从他们在测验中所写的内容来看，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更常使用学习过的规则来解决问题，即使其中有些最终没能成功解答。
事实上，其他研究者也发现，对一项任务或一门功课采取学习目标的学生倾向于使用更深入和有效的学习策略，并能够更高效地运用所学（Ames & Archer，1988；Graham & Golon，1991；Pintrich & Garcia，1991）。[1]
简而言之，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在处理挑战性新问题时更倾向于掌握定向。而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虽然具有同等能力，却更可能在全新的困难前裹足不前。他们或许花了太多时间担心自己有没有足够能力去解决问题，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实际解决问题（参见Roeser，Midgley，& Urdan，1996）。
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受到影响呢？最近的研究表明，当他们关注消极方面，即失败的可能性和避免失败的需要时，最容易受到影响（Elliot & Church，1997；Elliot & Harackiewicz，1996；Middleton & Midgley，1997）。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为什么有些学生，甚至是非常成功的学生，也会关注事情的消极面，即为什么失败的念头在他们的头脑中如此突出，以及为什么此类念头如此具破坏性。
总之，过于关注能力和担心能力不足都将损害学生的表现。但仍然存在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学生（他们很多非常聪明）如此担心自己的能力水平？
注释：
[1]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已成功将此研究成果应用于其他领域，例如运动员（Duda，1992）或企业员工（Button & Mathieu，1996）的目标取向。在第十章，我还将说明我们如何将其应用于社会互动中。



第四章
 智力固定还是可变？智力理论影响成就目标
玛丽·班杜拉（Mary Bandura）和我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令学生们如此执着于自己的智力水平，是不是与他们对智力的认识方式有关（Bandura & Dweck，1981）。一个人总是在担忧并试图证明自己的智力表现，暗示着他认为智力是一种固定且有形的事物。既然智力水平是一定的，那么如果它足够，当然要显示出来，而如果它不足，最好藏起来不要被人发现。
同时我们也在想，对智力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不是也可能令学生专注于学习目标。如果一个人注重发展自己的智力，就意味着他认为智力是一种动态且可塑的品质，可以通过努力来培养。
就这样，我们区分了学生们关于智力的两种“理论”——固定的实体论和可塑的增长论。实体论认为智力是一种固定的、有形的、内在的实体，增长论则认为智力是一种动态的可以增长的特质。[1]
接着我们开始验证这个观点，即不同的智力理论将引导学生重视和追求不同的目标。实体论主张智力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会促使学生忙于展示聪明，从而培养出表现目标；而增长论主张智力是变化可塑的，故而促使学生更关心如何变得更聪明，即培养出学习目标。
如果我们能找到两种目标背后的信念，就能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心态驱动学生们不断评价自己或是学习新东西，继而可以通过改变学生的智力理论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
我们在两项研究中对学生的智力理论进行了测量。其中一项是由玛丽·班杜拉和我在五、六年级学生中进行的（Bandura & Dweck，1981），另一项是由艾伦·莱格特（Ellen Leggett）和我在八年级学生中做的（Leggett，1985；参见Dweck & Leggett，1988）。我们让学生在一些陈述上表达同意或不同意来测量他们的智力理论，举例如下：
■你的智力是你无法改变的东西。
■你可以学习新东西，但无法真正改变你的基本智力。
■你的智力水平是恒定的，没法改变。[2]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给予学生们一系列任务，要求他们从中选择一个自己想做的。其中前两个任务传达的是表现目标，例如第一个任务被描述为“简单得让你不会犯错”，暗示可以完全避免错误；第二个任务则被描述为“是你擅长的，同时又足够有难度来证明你很聪明”，暗示任务虽然困难，但你肯定能做好。
第三个任务则有所不同，它表述的是一个学习目标。这个任务是“困难的、新颖的、特别的，你可能会产生迷惑甚至犯错，但同时也能学到一些全新且有用的东西”[3]，这反映出对即便冒着看起来愚蠢的风险也要学习新事物的渴望。
参与研究的学生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想做的任何任务。我们明确表示，选哪个都很正常，以往研究中学生们偏好的任务也各有不同。我们感兴趣的是，持有不同智力理论的学生会否追求不同的目标。
也就是说，持智力实体论的学生会否通过追求表现目标来使自己看起来更聪明？持智力增长论的学生会否通过选择学习目标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结果我们发现，学生的智力理论与其目标选择之间存在明确且显著的关系：持有智力实体论的学生选择表现目标的可能性更大；相反，持有智力增长论的学生，更可能选择学习目标。
例如，在对八年级学生进行的研究中，超过80%的实体论学生选择了表现目标，其中50%选择了非常简单的任务，以保证能够完美地表现自己。这意味着当存在犯错风险时，只有不到20%的实体论学生愿意尝试学习新东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充满挑战和风险（或许正因如此），多数增长论者（超过60%）还是选择了学习目标任务，其余的人大多选择了具有挑战性的表现任务，只有极少数人完全回避了挑战。也就是说，智力固定的信念似乎使学生倾向于选择表现目标，而智力可塑的信念使他们倾向于选择学习目标。
大学生的反应也非常类似。作为某项大型研究的一部分，最近克劳迪娅·穆勒（Claudia Mueller）和我以差不多的程序，首先区分了持有不同智力理论的大学生，然后考察他们的目标选择（Mueller & Dweck，1997）。他们被要求阅读一系列陈述并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其中有四项有关学习目标偏好或表现目标偏好。结果发现，持两种智力理论的学生表现相当不同。
实体论者明显更赞同下面的陈述：
■尽管不想承认，但我有时确实会觉得取得好成绩比学到新东西更重要。
■如果知道某个任务我做不好，我很可能就不会去做它，即便能从中学到很多。
相反，增长论者更赞同下面的陈述：
■对我来说，在课堂中学到东西比取得好成绩重要得多。
第四项陈述的表述略有不同，它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必须在取得好成绩和迎接挑战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
由学生圈选“好成绩”或是“被挑战”。结果表明，大多数增长论者（68%）选择接受挑战，而只有35%的实体论者勾选此项，其余的人则选择要好成绩。
因此，这一研究说明，在这个群体中，学生的智力理论同样可以预测他们是更倾向于学习和挑战，还是分数和表现。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或者不得不暴露自身的不足，以便去学习并在未来做得更好。此时会发生什么呢？实体论者还会继续隐藏不足并回避学习目标吗，即使这样做会损害他们未来的表现？
康萤仪（Ying-Yi Hong）、赵志裕（C.Y.Chiu）和德里克·林（Derek Lin）找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理想情境。在香港大学，所有课程都以英语授课，所有阅读材料也都是英文的，所有考试均以英语进行。然而，并非所有刚入学的学生都精通英语，有些人甚至英语很糟糕，显然，这些学生将在学习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该研究（Hong，Chiu，Dweck，& Lin，1998，研究3）以大学一年级新生为对象，获取了他们的英语成绩并对其智力理论进行了测量。之后学生们接受一项调查，被询问对下学期课程设置的看法，其中包含一个关于是否对某英语补习课程感兴趣的问题。
问题中提示学生，有效地使用英语几乎对于每一门课程的学习和良好表现都很重要。继而问他们，如果系里提供英语辅导课程，他们是否愿意参加，要求在从“绝对不参加”到“绝对参加”的量尺上做一个选择。
如你所料，那些已经精通英语的学生对补习课程的兴趣不大。那么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会做何选择呢？在这些学生中，增长论者说他们很有可能参加这门课程，但是实体论者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的意愿甚至不比那些不需要参加课程的精通者高。
也就是说，在这项研究中，学生们表达了对一个学习机会的兴趣，这个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扫除障碍表现良好。那么为什么实体论者不去抓住这个机会呢？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取得良好的表现吗？
原因也许是，他们不愿完全承认和正视自己的不足，又或者他们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差到即便去补习也难以提高。无论哪一个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利的。
总之，智力实体论将学生引向对表现和看上去聪明的关注，而智力增长论则导向对学习新事物和变得更聪明的关注。此外，实体论者对看起来聪明的关注可能会阻止他们寻找学习机会，甚至那些对于将来表现良好至关重要的机会。
注释：
[1] 有关朴素智力理论（lay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的其他工作，请参见Carugati，1990；Goodnow，1980；Heyman & Gelman，1997；Sternberg，Conway，Ketron，& Bernstein，1981；Yussen & Kane，1985。很多人都知道，心理学家们就智力的稳定性和可塑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如赫恩斯坦和默里（Herrnstein & Murray，1994）与比奈（Binet，1909/1973）的争论，参见Sternberg & Jensen，1992］。
[2] 完整的智力理论测量请见附录。
[3] 完整的目标选择测量请见附录。



智力理论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目标吗？
我们发现学生的智力理论可以预测他们的目标选择，但这是不是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决定暂时性地改变学生的智力理论，看看是否能够改变他们的目标。
我们要如何改变学生的智力理论？伊薇特·坦尼（Yvette Tenney）、娜奥米·丁瑟斯（Naomi Dinces）和我写了两段文字让五年级的学生阅读（参见Dweck & Leggett，1988）。文章以生动且令人信服的语言介绍了智力的实体论和增长论。其中都谈到了一些成就杰出的历史和当代人物，例如海伦·凯勒、爱因斯坦和年轻的魔方冠军，但实体论的文章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固定的、天生的智力，增长论的文章则将其归结于后天发展的智力。
举例来说，增长论的文章中说，海伦·凯勒小时候一个字都不认识，爱因斯坦年轻时在学校里的表现并不那么好。然而，文章强调说，他们一步步发展了自己的能力从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文章中没有提到努力工作、勤奋，或除智力理论之外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学生目标选择的内容。
一半学生阅读实体论文章，另一半学生阅读增长论文章。此外每个人还会读到额外两段文字，分别关于梦和动物交流。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学生们认为智力理论文章和后续的目标选择之间有关系。
到了下一阶段，学生们需要选择他们想做的任务。和前面一样，其中两个是表现目标任务，一个很简单，另一个有难度但为他们所擅长，均能反映对看起来聪不聪明的担忧。
还有一个则是学习目标任务，能反映即使犯错误也要挑战学习的愿望，它被描述为有难度、会带来困扰，但可以学到新东西。
结果发现，阅读了不同智力理论文章的学生会选择不同的任务。其中阅读了实体论文章的学生更可能追求表现目标，他们希望自己看起来很聪明；而那些阅读了增长论文章的学生则更加追求学习目标，他们想要变得更聪明。
这些发现表明，智力是固定的观念让学生们关注智力水平，并引导他们去从事一些能确保获得良好评价的任务；而智力是可塑的观念则让学生们选择能够发展能力的任务，而不关心自己在当下看起来有多聪明。
这些发现中有两个地方很有趣。其中一个是，学生的智力理论可以直接作用于他们的目标和关注点，即智力理论致使学生专注于表现目标或学习目标。
另一个是，我们可以影响学生的智力理论。虽然他们来参加研究时本来就持有各自的智力理论，但我们告诉他们的东西依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人们的智力理论是可塑的。下面你将看到，学生可能带着坚定而长久的信念来到实验中，但我们可以暂时地将其调整为另一种信念。
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种影响会持续多久，因为在实验结束时我们会告诉学生我们在做什么以及希望了解什么。我们会向他们讲解之前呈现的两段文字，并与他们讨论关于智力的这两种观点。



操纵大学生的智力理论
我们还成功地在其他研究中影响了学生的智力理论。兰德尔·伯根（Randall Bergen）针对大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Bergen，1992）。在其中他仿写了两篇《今日心理学》式的文章，并附有图表。其中通过生动的案例和以假乱真的所谓最新科学研究结果，为文章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我实验室不知道文章来源的研究生看完甚至都相信它是真的。以下是一段示例，你可以看到文章的风格。两篇文章都是这样开始的：
亚当·斯蒂格尔（Adam Steagal）是个天才。虽然才18个月大，他已经能理解2 000多个单词，能说出500个词语，还能辨别5种鸟……他从8个月大就开始……研究家里的一切。所有的婴儿都很好奇，但亚当无疑达到了婴儿创造力的新高度。不像别的婴儿只是胡乱地敲敲罐子，亚当做的是拆开一台玩具照相机，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他有处理小部件的协调性和记住如何重组部件的能力，并能够集中注意力在其上高达一个小时。类似的任务大多数孩子要到三四岁才能完成。
接下来实体论文章从固定的、先天的智力角度来解释亚当的特殊能力，得出结论称莫扎特和爱因斯坦的才华大多在他们出生时即已具备：
他们的天才出于他们的DNA，而不是教育，不是父母的关注度，也不是努力。这些伟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养成的。
增长论的文章在前面相同，但将亚当不同寻常的能力解释为挑战性环境的结果，最后得出结论称达·芬奇和爱因斯坦等人的才华是行动和环境而非基因的结果。
最后伯根发现，这些文章对学生的智力理论以及面对失败时的坚持性具有明显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节继续讨论。
在此前介绍过的询问入学新生对英语补习课程兴趣的那个研究之后，我们也使用了这些文章来影响大学生的智力理论（Hong et al.，1998，研究4）。
研究目的是要考察那些被给予智力实体论观点的学生会否错过一个能够提高他们缺失技能的机会，就像在上一项研究中那样。首先请大学生阅读伯根编写的《今日心理学》式文章，作为阅读理解测试的一部分。他们一半阅读了支持实体论的版本，另一半阅读了支持增长论的版本。接着回答一些相关问题，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完成一项非言语能力测试。
测试中学生们需要先解决一组问题，并得到相应的反馈，以表明他们完成得较好（超过65%的学生）还是较差（低于65%的学生）。然后在解决下一组问题之前，研究者向学生们展示了一个“被证明可以有效提高大多数人测试表现”的辅导课。所有的学生无疑都有改进的空间，但问题是谁会利用这门课程呢？
有趣的是，大多数已经做得相当好的学生选择参加辅导课。在成绩较好的学生中，73.3%阅读了增长论文章的学生和60.0%阅读了实体论文章的学生表示他们想参加，且二者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当实体论者做得不错且不担心会暴露自己的无能时，他们愿意采取补救措施。
然而，那些表现不佳的人的反应模式却有所不同。在他们之中，多数（73.3%）阅读了增长论文章的学生希望获得辅导，但多数阅读了实体论文章的学生却拒绝了这个能够提高技能的机会，只有13.3%的学生想参加这门课。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当学生持有固定智力理论时，他们之中最需要额外提升机会的恰恰也是最不愿意接受它的人。
简而言之，改变学生关于智力的理论是可能的，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影响他们的目标和关注点。那些被引导相信智力固定不变的人开始担心自己看起来是不是聪明，在面对可能暴露缺陷的威胁时，他们倾向于放弃潜在的学习机会；相反，那些被引导相信智力变化可塑的人则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并能够抓住和利用可以帮助自己提高技能的机会。
很多很多年前，还是小学生的我也曾亲身体验过智力理论如何影响学习欲望。我的六年级老师威尔逊夫人是一位极端的实体论者，她坚信智力（反映为智商分数）是所有努力的根源，并不断向我们表达这一观点。她按智商安排座位，按智商分配我们渴望的任务（从收拾黑板到在大会上擎旗）。在她的点名册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旁边写着又黑又大的智商分数。
她坚持这么做，完全不为所动，即使这个班的学生根本就是通过智商测试筛选出来的——这是一所以成绩为导向的学校里第一流的班级。
对于智商分数稍低那么一点点的学生来说，代价显而易见。他们在此前几乎整个小学阶段都取得了好成绩，现在却被告知低人一等。如果他们接受挑战性任务并在其中犯错，那就证明威尔逊夫人对他们的负面看法是正确的。而另一边，智商较高的学生付出的代价也不低。他们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每一次考试都存在优势身份被剥夺的危险。他们如果在下一次智商测试中表现不佳，就将失去当前的座位、美差和老师的尊重。如你所想，这不是一个可以让学生专注于寻求挑战和激发学习热情的环境，而是一个以检验智商高低为目标的环境。



内隐理论与表现目标的意义
这就又回到我在前一章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些学生，甚至是很成功的学生，如此关心他们的智力高低？是什么使一些学生总是担心失败？我认为智力的实体论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在增长论看来，失败只是意味着你当前的策略或技能不够，但在实体论看来，失败会使你稳定的整体智力水平受到质疑——这当然要避免。让我们来看看斯通（Stone，1998）的一项研究，其中直接探讨了这个问题。
该研究首先测量了五年级学生的智力理论，并询问了他们的目标选择。结果与我们的研究一致，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在目标偏好上差异显著：只有一个实体论者选择了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而选择了该任务的增长论者则超过一半。
有趣的是，斯通后来询问了学生对两类目标任务的重视程度，发现所有学生对这两类目标任务的重视程度均很高。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两类任务彼此对立且选择学习目标任务就意味着可能犯错误时，实体论者才不去选择学习目标任务。换言之，如果分别询问学生关于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彼此不冲突）的态度，不同智力理论组之间的差异可能不会出现。总之，实体论者一般认为学习目标是重要的，但一旦面临具体抉择，他们就会优先证明自己的智力而不是尝试学习一些困难的东西。
接下来，不管学生们选择的是什么任务，都需要回答一些关于该任务的问题。例如，他们认为表现目标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衡量他们（1）当前在这类任务上的技能水平，（2）整体上有多聪明，（3）长大后将有多聪明。
结果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都认为任务可以体现出他们当下的技能水平（事实上在呈现任务时就是这么介绍的）。此外，增长论者甚至比实体论者更加认同这项任务可以评估他们当前的技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能力做“辩护”，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问题上，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更加认同这项任务不仅衡量了他们在总体上有多聪明，而且还预示着他们长大后会有多聪明。请注意在呈现任务时完全没有提及它可作为评判一个人整体及长期智力的指标，然而实体论者却自己把这一点解读进去了。试想如果你所做的每一项任务都在告诉你，你现在有多聪明，你未来会有多聪明，你难道不会害怕失败吗？
该研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增长论者的灵活性。他们似乎总能依照现实的要求全身心地投入表现目标或学习目标中去。当呈现给他们表现目标任务时，他们会说如果真的从事了这一任务，自己当然希望看起来很聪明。是啊，这个任务本来就被描述为可以令人看上去很聪明，虽然可能什么也学不到，于是何不趁此机会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呢？这就是这个任务的价值所在。
而如果呈现给他们学习目标任务，告诉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也可能导致看起来不那么聪明，他们就会放弃表现目标转而专注于任务的学习方面。前面我提到过，其实学习和表现目标对于成功均非常重要。这意味着能够协调两个目标并均灵活地加以利用，对于个体来说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关于协调目标重要性的讨论参见 Dodge，Asher，& Parkhurst，1989；Dweck，1996；Erdley，1996；Rabiner & Gordon，1992）。
总之，我们展示了学生的智力理论如何塑造他们对表现目标或学习目标的关注，也证明了对于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来说表现目标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增长论者而言，表现目标任务只是在特定时间点上检测了特定的技能，而对于实体论者而言，同样的任务考查的是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整体智力。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实体论者深陷失败的恐惧，却可能让增长论者灵活地协调和利用这两种目标。



第五章
 智力理论预测（并造就）成就差异
是时候检验下一个观点了：学生的智力理论能预测实际的学业成就吗？当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性任务时，增长论者的表现会领先于实体论者吗？



在充满挑战的过渡期取得成就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两项独立的研究中——合作者分别是瓦兰内·亨德森-迈克吉沃斯（Valanne Henderson-MacGyvers）和丽莎·索里奇（Lisa Sorich）——追踪了学生从小学刚进入初中时的过渡阶段（Henderson & Dweck，1990；Sorich & Dweck，in press）。选择这一阶段有特殊的考量。我一直强调，在失败发生前，表现出无助反应和掌握定向反应的孩子在表现和能力上并无差别，他们在小学阶段的成绩也大致趋同。这是为什么？那些照理说更加脆弱的孩子为什么并未落后于他们追求挑战、坚持不懈、掌握定向的同伴？
原因可能在于，小学的环境通常较为安全和平顺，课程往往是精心安排的，老师会尽量把失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于是只要脆弱的儿童没有遭遇困难，成绩也就不会受到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倡导无挑战的学习环境。）
但是，一进入初中，环境将发生剧变。对于多数学生来说，课程突然变得更难，学习负担加大，评分明显严格，成绩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与此同时教学手段和方式的个性化程度却大大下降（参见 Eccles & Midgely，1989；Farrell，1990；Midgley et al.，1995）。于是，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正是在这个阶段，相对于掌握定向的学生，脆弱的学生将出现成绩的下滑。[shu籍分 享微X：shufoufou]
如果智力实体论确实会促使人们关心自己聪不聪明，并把有难度的任务及其失败视为风险，那么这一过渡阶段应该会对实体论者造成实质性威胁。在新环境里，他们的智力水平被一系列新任务所评估，无疑处于危险之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还会觉得这些任务要比小学时经历的更能反映智力。简言之，对于这些偏爱安全性任务和确定性成功的学生来说，新的环境可能不适合他们。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正是在初中开始不再认为自己聪明，成绩也从那时候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假使智力增长论能将学生引向充满挑战的学习机会，并鼓励他们将挫折视为学习新事物的自然过程，那么这个新环境对于增长论者就是适合的，他们会给自己时间和空间去掌握全新的、有难度的任务。
具体来说，我们预测，在进入初中环境后，那些持智力实体论的学生更可能表现出无助反应，即在失败面前更容易怀疑自己，对学业有更多的焦虑和恐惧，且成绩会有所下降。相反，我们预测，持有增长论的学生更可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掌握定向反应，即在困难面前专注于策略和努力，焦虑水平较低，同时成绩保持平稳甚至有所提高。
为了检验以上猜想，我们从学生进入初一的第一个月起追踪他们（Henderson & Dweck，1990）。在新学期一开始，此时学生尚未收到任何学业反馈，我们测量了他们的智力理论及其对自身智力水平的信心（以了解自信在适应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给学生呈现了三组两两对立的陈述，要求从中选择一个。它们分别表达了对自身智力和能力的自信或者信心不足：
■我常常觉得自己很聪明对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聪明。
■面对新的学习任务，我一般都有信心做好对面对新的学习任务，我会怀疑自己能否做好。
■我对自己的智力相当有信心对我对自己的智力不大有信心。
接下来，为了解学生在面对挫折时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还是关注努力和策略，我们询问了一些问题，有关他们对学业中可能遇到的失败或困难的反应，以及对学校和学业的情绪体验。
最后，为了评估他们在学业上的实际表现，我们拿到了他们小学时候的成绩记录，并将其与初一结束时的成绩进行对比。我们想知道的是：是过去的成绩更能预测他们现在的成绩，还是我们基于学生的智力理论做出的预测更准确？和同伴相比，他们的成绩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最后的结果表明，我们的预期是对的，那些相信智力固定的初一学生表现更糟。
让我们先来看看成绩。持实体论的学生在班级中的排名明显下降。总体说来，小学阶段就表现不佳的学生到了初中依然不佳，但许多小学成绩优异的学生现在却成了后进生。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些成绩下滑的实体论学生原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这是为什么呢？对智力有信心的学生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糟糕？鉴于心理学界和全社会都非常看重和强调自信的积极作用，我会在后面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对于一个实体论者来说，在智力上的自信并不总能阻止困难来临时的无助反应。
而持有增长论的学生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班级排名明显提升。那些小学阶段成绩就好的学生到了初中成绩依然很好，而还有不少小学时候表现平平的学生一举跃升到了优异的行列。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这些取得进步的增长论者通常对自己的智力缺乏信心。这些学生并不认为自己的智力很高，但他们相信这种能力是可以发展的——他们也正致力于此。
这一点我之前提到过，但在这里还要强调：当持有智力增长论时，学生不必觉得自己很聪明，从而能够积极投入充满挑战的学习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暗示，在面对和应付困难的过渡期时，学生的智力理论要比他们的自信程度更重要。
学生的想法和感受也出现了预期的差异。我们询问他们如果学业上表现不佳，会给自己什么样的解释，并提供了一些想法供他们选择，其中一些责怪自己的智力能力（“也许我不够聪明”），另一些则聚焦于策略（“也许我的学习方法不对”）或努力程度（“下次我应该更努力”）。之后将持两种智力理论的学生的选择进行比较，发现持实体论的学生更有可能在成绩不好时怀疑自己的智力，而持增长论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他们需要调整策略或更加努力。
此外，两组学生对学校及学业的感受也存在差异。实体论者面对学业更加不安，提到学校时也更为焦虑。
因此，学生的智力理论的确可以预测他们真实的成就。带着智力固定信念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学习环境，会令学生感到焦虑、自我怀疑、成绩下降。实体论看重的是智力的即刻证明，而不是伴随时间的成长发展。也就是说，实体论令个体不给自己适应新挑战的空间，使他们执着于评判自身的智力，继而对于自己可能取得的成绩过早地下了结论。
相反，增长论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挑战的渴望，也令他们明白学习是一个不断付出努力循序渐进的过程。于是，当更高的要求出现时，它可以给予学生一段重要的调适期。
回过头来，那些对智力高度自信的实体论者为什么会成绩下滑？他们中许多人在小学时表现优异，而且显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后面我们还会集中讨论自信及其作用，而在这里，我的解释是，也许是因为，在小学阶段，这些学生可以不断展现他们的智力，他们处于一种理想的表现目标情境之中，他们比同伴更能快速、准确且毫不费力地完成学业任务。然而一旦到了新的阶段，突然提高的要求不再能轻易达成了，这些学生就最容易受到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去积极应对，也不愿冒被认为不聪明的风险，这样的行为方式显然会伤害到成绩。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故意不付出努力，我们后面再说（参照Berglas & Jones，1978；Covington & Omelich 1979；Juvonen，1995；Midgley，Arunkumar，& Urdan，1996；Rhodewalt，1994）。
可是，这些学生成绩下降的现象会持续多久？他们是仅仅暂时受到当下困难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又重回优秀，还是一直这么低迷下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年后，当他们升上初二的时候，我们再次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学生的班级排名有所回升，但总体成绩仍然显著低于小学时的表现。
这意味着，以过往成绩所代表的可能达到的水准来看，这些学生的实际表现低于预期。或许他们不愿为成功付出必要的努力，或许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又或许他们从未真正掌握足以应对新难题的学习策略。还有一个可能是，一旦在一开始落后了，后面便很难再赶上，他们错过了掌握对于后续学习非常重要的基础技能的机会。而不管是哪个原因，讽刺之处在于，最关心表面聪明的学生恰恰因为这一点而深陷困境。



关于智力理论与初中学业成绩关系的更多发现
我们在另一项研究（Sorich & Dweck，in press）中进一步拓展了以上发现，并对学生应对学业挑战的方式进行了考察。研究对象还是初一学生，不过有别于之前美国中西部城镇的白人学生，该研究中多是居住在东北部城市里的少数族裔学生。
我们还是取得了学生在前一年（小学六年级）的成绩分数，也同样测量了他们的智力理论以及刚上初一时对自己智力的信心。此外，我们还评估了他们的成就目标、对努力的信念以及对假设性失败的反应。然后等待他们这学期末的成绩。
我们把学生划分为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再次发现他们前一年的成就测验分数（包括英语和数学）几乎没有差别。他们同样重视学业成绩，在升入初一时对自己的能力也有着同等程度的信心。然而我们再次发现只有自信是不够的。两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取得的成绩显现出了差异：增长论者的英语和数学成绩明显高于实体论者一个等级。（顺便说一句，这种差异在下一年仍然存在。）
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差异。例如，在成就目标（学习或表现）上，增长论者相比实体论者更加认同以下说法：
■即便可能犯很多错误，我还是喜欢做能学到东西的功课。
■对我来说，在课堂上学习新东西要比取得好成绩更重要。
■我喜欢做需要努力思考的功课。
相反，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更加同意这些想法：
■做作业的时候，我最想要的是显示出我在这方面很出色。
■我最喜欢做我能完美完成、不会犯错误的功课。
■我得承认，有时我更在意在课堂上表现有多好，而不是学到了多少东西。
和之前研究结果一样，你会发现增长论者对挑战性的学习目标而不是表现目标更感兴趣，他们乐意迎接挑战和获得新技能，而不是做一些没有难度的任务以让自己看起来很聪明。
此外我们还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的成功体验也存在差异。比其他人表现好而非学到很多东西是实体论者认为的成功；增长论者刚好相反，他们认为的成功是自己取得了进步，即使还比不上别人。例如，他们会说：“如果我的成绩提高了，即便还是没有别人高，我也会觉得自己很成功。”“只要成绩提高了，不管别人做得有多好，你都是个成功者。”
也就是说，我们再次发现了学生的智力理论与其成就目标之间非常强烈的关联——在这项研究中，智力理论可以预测学生取得的实际成就。
此前提到过，我认为实体论者对努力的态度可能是他们表现下降的原因之一。也许一些实体论者已经习惯了毫不费力地达成表现目标，而初中时难度明显加大的学业要求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下一章将着重讨论有关努力的信念，在这里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尽管实体论者非常想做好功课，但同时也非常希望尽量少地投入精力（参见Maehr & Midgely，1996）。他们比增长论者更加赞同以下说法：
■功课就像家务——必须要做，但只要可能，能少花时间就少花时间。
■我尽量不在功课上花太多时间，只要过得去就行。
相比增长论者，实体论者也更倾向于认为努力工作会令他们自觉不够聪明，以及如果能力不强的话努力也没什么用（参见Stipek & Gralinski，1996）。
不难看出，这些努力信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如果实体论者认为努力不可取且无效，那么在完成需要精力和毅力的功课时，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投入。相反，把努力视为伙伴的增长论者最终会取得成功。
学生们对假设性失败情境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猜想。我们跟学生说假设以下情况发生在他们身上：
新学年到了，你开始学习一门新课程，你非常喜欢这门课和上课的老师。你觉得自己学得很好，所以在第一次测验前没太复习。做测验时虽然也有些问题答不上来，但你感觉还不错。成绩下来之后，你发现自己只得了54分，也就是F。
接着我们问学生：“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他们要在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我会花更多时间学习这门课程。
■我不会再修读这门课程了。
■我会想办法在下一次测验中作弊。
结果发现，相比实体论者，增长论者更倾向于赞同第一种做法。也就是说，持有增长论的学生更乐意付出额外的努力，因为他们相信想要在未来有所成就，就必须付出努力。
其他两种做法不认为可以通过努力战胜失败，反而应该避免付出进一步努力，这种放弃努力和坚持的选项正是实体论者所偏好的。他们比增长论者更有可能表示将不再学习这门学科，甚至想在下次测验中作弊！这样显然无助于他们克服当前困难从而学习到新知识。因此，尽管我们很高兴学生们能够坦诚表达他们的想法，但也对他们应对挑战的方式感到担忧。
总之，这两项研究（Henderson & Dweck，1990；Sorich & Dweck，in press）考察了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应对挑战的方式，发现增长论者无论在情绪还是智力表现上都明显优于实体论者。在困难面前，持增长论的学生更少怀疑自己的能力，更愿意以不懈努力去应对挑战，这可能就是他们取得更高成就的原因。[1]
注释：
[1] 有研究考察了小学和高中学生的智力理论与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参见Stipek & Gralinski，1991；Faria，1996。有研究表明在其他文化下智力理论也会影响成就选择及其结果，参见Faria，1996；Hong，Chiu，Dweck，& Lin，1998。



大学期间的智力理论
最近，理查德·罗宾斯（Richard Robins）和珍妮弗·帕尔斯（Jennifer Pal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检验了我们的理论（Robins & Pals，1998）。他们考察了大学生的智力理论能否预测他们的成就目标（无助或掌握定向反应）、学业成绩，以及大学期间的自尊变化。
首先，他们发现智力理论确实能预测学生拟追求的目标。实体论者看重表现目标，而增长论者看重学习目标（如“在学校获得知识比取得分数重要”）。
其次，他们发现相比于增长论者，实体论者更可能将失败归咎于能力低下，对自己的学业表现（平均学分绩点）感到苦恼和羞愧，并倾向于在挑战面前放弃努力（“在理解不了的时候我就会气馁，想要放弃”）。与此相反，当增长论者被问及对自身学业表现的感受时，他们会说感到被激励和更有决心，他们在挑战面前也更能坚持（“当学习的东西很难时，我会更加努力”）。也就是说，实体论者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全都符合无助反应的特征，而增长论者则表现出掌握定向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学生均是名校的高才生，他们已经以很高的成绩进入了大学，但是其中的实体论者却没能将其转化为更高的成就。也就是说，以入学成绩来看，显然他们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两组的自尊会在大学期间发生怎样的变化？平均来说，实体论者的自尊水平低于增长论者，并且这一差距在四年中显著增大。这说明相对于增长论者，大学经历会损害实体论者的自尊。具体而言，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实体论者的表现目标定向以及他们对学业的消极情感反应（如羞愧、痛苦）和无助行为反应，是自尊下降的重要原因。
最后，罗宾斯和帕尔斯（1998）还追踪了学生大学期间智力理论的稳定性，发现相邻两年的相关系数为0.70，三年内的相关系数为0.64（修正了测量的不可靠性）。这表明尽管可以在实验中直接影响个体的内隐理论，但它仍然具有相当稳定的个体差异。
如果学生的内隐理论在现实生活中被影响了呢？会对他们在大学里的表现产生作用吗？



通过教授增长论缩小成就差距：减少刻板印象威胁
得克萨斯大学的约书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去解释非裔美国学生与白人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绩差异。即使入学成绩很高，很多非裔美国学生依然在入学后表现不如白人学生，并低于预期（参见Steele，1997a，b；Steele & Aronson，1995）。这是不是一个关乎动机而非个人能力的问题呢？
为了理解该现象，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约书亚·阿伦森和斯蒂芬·斯宾塞（Steven Spencer）（参见Aronson，Quinn，& Spenser，1998；Steele & Aronson，1995；Steele，1997b）提出了“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这一概念。当被污名化的群体成员认为他们有可能证实所在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例如黑人智力低）时，他们就会体验到威胁。通过一系列精致的研究，斯蒂尔和阿伦森（1995）发现，在实验情境中引发这种担忧可能会破坏人们在智力测验中的表现。
他们进一步发现，当告诉学生他们担心被质疑的能力是可塑的，或者训练他们学习增长论者的思维方式时，刻板印象的消极作用将大大减少（Aronson，1998；Aronson & Fried，1998）。这一效应在实验室研究（参照Wood & Bandura，1989）和现实干预研究中均得到了验证。
向大学过渡，就像向初中过渡一样，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阿伦森推断，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大学环境会给非裔美国学生增加额外的负担。身边围绕着来自全国的知识精英（这项研究是在斯坦福大学做的），可能让他们联想到所在群体智力水平较低的刻板印象，进而阻碍自己的成就表现。（例如，这可能导致他们对遇到的所有困难进行能力归因，在努力尝试时受到自我怀疑的干扰，甚至选择防御性放弃。）
为了检验这一想法，阿伦森和弗里德（Aronson & Fried，1998）决定考察，教给本科生增长论是否能减少刻板印象威胁并提高学业表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制作了一段短片，通过科学的解释、专家的解读、神经图像和相关研究发现来证明，每当人们遇到挑战、付出心智努力、学习新东西时，大脑就会生长出新的神经元，从而使人变得更聪明。
短片会放给学生们看，同时还附加一个演讲来再次强调智力是可以培养的。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学生们对增长论的认识，他们还被要求给小学生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个看待智力的观点以及如何在学习中加以应用。
然后，阿伦森和弗里德比较了看过增长论短片和未看过的学生的期末（和年末）成绩。结果发现，对于没有接收过增长论信息的学生而言，种族中的成绩差异依然存在，白人学生的平均绩点明显高于黑人学生。但是，在受到增长论影响的学生之中，这一差距明显缩小。换句话说，那些学习了智力增长论并能用其来应对挑战和追求成就的黑人学生成绩显著上升。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报告说自己更享受学校教育也变得更看重学业了。



智力理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们已经看到学生的智力理论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成就和有效应对的能力。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两种智力理论似乎建构了完全不同的思维框架。一旦学生采纳了某种智力理论，他们重视的东西、他们处理智力任务的方法、他们解释和回应生活事件的方式，全都会受到影响。
固定智力的信念会引发学生对自己聪明程度的担忧，增加对挑战的焦虑，也让失败成为衡量他们稳定智力的标准。因此，它会造成无序的、防御性的和无助的行为。
可塑智力的信念则让学生期待挑战和学习。一些增长论者告诉我们，他们会担心某项任务太过容易或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去做。在这个框架下，挫折是长期学习过程中可以预见的自然部分，因而不是真正的失败，相反，它提示人们应该继续努力并思考新策略。



第六章
 智力理论造就努力高低
设想有两名大学生。其中一位学习非常努力，他课上认真，课后勤勉，每次作业和论文都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最后，他的课程成绩为B。另一个学生不怎么去上课，考试之前才复习，最后期限前才写论文。最后，他的成绩也为B。你觉得他们哪个更有能力？
再设想你在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一个小测验，题目叫“测测你的智商！”。你兴致勃勃地开始尝试，但很不顺利，你觉得很难，于是花了很长时间，试了一遍又一遍，经过艰难且缓慢的过程才终于有了进展。对此你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很笨吗，因为要付出如此多努力才能解答？还是会觉得自己挺聪明，因为通过努力你最终成功了？
前面的章节告诉我们，在实体论和增长论的思维框架中，失败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实体论框架里，失败意味着智力不足；而在增长论的框架里，失败是不断尝试的信号。在不同的框架下，努力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实体论框架下的努力用于评估智力，且和失败一样代表着不够聪明；而增长论框架下的努力能够激发并促使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参照Covington & Omelich，1979；Surber，1984）。



努力的意义
为了了解学生们对努力的看法，艾伦·莱格特和我测量了八年级学生的智力理论及成就目标（Leggett & Dweck，1986），然后问他们是否同意一系列关于努力的说法。它们有的将努力描述成消极的，如付出努力代表着能力不够。例如：
■如果你需要下苦功才能做成某些事情，就说明你不擅长它们。
■只有做起来轻而易举，你才能知道自己擅长这个方面。
■对于真正的天才来说，什么事都是小菜一碟。
而另一些表述则将努力描述成积极的、能够激发并促使人们充分利用潜能的事情。例如：
■即便是很擅长的事情，也需要下苦功才能真正地理解。
■如果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太容易，你就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擅长。
■即使天才也得为实现自己的想法付出努力。
结果发现，持有实体论-表现目标框架的学生更支持第一组说法。即如果需要付出努力，就说明你不擅长，如果你擅长，就不需要努力。
请注意，这些陈述并没有提及任务的难度。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能力，那么即使任务非常难，也不需要付出努力；反过来，如果你努力尝试，即便任务非常难，也说明你能力不够。
回到一开头我描述的两位大学生，一位努力学习，拿到了B，另一位轻轻松松，也拿到了B。但我没有提到他们修习的具体课程。也许努力学习的学生选择了负担更重、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课程。因此在这种情境下，试图从两位学生付出的努力程度来判断他们的相对能力是不合适的。
持有增长论-学习目标框架的学生则更认同第二组说法。他们认为努力不仅不会削弱能力，反而能让人更加充分地运用并实现自己的能力，即使是绝顶聪明的天才也一样需要努力。
这一结果在大学生群体中同样得到了验证（Mueller & Dweck，1997）。持实体论的大学生更加赞同下面的陈述：
■如果你真正擅长，就无须那么努力。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作业上付出的努力越多，就说明你越笨。
同样，持增长论的大学生则完全不同意这些说法。
最后，在最近一项研究中，康萤仪等（Hong et al.，1998）通过让大学生阅读之前提到的《今日心理学》式文章，引发他们的实体论或增长论观点。结果发现那些受到实体论引导的学生明显比受到增长论引导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高努力即意味着低能力。
那么，这对于正在从事困难任务的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本该是需要努力的时候，然而在那些追求表现目标并渴望展现高能力的实体论学生看来，却是一个冲突。要想成功完成任务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然而高强度的努力将昭示他们能力低下。
也就是说，当学生在实体论框架内思考时，他们对自身能力的知觉会不断受到挑战。如果每一项任务都需要付出努力，智力就会反复受到质疑，个体将很难保持对能力的自信。
这也同时意味着，当应该全身心地集中注意力和制定问题解决策略时，个体不停思考的却是付出努力会有什么风险（其中最可怕的是付出了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个框架还会引发防御行为。弗雷德克里·罗德沃特（Frederick Rhodewalt，1994）预测，实体论者在面对困难任务时可能有意不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如在考试前不全力复习或者拖到最后一刻才学习，这后来得到了研究的证实（另见Midgley，Arunkumar，& Urdan，1996）。这种策略称为自我设障（self-handicapping）（Berglas & Jones，1978；Jones & Berglas，1978），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是由于不努力而没做好，仍然可以维持对自身能力的高评价，因为如果全力以赴，我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而如果没努力还碰巧做得不错，那就是对智力的绝佳证明。
但是，这种对于努力的有所保留，尤其在重要任务上不倾尽全力的策略可能使实体论者为了短期评价而损害长远目标（Zuckerman，Kieffer，& Knee，1988）。
又或者，这种信念最令人沮丧的地方在于学生不再重视努力。努力是一件能为生命赋予意义的事情。努力意味着你关心一些东西，它们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你因此愿意为之付出。如果你不愿珍视任何东西，不愿付出承诺也不愿为之努力，那么你的生活将是贫乏的。然而实体论者就是这样，你可能还记得，持有实体论的学生非常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学业努力，即使他们想要表现出色（Sorich & Dweck，in press）。
这些学生或许永远无法理解努力所能带来的一切。如果他们的理想是轻轻松松表现完美，他们就会去追求那些无须付出多少努力就能完成的任务、课程、专业或职业，而不愿以一种超出他们预期的方式去发展自己的能力。然而生活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做到了自以为做不到的事情，令自己都感到震惊。可惜，持有实体论的学生完全不相信努力可能带来的奇迹（Stipek & Gralinski，1996；Sorich & Dweck，in press）。
总而言之，相比增长论者，在实体论者看来，努力是能力低下的表现，他们讨厌努力并认为它毫无用处。
相反，当学生以增长论框架思维时，在挑战性任务中付出努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都是学习，而努力与此目标完全一致。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学生成功解决了本不能解决的难题，并掌握了“超出”他们当下水平的技能，这一切屡屡让我们印象深刻。



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聪明？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那些信奉实体论的学生而言，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令他们的智力受到质疑。然而不幸的是，错误和努力在多数学习情境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那么，这些学生会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聪明？他们与持增长论的学生会有何不同？我们决定问问他们。
在一项以小学生和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伊莱恩·艾略特、瓦兰内·亨德森-迈克吉沃斯和我询问学生：“学生们有时候觉得自己聪明，有时候不觉得，你在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聪明？”结果发现，实体论者给出的答案与增长论者大不相同。
持智力实体论的小学生说他们在下面这些时候觉得自己很聪明：
■在我一个错误都没犯的时候。
■在我第一个把论文交上去的时候。
■在我拿到一个超简单的任务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这些学生可以轻松、不犯错且比别人更快完成任务时，他们感到自己很聪明。持有实体论的大学生也给出了类似的回答，例如“当考试成绩很好时”“当其他人觉得难而我觉得很容易时”。
出于对学生在此种框架下所持信念及目标的了解，这些回答并不令人意外。这些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以下观点，即挑战会伤害那些认为智力固定的学生，他们的理想状态是轻松地超越其他人。
持有增长论的学生则提供了有趣的对比，比如持增长论的小学生在以下时候感到自己聪明：
■碰到很难的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最后还是解决了，而且没有找人帮忙。
■在做作业的时候，因为我想学习变得更聪明。
■在阅读一本很难的书的时候。
大学生们也说了类似的话，如“在尝试解决我不懂的问题的时候”“在我把自己知道的知识教授给别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使用智力去面对困难和解决疑惑是让这些学生感到聪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会因为看到同伴失败或挣扎而自得，反而会因为能够帮助别人而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满意。
因此，增长论框架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可以在学生中培养一种合作的氛围，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将智力应用于问题解决而感到自己很棒。然而在实体论框架中，只有胜利者才会觉得自己很棒，且还得在不用付出努力即获得成功的前提下。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经常称赞学生在简单任务中的表现，在他们做得又快又好时夸奖他们很聪明（参见 Damon，1995；另见Berglas，1990；Meyer，1982）。然而，当人们这样做时，并不是在教学生们如何迎接挑战和从错误中学习，而是在教他们简单的成功意味着聪明，反过来也就暗示着犯错和努力代表着不够聪明。
那么，在学生取得了简单的成功并期待得到表扬时，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为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而道歉，并引导他们去从事更富挑战性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教导他们，要取得有意义的成功，必须付出努力。



第七章
 内隐理论及目标预测自尊和抑郁
我们已经看到，智力实体论使学生变得脆弱。那到底有多脆弱？会和有心理问题（比如抑郁）的人一样脆弱吗？我们对此深感好奇，因为人们在抑郁时常以自我谴责或无助反应来回应失败——就像实体论者一样。
在一项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我们比较了持实体论的学生与处于抑郁状态的学生对失败的反应（Zhao，Dweck，& Mueller，1998）。他们相似吗？
我们先让学生完成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eck，Ward，Mendelson，Mock，& Erbaugh，1961），它包含21道关于抑郁症状的问题，每个症状有一系列陈述，学生从中选出最能描述他们过去一周感受的一个。
这些症状包含情绪上的，如感到悲伤或不开心。会给学生四个选项，如从“我不感到悲伤”到“我非常悲伤，无法承受”，或从“我从日常活动中获得乐趣”到“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厌烦”。
这些症状也包含躯体方面的，如睡眠或饮食模式的变化，好比从“我的胃口一如往常”到“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胃口”。
这些症状还包含自我相关的，如自我价值感低下。相关陈述从“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到“我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或从“我没有对自己感到失望”到“我恨我自己”。此外，还有些症状与犹豫不决或注意力不集中有关。
基于他们的回答，我们鉴别出那些有中等甚至更严重抑郁情绪的学生，构成了抑郁组。虽然他们大多数尚未达到临床抑郁或者功能丧失的程度，但确实处于抑郁状态之中。
我们还测量了学生的智力理论，将没有抑郁的学生分为两个组。这样总共有三个组：抑郁组、非抑郁实体论组和非抑郁增长论组。接下来我们将观察这三个组的学生如何应对失败。
所有学生都要经历两个实验阶段，其间他们要应对一个困难的智力任务和一些假设的失败场景。在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他们对假设性失败场景的反应。
学生们会读到有关三个重大失败场景的生动描述。在第一个场景中，他们要想象自己十分渴望在本科毕业后进入某个研究所继续学习，然而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仍很不理想。
在第二个场景中，他们想象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专业，然而同样尽管付出了大量努力，他们在一门关键课程上的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依然不佳。
第三个场景中，他们想象自己修习了一门对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课程，但是在一次关键性的课程展示中表现很差，而同学们的表现远胜于他们。下面是相关描述：
第二学期你修习了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每位同学都要在课程上展示论文。此前已经有一些同学完成了展示，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得到了教授和其他同学的一致好评。现在轮到你了！你整晚都在为此做准备，然而第二天报告完之后，你发现反响平平，完全不如预期。
每个场景之后学生都会被询问以下问题：你怎么想？你有什么感受？你会怎么做？
我们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了编码和计分，以比较三组学生有何异同。哪一组会用失败来评判自己？哪一组会报告强烈的消极情绪反应？哪一组会放弃，而哪一组会为未来制订新的计划？
结果发现，在几乎全部场景中，实体论者的反应均类似于抑郁的学生，而他们与增长论者明显不同。
首先来关注学生们会否依据失败来评判自己。持实体论的学生和抑郁的学生一样，更倾向于以失败经验来评价自己的整体智力。在每一个场景被问及“你怎么想？”时，他们会说“我感觉自己很笨”或者“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来做好这件事”。而持增长论的学生很少这么回答。
更令人惊讶的是，实体论及抑郁组的学生不仅贬损自己的智力，还扩展到整个自我，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像个失败者，甚至是个废物（参照Janoff-Bulman，1979）。同样，这样的回答在增长论者里十分罕见。因此，实体论者也像抑郁的学生一样，倾向于用失败来评价自我（参照Abramson，Metalsky，& Alloy，1989；Nolen-Hoeksema，Girgus，& Seligman，1992；Peterson & Selgiman，1984；Seligman & Nolen-Hoeksema，1987）。
他们的情绪反应如何？当然不会有学生在经历了那三个场景后感到愉快，他们或多或少都表达出失望或沮丧。但是，相比于持增长论的学生，实体论者和抑郁的学生明显更多地预期自己将在失败后表现出极端的消极情绪。例如，他们说自己会非常不安，感到绝望甚至彻底抑郁。
最后，他们会怎么做？再次和抑郁的学生一样，实体论者只想马上逃离失败发生的场景。他们说会退课、转专业或者忘掉研究所。增长论组的学生则完全不同，他们更可能制订计划，想办法将失败转变为成功，并为未来思考新的策略或者更加努力。
需要注意的是，实体论者与增长论者在这些场景出现之前没什么不同。他们的能力测试表现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上面的差异并不是来自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学业表现也相差无几，所以这同样不是影响因素。
此外，他们对于自己的智力具有同样的信心，因此这些差异也不是源于遭遇挫败前对智力的不同看法。同时这也再次证明信心并不是出现无助反应的关键。
最后，他们在抑郁量表上的得分也没有差别，意即上面的差异也不是因为实体论者本来就更加抑郁。但是，一旦面对失败，实体论者看起来就像抑郁的学生一样了。
有趣的是，即使不是一次真实的失败，也能够引发他们类似于抑郁的思维、感受以及行动计划。对于实体论者，仅仅一个关于重大失败的想象就导致了严苛的自我判断、极端的消极情绪以及想要逃避而不是坚持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Zhao et al.，1998，研究2），我们再次发现实体论者在失败情境中的反应方式与抑郁学生非常相似。我们评估了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实体论倾向，发现学生整体持有的实体论倾向越强，对失败的反应就越接近抑郁的学生。[1]
以上结果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没有抑郁的实体论者与增长论者，并将他们与抑郁组进行比较。但我们还没有探究内隐理论如何影响到已经抑郁的人群，我们对这一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为此我们分析了抑郁组的表现（Zhao et al.，1998，研究2），发现其中持有更强实体论倾向的人抑郁程度更高，具体表现在抑郁量表关于自我价值感和消极情绪的问题得分上，这两方面（而不是躯体症状或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恰恰反映的就是无助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好奇：抑郁的实体论者与抑郁的增长论者在反应上也会有所不同吗？我自己在教学中注意到，学生们陷入抑郁后的反应因人而异。一些人会停止努力，成绩直线下降，人际关系也受到影响；另一些人则会努力控制住局面，因此当他们从抑郁状态中“恢复”过来时，能马上重返充实的生活。
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实体论者，增长论者即使在抑郁的时候依然可以更积极地面对生活。虽然此时他们的社会功能比不上非抑郁的增长论者，但仍保有努力有价值的信念。反观实体论者，即使并未处于抑郁状态，他们也不相信努力的作用，并更难从挑战和努力中收获愉悦。因此，当他们抑郁时，光是应付日常生活就足以令他们失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抑郁，增长论者的症状会更轻，持续时间也更短。
注释：
[1] 第十章将提到，人们会在不同的领域持有不同的内隐理论。例如，一个人可能认为智力是固定的品质，但人格是可以培养的（反之亦然）。



目标如何影响抑郁
前几章我们介绍了在挫折面前表现目标和学习目标如何分别引发了无助反应和掌握定向反应，此后转而关注学生的智力内隐理论如何促成了不同的目标与反应。现在我们要回到目标上来，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本杰明·戴克曼（Benjamin Dykman）将向我们展示，在遭遇消极事件时，人们的目标如何导致自尊下降及抑郁（Dykman，1998）。
戴克曼首先对目标进行了定义和测量，他没有局限于成就领域，而是拓展到了人们在生活各个阶段均会追求的更广泛的目标。他同样区分了两类目标：一类是“确认寻求目标”（validation-seeking goal），类似于表现目标；另一类是“成长寻求目标”（growth-seeking goal），类似于学习目标。接着他详细描述了两类个体的典型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了36个题目的目标取向量表（Goal Orientation Inventory），用来评估个体追求确认和成长目标的倾向。下面是相应的描述以及量表样题，先是确认寻求目标。
以寻求确认为目标的个体具有强烈的动机来建立或证实自身的价值、能力及受欢迎程度。为了证实这些，他们会将所有的困难和挑战视作对自己价值、能力及受欢迎程度的检验和评判指标。换句话说，只要面对困难和挑战，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能力及受欢迎程度处于危险之中。（Dykman，1998，p.143）
与之有关的16个测量题目如：“无论是在体育、社交还是工作/学习活动中，我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受欢迎的人。”“我一直在努力证明我与身边的人一样具有竞争力。”“我感觉我的价值、能力和受欢迎程度经常岌岌可危。”“我总是在检查自己在各方面是否‘合格’。”
相反，成长寻求目标个体的描述是这样的：
以寻求成长为目标的个体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自我提升或成长，他们想要发展能力和实现潜能。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观点一致，对于他们来说，成长需要超越了对失败的担忧和保护自尊的安全需要（他们会做出“成长选择”而不是“恐惧选择”）。因此，为了成长、进步和发挥最大潜能，他们很乐于迎接挑战和面对逆境。出于成长需要，他们将困难和压力视作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机遇。（Dykman，1998，p.143）
相应的测量题目如：“面对全新或困难的情境，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经验中成长而不是失败的可能性。”“我认为失败和拒绝的经验是成长和自我提升的机遇。”“对于我来说，个人成长比保护自己免于恐惧更重要。”“实现人生潜能比在失败中保护自我更重要。”
这些题目能够预测些什么？为了找到答案，戴克曼做了5个研究来检验两种目标取向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抑郁、焦虑、自尊下降以及应对消极事件的方式。
在第一个研究中，戴克曼在大学生样本中施测了目标取向量表以及其他一些问卷，同时他获取了学生们的学业能力测验（数学和语言）成绩。首先，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Zhao，Dweck，& Mueller，1998）的是，不同目标取向的人在学业能力测验上的表现没有差异，也就是说其中一些学生持续寻求确认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如别人。
其次，学生的目标取向与其他测量之间存在强关联。例如，确认寻求目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当下的抑郁状态、近期的抑郁状态以及整体的抑郁倾向，而成长寻求目标对这些指标的预测方向均是负向的，即成长寻求目标分数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低的抑郁水平。
两种目标还能显著预测焦虑程度，且同样方向相反。确认寻求正向预测对失败的恐惧和对不熟悉环境的焦虑，而成长寻求则预测低水平的焦虑。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戴克曼（Dykman，1998）还关注了现实情境中的焦虑、应对以及抑郁反应，结果他上面的发现再一次得到验证。确认寻求者比成长寻求者对于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更加焦虑；在应对压力生活事件时，确认寻求者更加自责和渴望逃离，而成长寻求者则能够进行更为活跃和建设性的应对；此外随着事件的压力水平上升，确认寻求者也会比成长寻求者更容易变得越来越焦虑。
最后，为了考察面对挫折时的自尊变化，戴克曼询问学生对给定情境的反应。情境多是一些生活事件，如在考试中失利或取得了好成绩、约会进展不顺或渐入佳境等。结果发现，目标取向无法预测学生对积极情境的反应，但可以预测他们对消极情境的反应。那些以确认寻求为目标的学生在经历了消极事件之后会报告更明显的自尊下降。
总之，这些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目标取向是适应性功能运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抑郁、焦虑、自尊和挫折应对等均存在预测作用。那么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研究结果和我们关于内隐理论及其与挫折抑郁反应关系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我们已经知道，内隐理论与目标取向密切相关，那么持有实体论（或增长论）的个体很可能具有较强的确认寻求（或成长寻求）目标。



自尊与自我价值浅谈
与我们提出的内隐理论和目标测量不同，戴克曼的目标取向测量与自尊密切相关。而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的自我理论通常与自尊、自信以及对事情的乐观态度无关。
戴克曼的目标取向测量可能比我们的更加极端，而这也确是他的意图所在，因为他试图找到导致高/低抑郁易感性的目标取向。确认寻求者需要持续证明自己，确认自己的价值、能力和受欢迎程度，所以总是担忧自己做得不够好；而成长寻求者则更加乐观和无畏，且这种倾向是普遍的。
不过，一旦自尊的效应被移除，这两种目标是否还能预测抑郁和焦虑？换句话说，在控制了人们的自尊水平后，特定的目标取向是否还会令一些人更容易抑郁？我们的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戴克曼同样探讨了这一点，他指出高确认寻求者具有“依存性自我价值”（contingent self-worth），即在成功时感到自身有价值，而在失败时自我价值就丧失了（参见Baldwin & Sinclair，1996；Burhans & Dweck，1995；Covington，1992；Harter，1990）。他也把这一观点融入了测量里，比如涉及确认寻求目标的题会问个体是否总是在验证自己的价值，以及他们是否觉得自我价值总是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我还想问：什么类型的自我概念更容易形成依存性自我价值？我认为关于特质的实体论信念（即每个人具有一些固定的特质，并很容易经由行为和表现来进行判断）导致了确认寻求目标与依存性自我价值联系在一起。我会在后面章节证明这一点，此外还会介绍是什么因素在同时影响这三者。
总之，在本章我们发现了内隐理论和目标不仅可以解释成就过程，还能说明与自我以及基本应对有关的过程。这些结果告诉我们，在生活困境面前，什么样的人会保持自尊和自我价值，什么样的人会丧失自尊和自我价值；什么样的人会充满希望，什么样的人会崩溃抑郁；什么样的人会积极应对，什么样的人会消极逃避。单就成就而言，讽刺的是，那些拼命证明自己的人所采用的反应方式恰恰无法带来他们想要的好结果。



第八章
 信心与成功为什么不够？
信心为何不起作用
我们的社会普遍相信信心是一剂灵丹妙药，于是人们极致慷慨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学生[1]，认为这样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
人们相信，如果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其他方面自然水到渠成。比如，他们不会惧怕困难的任务，面对瓶颈时不会怀疑自己，且能够行之有效地坚持下去。
拥有自信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当遭遇困难时，学生在特定方面持有的信心却无法给予他们帮助（如Henderson & Dweck，1990；Hong et al.，1998）。例如，对自己的智力高度自信的实体论者会在小升初的过渡期出现成绩明显下滑的现象（Henderson & Dweck，1990）。此外，他们还会像低自信的实体论者一样，在学业表现不佳的时候自我怀疑（他们会想“或许我不够聪明”）。
在我看来，要理解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关键在于了解实体论的思维框架。在这种观点看来，无论多么自信，失败和困难都意味着智力不足。由于认为智力是固定的，他们看重的是不断检验和评估自己的智力，于是会将失败和努力理解为负面事件——即使他们在一开始感觉良好。
我们在其他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例如，我们在两个研究中测量了大学生的智力理论及其对智力的自信程度，然后考察他们如何理解失败的意义（Hong et al.，1998，研究1和2）。结果都发现，对能力高度自信的实体论者与低自信的实体论者一样，均将失败视为自己智力不足的反映，而增长论者很少这样想。
此外，和不自信的实体论者相比，自信的实体论者还会在事后更加“合理化”他们的失败（如怀疑令他们失败的测验的有效性），不过在那之前二者的自我怀疑程度无甚差别。
可见，更重要的不是你在某方面有多大的信心，而是在困难面前仍然保持信心和不自我防御的能力。而这，看起来对持有实体论框架的人来说尤为困难。
然而，也有许多研究表明信心是学业成就的积极预测指标。该如何理解前人结果和我们研究的不同呢？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学生对智力的信心确实能够很好地预测学业成就。如果这一学年的学业难度与之前差别不大，学生的信心与此前及下一年的优异表现均存在显著关联（MacGyvers，1993）。然而一旦考察的是困难的过渡期或充满失败的情境，就会看到信心丧失了它的预测效果（Henderson & Dweck，1990）：高自信的实体论者在退步，而低自信的增长论者则在进步。
增长论者的情况也同样有趣。我们发现信心对增长论者影响不大。信心较低的增长论者也不会被障碍所阻，他们甚至可能成为最追求挑战和最坚韧的群体（Bandura & Dweck，1985；Henderson & Dweck，1990；参见Hong et al.，1995）。在初中过渡阶段，他们真正获得了成长（Henderson & Dweck，1990）。在大学生中，他们也是最不会将失败归结于智力的那群人（Hong et al.，1995）。
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要知道他们处于低信心组，也就是说他们在信心测验中表现出对自己智力水平的不确定。但是，当经历困难时，他们却不会推脱于智力（另见 Erdley，Cain，Loomis，Dumas-Hines，& Dweck，1997）。
使这一群体如此坚韧的原因可能在于，在追求学习目标时，对现有能力的信心没有那么重要。毕竟你是在寻求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证明已有的能力水平。相反，对于现有能力的谦逊态度反而可能激发人们不断进取的渴望。
这些结果——自信的实体论者脆弱，而低自信的增长论者坚韧——再次说明两种框架为学生所经历的事件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实体论的评判取向框架下，失败是对智力的审判，甚至对于对智力高度自信的学生而言同样如此。而在增长论的学习取向框架下，失败不影响深层次自我，反而可以提供关于如何调整学习策略的信息，这使那些自我怀疑的学生也可以受益。
不过，虽然信心在实体论框架下不甚靠谱，在增长论框架中也并非必需，但仍然很难不认为信心是一个值得拥有的好东西。确实，有信心总比没信心好。但是，信心绝不是人们以为的灵丹妙药。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另一个有关的问题——成功能够带来适应性信念和应对失败的有效反应吗？
注释：
[1] 关于过分慷慨和无差别使用赞美来提升自尊的讨论参见Damon，1995；Seligman，Reivich，Jaycox，& Gilham，1995；另见Berglas，1990；Meyer，1982。



成功能塑造掌握定向反应吗？
与“有信心就能赢”的信念类似，另一个说法是“持续的成功体验带来最终的成功”。它认为，如果学生拥有取得成功的经验，就会对能力有足够的信心，从而战胜挑战。
直觉上来看非常有道理。毕竟，曾经成功的学生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样的觉知促使他们表现得更好；而那些屡遭打击的学生在遇到困难时更容易失去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凭自己的能力可能很难解决问题。
案例：聪慧的女孩们
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过往成功史最丰富的学生往往是最脆弱的，且她们常常是聪慧的女孩子。
这些女孩在小学多是遥遥领先的佼佼者。更重要的是，即使社会存在女性无须太有成就或女孩太聪明不合时宜的偏见，这种情况依然普遍。这并不是说女孩们没有接收到任何负面的社会信息，而是小学就是聪明女孩们的舞台，她们的表现异常闪耀。
这些聪颖的女孩看起来相当自信，对学业要求非常配合，老师们可能不会认为她们脆弱。这是因为这些女孩可以轻松地掌握小学阶段考察的知识。然而，你马上就会看到，她们并不希望面对挑战（Licht & Shapiro，1982）。在困难和阻碍面前，她们责备自己的能力，并陷入无助模式（Licht & Dweck，1984a，b；Licht，Linden，Brown，& Sexton，1984；Licht & Shapiro，1982；参照Cramer & Oshima，1992）。虽然并不是在每一项研究中都如此，但这一现象已经被反复发现。
聪明女孩们的理论与目标　艾伦·莱格特和我在研究中测量了学生的智力理论，然后通过给予他们一系列任务来测量目标选择（参见Dweck & Leggett，1988；Leggett，1985）。这项研究的对象是八年级（初二）学生，虽然此处我们主要关注小学生，但依然对从中发现的性别差异感到惊讶。
首先，女孩持有智力实体论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男孩。
其次，在持实体论的学生中，女孩选择无挑战任务的可能性远高于男孩。几乎所有持实体论的女孩都选择了“简单到我不会犯错”的表现目标任务，而很少有男孩选择这一项。
芭芭拉·利希特也对该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聪明的女孩们不喜欢智力性的挑战。例如，其中一项研究以五年级学生为对象，发现聪明女孩们明确报告偏爱确定自己能做好的任务，与之相反，聪明男孩们喜欢需要努力才能掌握的任务（Licht & Shapiro，1982）。
聪明女孩们的无助反应　在利希特和我的研究中，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聪明的女孩们要比成绩差的女孩们更加脆弱（Licht & Dweck，1984a）。我们教授给小学生一些心理学知识，一半学生的教学手册在开篇不久设置了一个难以理解的段落。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段落如何影响学生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即学习一开头就碰到的困扰会否阻碍学生后来的学习。
我们还掌握了学生们的智力测验分数，于是可以分析他们的学习表现与其实际智力水平的关系。我们假设智商分数可以预测学生现有的技能以及与已经学过的内容接近的技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智商分数与材料掌握程度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学生的智商越高，对学习材料的掌握就越好。
这一点在男孩身上得到了验证。在遇到挑战时，智商越高的男孩材料掌握得越好。
但是，当女孩看到迷惑性段落时，结果恰恰相反。可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结果还是表明，女孩的智商越高，就越难以掌握学习材料。高智商的女孩比低智商的女孩表现更差。这意味着，聪明的女孩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被甩在了后面，她们的成绩甚至还不如没她们聪明的同伴。[1]
利希特和她的同事们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证明了聪明女孩们会产生无助反应（Licht，Linden，Brown，& Sexton，1984）。该研究获取了小学生们的学业等级（A、B、C和D），然后给他们一个此前提到过的任务（解决一系列先易后难的问题，即先取得成功然后遇到困难），最后分析学生从成功问题到失败问题的表现变化，以探究哪个组出现下降，哪个组出现提升。
结果发现，和其他组相比，过往成就高（获得A）的女孩表现出最多的无助反应。在从成功转向失败时，她们的策略有效性大幅下滑，相反，过往成就高的男孩表现最好。
聪明女孩们不知道她们聪明吗？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聪明的女孩呢？难道她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很聪明和成功了吗？她们当然知道，但这是有限定的，在不断进行自我评判的思维框架下，她们觉得自己只是做得和上次成功时一样而已（参见Pomerantz & Ruble，1998；Ruble，Greulich，Pomerantz，& Gochberg，1993）。假使生活是一所大型小学，呈现给她们的任务都是安全和容易掌握的，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2]
然而，随着年级的上升，游戏规则将发生剧变，敢于冒险和坚持到底的人越来越受到青睐，而那些聪明的女孩将开始处于劣势。例如，研究发现，数学成绩上的性别差异在初高中开始显现，时间节点一般是开始学习新的数学分支（如几何）时，而表现出差异的往往是聪明的女孩们（Astin，1974；Fox，1976），她们成了落后于同等智力水平男孩的那些人。
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向女孩们强调她们的成功历史，给她们鼓励，扫除社会偏见，这些很重要，但远远不够。最需要打破的是这些女孩所持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令她们认为挑战是一种威胁、错误是一种谴责。
也就是说，聪明也好，成功经历也好，均不能保证以掌握定向的方式应对挑战。
那么，如果向那些成就不高同时还很脆弱的学生证明他们可以获得成功会怎么样？这能帮他们变得更坚韧和更掌握定向吗？我早期的一项研究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成功训练的作用
我在这项研究中首先识别出了一些在失败面前表现出强烈无助反应的小学生（Dweck，1975）。他们不仅在失败时责备自己的能力，还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失败极其敏感，好几天都无法恢复到失败前的状态。老师们也同意这些学生对挑战相当警觉并容易被失败弄得筋疲力尽。
为了获得基线，我仔细测量了学生对困难的反应。我每天提供给他们一些数学问题直到他们的表现变得相对稳定，然后在接下来的某一天，我在其中插入一些更有难度的问题，接着关注他们的表现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结果发现，虽然同类的问题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天，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难题出现之后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去解决后几天的问题，甚至还有人没能成功完成。
接下来我将学生分为两个各方面情况等同的小组，给予他们不同的训练任务。共包含25次，在中期和结束时会检测他们应对困难能力的变化。
其中一个小组接受的是成功训练，即通过提供反复的成功经验来看这能否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成功的预期并使之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失败。每次训练时他们要完成15个限时解数学题的任务。有时限无疑更具挑战性，使任务具有一定趣味性，也令成功更具意义感。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对这样的成功体验感到满意。
另一个组接受的则是关于如何理解失败的训练，称为“归因再训练”（attribution retraining），从中可以学习到解释失败的新方式。每次训练也包含15个任务，但有2~3次是肯定会失败的。这时他们会被要求停下来并展示他们还需要做多少个才能成功，比如：“你需要完成6个，但现在只完成了5个，这意味着你还需要更加努力。”
也就是说，他们的失败被解释为努力不够而不是能力不足。这些学生本来在失败时会责备自己的能力，而现在我们引导他们关注努力。
为了使反馈更可信，我设置了学生只差1~2个问题就可以达到要求，并且确保在训练结束时他们能够解答所要求的最高题量。（这里的关键是不要让学生认为你只是随口说说要他们努力而使反馈信息被置之不理。）
在整个训练期的中间和结束时，我让学生们重新经历一次基线时的任务以便比较两种干预的效果。也就是说，我重新通过几天建立起他们对一类数学问题的稳定表现，然后插入明显更难的问题。此时，失败对他们的后续表现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在训练中期，接受成功训练的小组没有发生实质改变。也就是说，相比之前，他们应对失败的能力并没有显著提升。但是，接受归因再训练（即赋予失败以新的意义）的小组表现出实质性的改变：在失败面前，他们成绩受影响的程度明显变小。
在训练结束时，成功训练组的表现仍然没有任何提升，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比一开始还更加容易受到失败的影响。因为这个小组的学生没有赋予失败以新的意义，他们仍然认为失败源自能力的欠缺。正因为他们相当成功，失败就更成了缺乏能力的体现，故而对他们打击巨大。
相反，归因再训练组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们中很多人在遭遇失败之后的表现比之前更加出色，他们的反应很像掌握定向反应，如在经历失败时自发地指导自己更加努力。
更有趣的是，这些学生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在班级中也有变化。老师们并不知道哪个学生接受了哪一种训练，他们希望反馈给我所有学生的情况，但我发现他们会给接受了归因再训练的学生更多积极的评价。
他们告诉我，一些曾经不愿意多做作业的学生现在主动要求完成更多的作业，这些学生还会更加合理地决定要不要坚持，在需要的时候适时寻求帮助而不是直接放弃。同时，虽然老师们很想对所有参加训练的学生都给出积极反馈，但他们没能观察到成功训练组学生有什么可观的变化。
也就是说，虽然在成功过程中表现出了自信和乐观，但成功训练没能帮助学生应对失败。他们仍将失败视为对能力的审判，并回应以明显的无助反应。相反，训练学生赋予失败以新的意义可以帮助他们更为有效地应对失败，这些学生开始变得掌握定向。（有关后来的归因再训练研究，参见Andrews & Debus，1978；Chapin & Dyck，1976；Fowler & Peterson，1981。另见Anderson & Jennings，1980；Schunk，1982。对社会技能的归因再训练，参见Hudley & Graham，1993；另见Anderson，1983。）
这些结果告诉我们，表现出无助反应的学生并不是简单地缺少成功体验或缺乏信心。我们再次发现他们的思维框架将失败视为对自我的质疑，这才是关键。如果不改变旧有框架，成功和信心对于学生来说意义不大。它们也许能让学生在短期内感觉良好，但长远来看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提升。
总结一下在这章我们知道了些什么。当学生持有实体论时，信心和成功是不够的。信心和成功并不能激发对挑战的渴望与面对失败时应有的韧性。成功固然好，成功也确实能够带来动力，但只要还在实体论框架下，脆弱性就始终存在。
然而，人们却在培养和教育孩子过程中花费大量精力提供实体论框架下的成功和信心。我们向孩子们证明他们是聪明的，因为相信这能让他们感觉良好并发挥潜能。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如告诉他们聪明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变得更聪明。
更重要的是，学生所需要的信心并不关乎智力，比如不是相信自己有多聪明或比其他人更聪明，而是相信他们以及所有人都能够通过努力和策略来完成学习。
注释：
[1] 没有看到迷惑性段落的高智商女孩们表现得很出色，比其他女孩都更好。
[2] 这也可能是因为聪明女孩在小学阶段取得的成功产生了反效果。她们也许习惯了用完美来定义自己，因而任何不足都是缺陷，任何低于优异的表现对于她们来说可能都是威胁和自我怀疑的来源。换句话说，她们使用了一个自我评判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只有近乎完美的表现才能让她们觉得自己聪明（参见Blatt，1995；参照Pomerantz & Ruble，1998）。



第九章
 智商重要吗？
智商分数代表什么？
几年前我读过一个故事：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几年后他偶然得知了自己的智商分数。他不知从哪里拿到了早年的成绩单，上面记录了他的智商。让他备感震惊的是，这个分数太低了，低到绝不可能让他获得现在的成就，也没人会相信这种智商的人能取得他现在的突破性发现。这个科学家自己也坦承，如果早就知道这个智商分数，他可能不会妄想从事现在的科学事业。
对于这个故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个智商测验出了问题，它一定错误地评估了科学家的真实智力。是这样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许测验准确测量了他当时的智力水平，或者至少准确测量了智商测验想要测量的内容，但这种通过现在的智力来反映未来的潜能、通过现在可以做什么来预测未来能够做什么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谬论（Ceci，1990；Resnick，1983；Sternberg，1985，1990）。
智商测验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比奈最清楚这一点（Binet，1909/1973）。他发明智商测验并不是为了测量儿童固定的智力实体，而是想识别出在巴黎公立学校中哪些孩子适应不良，然后通过一些干预方法去帮助他们走上正轨，实现智力的蓬勃发展。他完全没有假设这些孩子存在不可逆的缺陷，而是认为他们的智力可以通过恰当的教育过程获得成长。由此可见，比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增长论者。



潜能可以测量吗？
人们会马上怀疑科学家的天赋被错误地测量了，说明人们普遍认为后来表现出的心理力量一定在很久以前就一直存在。
然而反例太多了，比如运动领域就数不胜数，很多人并不具备必要的天资，却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比如田径运动员格伦·坎宁安（Glenn Cunningham），他小时候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部分脚掌，并被告知可能永远无法走路，然而多年后他在赛场上屡破纪录。
再比如皮特·格雷（Pete Gray），他只有一只胳膊，却出人意料地成为棒球大联盟的职业球员。
很显然，他们的身体禀赋并没有被误诊，格伦·坎宁安确实没有一只完整的脚，皮特·格雷也没有第二只胳膊，这些都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觉得必须有智力才能成功呢？为什么还会坚持测量智力并用它来预测潜能呢？为什么不能接受技能可以培养、能力能够提高的观点呢？
智力方面的潜能可以测量吗？答案是不能。我们可以评估一个人现在能做什么，也可以以此来尝试预测其未来可能做到什么，但并不能真正地测量潜能本身。除此之外，预测也可能出现很大的误差。用之前的智商分数来预测当下的学业成绩经常出错，而如果想要预测人生的成功，智商的作用将微乎其微（参见Sternberg，1985）。
人们经常斤斤计较于某群体比另一群体平均智商高5分或10分，这有意义吗？只有在这种计较能够鞭策我们为更好的教育质量而奋斗时，它才有意义。如果只是把它作为某个群体所具有的潜能或者取得成功可能性的指标，就毫无意义了（参见Baron & Sternberg，1987；Brown，1997；Brown & Campione，1996；Ceci & Williams，1997；Howard，1995；Hunt，1972，1979；Nickerson，Perkins，& Smith，1985；Pintrich，McKeachie，& Lin，1987；Resnick，1983；Sternberg，1985，1990，1997；Weinstein & Mayer，1986）。



智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通篇都在关注那些相信智力固定的学生，并将他们与相信智力可塑的学生相比较。然而，他们认为的智力到底是什么？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所说的智力是一回事吗？
我们当然没法在这里回答智力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过去几十年里，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心理学界都曾针对该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参见Sternberg & Jensen，1992）。一些心理学家尝试排除所有的人格和动机因素，分离出纯粹的智力（如Jensen，1969），其他人则认为动机是智力的重要成分，也是智力充分发挥功能的必要因素［如Wechsler，1974（他开发了使用最为广泛的智力测试）］。
此外还存在文化差异，亚洲人远比美国人认同努力是智力不可或缺的主要部分（如Stevenson，Lee，Chen，Stigler，Hsu，& Kitamura，1990）。
那么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是怎么想的呢？二者除了在智力的可塑性上存在分歧外，他们对智力本身是否也持有不同意见？事实确实如此。
在一项研究中（Mueller & Dweck，1997），我们询问了大学生关于智力的定义。结果发现，首先，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更倾向于将智力定义为一个人的内在能力或潜能，而增长论者更倾向于将智力定义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技能和知识。
其次，许多实体论者明确地将努力或动机等可以提高智力的因素排除在智力之外，而许多增长论者则坚定地将努力和动机看作智力整体的一部分。
下面是一些实体论者在完成“我将智力定义为……”这个问题时的回答示例：
■与生俱来的学习和评估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不认为这能从书本中学到。
■通过少的努力获得大的收获的能力。
■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存在的（水平不一的）问题解决、分析和创新的能力。因此努力不会影响基本的智力。
■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一个人可以通过上学变得（在学业上）有教养，但是别想变得更聪明！
相反，增长论者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一个人拥有的知识总量以及他如何使用这些知识。
■你对一件事情付出的努力，以及去学习和为了掌握它做任何事情的意愿。
■那些知道如何努力工作和着手实现目标的人。
■理解和思考而不是仅仅模仿事物的能力。智力应该关乎向世界和新事物开放自己的努力。
在询问五年级学生如何定义智力时，我们得到了同样有趣的结果（Mueller & Dweck，1998）。实体论者告诉我们智力只跟聪明或智商有关：
■你的智商分数是多少或者你有多聪明。
■就是你有多聪明。
■非常聪明或机智。
增长论者则再一次将重点放在了知识和努力上：
■就是你所知道的东西。
■你认识问题的程度以及找出错误的能力。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努力学习。
■你有多努力地工作。
我们还让大学生完成如下等式（Mueller & Dweck，1997）：
智力=__________%的努力+__________%的能力
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给出了很不一样的答案。从本质上来说，这个等式暗示着努力和能力两个因素都是智力的组成部分，因此每个人都在上面填写了数值。但是，增长论者将更大的比重放在了努力上，对他们而言智力大部分是努力。他们给出的等式平均下来是这样的：
智力=65%的努力+35%的能力
相反，实体论者将更大的比重放在了能力上。他们给出的比例相反：
智力=35%的努力+65%的能力
这些发现进一步阐明了学生的智力理论。那些相信智力是固定特质的人同时也会认为智力由一些天生的能力组成，而那些相信智力是可塑造特质的人则更多将智力定义为我所知道的、我能做的以及我有多努力地去尝试，比起天生的能力，这些更在个人掌控之下。



谁更聪明：勤奋的还是不勤奋的？
前面我们讨论过努力的意义，所以你可能能猜到增长论者和实体论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在一些研究中让学生判断他人的智力，发现增长论者更认为努力是评判智力的重要因素。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大学生想象他们将决定谁可以参加一个高中的精英荣誉项目（Mueller & Dweck，1997）。我们提供了一些候选人让他们评分，其中一些人大学入学考试分数（很多人认为这可以反映智力水平）很高，但平时学习不够努力，所以高中整体成绩等级并不高。而另一些人则相反，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不太高，但通过平时的勤奋学习获得了高等级的高中成绩。
结果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所做的决策非常不同。实体论者偏爱招收“高能力”的学生，即使他们的高中整体成绩一般；而增长论者更支持那些通过日常勤奋取得好成绩的人，即便他们的入学考试分数不高。也就是说，实体论者似乎更在乎一次考试中展现出来的能力，而增长论者更关心在学习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在另一项研究中，大学生被告知：“学生A和B在一次考试中分别排名第1和第10。学生A很勤奋，每周都会学习老师教授的内容；而学生B只在考试前才学习。”（Hong et al.，1998，研究 4）然后他们被要求评定哪个学生更聪明。这个问题和我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有关努力的问题很相似。结果发现，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更认为最后一分钟学习的学生B才是更聪明的学生，也就是说不努力还可以表现得好就是所谓的聪明。
这些结论再次告诉我们，相比实体论者，增长论者更把努力视为智力的重要成分，而对于实体论者来说，天生的能力更加重要。
总而言之，学生们的智力理论与其对智力的定义看起来紧密相关。当智力被认为与技能、知识和努力有关时，人们也就更认同智力是可塑的，就像比奈所相信的一样。
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回答智力是什么，而在于探讨用什么方式来看待智力最为有效，以及采纳不同的思维框架将带来什么。我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些问题。



第十章
 内隐理论影响社会性应对
我们已经看到有关智力的内隐理论如何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智力不是人类唯一的特征，还有人格和其他社会性特质对个体来说也很重要。
人们会否对这些特质也持有不同的内隐理论？比如，一些人认为人格是固定的，而另一些人认为人格是可塑的？这种差异也会带来和智力理论类似的结果吗？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



社会情境中的无助和掌握定向模式
多年前，特雷瑟·戈茨（Therese Goetz）和我发现，一些孩子在遭受社会拒绝时会表现出无助反应，而另一些孩子则表现出掌握定向反应，且这两种模式和学生在成就任务中的反应模式非常类似（Goetz & Dweck，1980）。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种模式，然后再把它们与内隐理论及目标联系起来。
我们在研究中创造了一个情境，让四、五年级的学生参与一个笔友俱乐部的选拔。这个场景是完全真实的，所有孩子真的会被匹配一个来自其他地方的笔友。为了申请加入这个俱乐部，孩子们要给笔友写一封样信。为了帮助他们，我们列出了一系列可能写在信里的要点，其中包括他们可能问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想传达的关于自己的信息，如家庭、学校、喜欢的活动等。每个学生还有一次机会去做一些笔记和练习一下写信。
孩子们写好后，我们会把信收走并号称送去笔友俱乐部的一位代表那里进行评估。一会儿之后，孩子们被告知这个代表不太确定他们能否参加俱乐部，建议他们再尝试一次。我们尽可能让这个反馈看起来温和且令人鼓舞，但如果有孩子表现得非常沮丧，我们会立刻改口说他们被接收了，如果他们看起来还好，就要给同一个人写第二封信，之后当然会获得热情的接纳。
我们分析了学生们写的第二封信，并将之与第一封信比较，以此观察他们对暂时的拒绝做何反应。研究中的所有学生都表示自己想要一个笔友。那么，他们该为此做些什么呢？如果第一封信效果不好，显然必须在第二封上做些修改。因此我们会对比第一封信，看孩子们在第二封信上进行了多大程度的修改，特别是提供了多少新的信息。
结果发现，有一些孩子再次提交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信，而另一些孩子做出了大量修改，如加入了自我表露的内容和明确的友好提议（“我想成为你的朋友”）。请注意这两拨孩子所写的原始信件的长度和质量没什么差别，但他们对社会性挫折的反应却如此不同。
更重要的是，和在学业情境中一样，这些反应与孩子们对拒绝的归因紧密相关。表现出强烈不适反应的学生正是那些将社会拒绝归因于自身人格的人，如自己本就不擅长结交朋友和维持友谊（参见Anderson，1983），这种反应与将学业失败归结于能力不足的孩子的无助反应如出一辙。相反，那些表现出掌握定向反应的孩子，其归因方式更加多样。遗憾的是，本研究没有将努力归因纳入在选项里，因此我们不敢说掌握定向反应与努力归因的关联最强，但接下来的研究考察了这一点。



社会性目标
既然社会情境中的无助反应看起来和成就情境中类似，那么表现或学习目标是否也会在社会情境中扮演同样的角色？接下来的研究就将告诉我们，孩子的社会性目标能否塑造出无助和掌握定向反应（Erdley et al.，1997，研究1）。
与上面的研究一样，四、五年级的学生参加一个笔友俱乐部的选拔，但这次在他们写信之前会先看到一段强调表现目标或是学习目标的指导语（两组人数各半）。表现目标组的学生被告知，笔友选拔会给他们一次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同时也是一次展示他们社交能力的测试：
请注意，我们想要考察你有多擅长交朋友，同时也请把它当作一次评估自己有多擅长交朋友的测试。
学习目标组的学生则被告知这次选拔能够给他们一次交新朋友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提高社交技能的机会：
请注意，这会给你提供练习和改善交友方式的机会，所以也请把它看作一次运用技能并可能学到新技能的机会。
随后学生们写信并收到暂时而温和的拒绝（同样是代表不确定要不要录取）以及再次尝试的鼓励。接着他们写第二封信。研究问题是两组会否对这个挫折做出不同的反应。表现目标组是否更容易受到影响而表现出无助反应？学习目标组会否像学业情境中（如Elliott & Dweck，1988）一样展现出更多的掌握定向反应？
结果发现，两组在挫折之后的行为表现和对挫折的归因方式截然不同。
首先，虽然两组在第一封信的长度、质量和基本内容上没有显著差异，但第二封信却非常不同：相比学习目标组，表现目标组写进去的信息种类更少，长度也更短。
具体来说，表现目标组减少了他们原本愿意表露的与自己有关的信息。相反，学习目标组的学生不仅愿意继续表露自己，还表达了更多的积极情绪（如“我喜欢认识新朋友”“我真的喜欢和你交流”）。也就是说，表现目标组的第二封信变得更加保守和没个性，而学习目标组的信件内容更加丰富，包含更多的自我表露信息，也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心态。简而言之，那些持有学习目标的孩子在面对挫折时会更以建设性及掌握定向的姿态进行应对。
在给予了学生笔友俱乐部的接纳反馈后，我们询问了他们对于此前挫折的归因方式。研究者问他们刚才听到代表不太确定的回复时想到了什么，然后给他们一些选项（“这让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我是不是不擅长交朋友？我们是不是太不一样了？我是不是还不够努力？”），孩子们回答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过以上想法。结果发现，学习目标组的学生远比表现目标组更加认可努力这一选项（即怀疑他们是否还不够努力）。因此，对于学习目标组而言，掌握定向的行为模式还伴随着对努力的强调。
两组学生还在另一个选项中存在不同。表现目标组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不匹配这一归因（“我们是不是太不一样了？”）。尽管这种归因没有责备自己，但不匹配是一件不容易改变的事情。它不太可能被进一步的行动所扭转，因此也不太可能促进后续的坚持。
总之，当在社会情境中关注学习目标（练习和提高社会技能）时，相比于关注表现目标（评估社会技能），学生在拒绝面前表现出更多的掌握定向反应。也就是说，不同的目标直接导致了不同的反应。这些结果与学业情境中的发现一致，并引导了我们进一步的研究。[1]
注释：
[1] 有关社会性目标影响适应性功能的其他研究参见Erdley，1996；Renshaw & Asher，1983；Wentzel，1996。



人格理论
接下来将探究学生的目标是否与他们持有的人格理论有关。持固定人格信念会否导致人们在社会情境中关注自己如何被评价，也就是验证自我？而持可塑人格信念会否引导人们寻求能有所成长的社会情境，也就是更加关注发展自我和促进人际关系？
我们在两个研究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对象分别是小学高年级学生（Erdley et al.，1997，研究2）和大学生（Kamins，Morris，& Dweck，1996）。在其中，我们均测量了学生的人格理论和社会性目标，然后分析它们是否存在关联。
在第一个研究中，我们询问学生对一些陈述的看法来测量他们的人格理论，这些陈述如：“你的人格是确定的、很难改变的。”或者：“你具有的人格的好坏是你无法决定和改变的。”如同智力一样，同意这种固定观念的个体称为实体论者，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个体是增长论者。[1]
接下来我们设置了6个假想的社会情境，用来测量学生的社会性目标。每个情境都涉及一个决策，如邀请哪个孩子来参加生日聚会，在吃午饭时和一个新同学说些什么，或者给哪个孩子送礼物。针对每一个情境会列出三类目标，请学生对想要实现它们的程度进行评定。第一类目标与学习或发展人际关系有关（例如，邀请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孩子参加聚会，真诚地交谈你感兴趣的事物同时探索对方感兴趣的东西，给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孩子制作礼物）。
第二类目标是存在高风险的表现目标，达成它们会让孩子们获得地位和赞许（例如，邀请班上最受欢迎的孩子参加聚会，和你所有的朋友聊天以给新同学留下你很受欢迎的印象，给最受欢迎的孩子制作礼物以期他能向你回礼）。
第三类是风险较低的表现目标，其中被拒绝的可能性很小（例如，邀请确定会答应的孩子来参加聚会，谈论新同学一定感兴趣并肯定会让他喜欢你的内容，为一定会送给你礼物的人制作礼物）。
持不同人格理论的学生会选择哪类目标呢？首先，每个人都说他们非常想要发展新关系，也就是学习目标。原因可能是我们提供的选项只描述了其吸引力而没有提到潜在的风险。比如我们之前研究的成就情境中的学习目标就涉及风险，即可能会犯错导致看起来不够聪明，而在这里忽略了这一点，致使这个学习目标看上去全是好处，也就获得了所有学生的高度认同。
不过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在选择表现目标时就相当不同了。相比认为人格可塑的学生，相信人格固定的学生会对自我确认更感兴趣，也就是更关注寻求地位和避免拒绝，且这一现象在低风险的表现目标中尤为明显。也就是说，和增长论者相比，实体论者尤其热衷于确保自己被他人所接纳并规避被拒绝或受到消极评论的风险。
在前面提到过的笔友选拔研究（Erdley et al.，1997，研究1）中，我们也测量了学生的人格内隐理论，于是可以分析人格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的归因方式是否不同。在解释失败原因时，持有实体论的学生比增长论者明显更多归结于自己社交能力的缺乏（“我是不是不擅长交朋友？”）。所以就像在智力领域一样，持有人格实体论的学生也倾向于将挫败归罪于自己。
这就意味着，我们建立的模型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在遭遇成就情境失败时的无助反应，还可以解释面对社会情境时的无助反应。相信人格固定的学生更可能选择表现目标，而表现目标又让他们在被拒绝时更加脆弱。
注释：
[1] 有趣的是，有部分学生对于智力的内隐理论和他们对于人格的内隐理论是一致的，也有不少人是不同的。这也就是我此前提到过的，有人会认为智力是固定的但人格是可塑的，或者人格是固定的但智力是可塑的。人格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的测量参见附录。



内隐理论预测亲密关系中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以大学生为对象（Kamins，Morris，& Dweck，1996），关注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目标和学习目标。我们推论一些人希望在亲密关系中被肯定和确认，而另一些人则希望接受挑战并成长，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弱点。基于此，我们检验了持有不同的自我理论的学生会否在亲密关系中抱有不同的目标。
我们在目标问卷中说：“我们对学生如何看待自己的浪漫关系感兴趣。请评估以下内容在你关系中的重要性。”然后列举了16个条目，一半关注自我确认（表现目标），另一半关注自我成长（学习目标）。前者如“崇拜我”“认为我很完美”“能够让父母高看我”“让我在同学中有面子”“让我看上去很酷”，后者如“能鼓励我改正缺点”“能激励我成长”“让我明白应该为什么而努力”“能给我理解他人的经验”“能促使我正视并纠正错误”。
基于在另一个研究中的测量，我们将学生区分为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这里我们关心的是整体，也就是说不涉及某个具体的属性，而是针对整体自我的内隐理论。题目如：“令我成为我的那些东西是非常基本的，很难被改变。”“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定义我是谁的那些关键部分很难被改变。”“我就是这类人，这一点很难改变。”
之所以不聚焦于某一特定的自我属性（如智力或人格）而是关心整个自我，是因为在真实的浪漫关系里就是这样，个体在其中寻求的自我确认或自我成长是方方面面的，也许是品质，也许是人格，或者众多其他领域的技能。
我们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对两类目标的支持程度表现出明显差异。尽管他们对两类目标均表示认同，但程度不一。持有自我实体论的学生比增长论学生对从恋人那里获得认可更有兴趣，而后者对如何在关系中得到成长更有兴趣。
这是不是因为两组的自尊存在差异呢？或许是实体论者自尊更低故而对能够令自己感觉良好的关系有着更强烈的需要，相反也许增长论者的自尊更高所以更能从伴侣的批评中获益？然而和此前在智力与成就关系研究中看到的一样，自尊并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这个研究中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的自尊水平也不存在差异。
那么又会否是因为其中一组想通过选择受社会赞许的选项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好，而另一组则更为诚实呢？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还施测了社会赞许性问卷（social desirability questionnaire；Paulhus，1984），其中呈现了一些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行为或感受，要求学生报告他们的情况，例如：“选举时我有时会给不太了解的候选人投票。”“我会在海关申报所有东西，即使知道不申报也不会被发现。”“即使对待很难相处的人，我也很有礼貌。”“我有时候会因为别人找我帮忙而生气。”
假使人们在少量条目中表现积极，那没有问题，但如果他们一直否认自己想过或做过一些消极的事情，就变得可疑了，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们在其他条目上的回答也不可靠。然而，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在这个问卷上的得分没有差异，这说明他们对浪漫关系中目标的报告也是可信的。
总结而言，一方面，自我确认和自我成长不是相斥的，两组学生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两类目标；但另一方面，如我们所料，对自我持实体论的人更加关心通过亲密关系来确认自我——肯定自我价值并提升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相反，那些对自我持增长论的人则更感兴趣于拥有一段能促进未来发展的关系。



内隐理论对现实关系的影响
我的实验室尚未探讨过内隐理论如何影响人们在现实关系中的动机与行为。不过雷蒙德·尼（C.Raymond Knee）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一项以恋爱中的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Knee，1998）弥补了这个缺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于智力、人格以及整体自我的内隐理论及其作用，而在这个研究中测量的是人们关于关系的内隐理论（Knee，1998）。研究者推论有的人可能持有一种关系是稳固不变的观点，即关系如何是注定的，要么好要么不好，称为宿命（destiny）信念。
而另一些人可能持有一种关系是可塑变化的看法，即关系可以通过努力和不断解决冲突而获得发展，称为成长（growth）信念。
尼（1998）预测，持强烈宿命信念的人会快速考验伴侣，然后做出评判，一旦结论是负面的，就立马放弃，去寻找下一个伴侣。相反，持强烈成长信念的人会对亲密关系抱有更高的承诺和更长远的考量。他还预测宿命信念得分高的个体会在事情变糟时远离或逃避关系（无助反应），而成长信念得分高的个体则会采取更加主动和掌握定向的方式应对困难，以解决问题并从经验中学习。
为了验证这些想法，尼（1998）首次开发了一个量表来测量宿命（固定）和成长（可塑）信念。其中，测量宿命信念的条目如：“人们能不能在一起都是命中注定的。”“关系如果一开始不顺利最后肯定会失败。”测量成长信念的条目如：“一段成功的关系是通过努力维持和解决不合发展而来的。”“关系中的挑战和障碍可以让爱变得更浓。”当然，人们可以同时认可这两种信念，他们可以认为人与人一开始相处必须有某种契合，而随着时间推移还需要一些学习和成长。许多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你应该仍想知道，究竟是宿命信念还是成长信念能预测关系的后续发展。
尼（1998）随后招募了处在浪漫关系中的大学生被试，对他们进行了6个月的追踪。他发现正如预测的一样，有着强烈成长信念的人会以一种更具承诺也更长远的方式来约会，他们的一夜情也更少。更重要的是，相比那些成长信念较弱的人，他们和某个特定伴侣的约会时间更长。另外，也和预测的一样，持有较强宿命信念的学生快速考验伴侣，如果发现关系有所欠缺就会放弃。也就是说，当宿命论者报告的关系最初满意度较低时，这段关系很快就会结束。
接下来，这两种信念可以预测人们应对关系中挫折或压力的方式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尼（1998）让学生描述本学期经历的最大压力事件，然后报告他们的应对策略（Carver，Scheier，& Weintraub，1989）。结果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报告他们最有压力的事件与亲密关系有关，比如和伴侣有严重的争执，或者发现伴侣欺骗了自己。通过分析他们的应对策略，发现在面对消极事件时，持较强宿命信念的学生更可能选择分手或回避问题，他们还会减少为解决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并以此作为一种应对压力的方式。
相反，持成长信念的人会采用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增强关系、促进个人成长。他们集中精力制订行动计划，努力解决问题，并尝试从这段经历中学习和成长。
总之，这个研究检验了内隐理论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并有效证明了持有固定或可塑关系理论的人会以不同方式处理他们的关系及应对关系中的挫折和挑战。
现在可以说，我们最初发展的用以理解学生在学业成就情境中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的理论，也能有效帮助理解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如何思考、感受及行动。这些观点可以解释学业上的成功和失败，也可以解释关系中的成功和失败。



第十一章
 评判与标签化他人：内隐理论的另一个作用
我们有可能极其快速地了解一个人吗？人们的行为能够反映他们内在的智力水平和人格特征吗？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基本自我都会经由行为展现在他人面前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人迅速地知道谁比其他人更聪明，谁比其他人更道德（例如，参见Baron & Misovich，1993）。
还是说，人的特质太过多变，以至于我们无法简单通过观察就捕捉到他们的特征？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随情境、个人目标、此时所关心的东西或心理状态而变化，这会否阻碍我们通过行为表现迅速获取他人的真实模样（例如，参见Mischel & Shoda，1995）？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行为无论看起来是聪明还是愚笨，是好还是坏，都仅仅反映了某人在这个情境及这个时刻下的状态，而无法反映其更多更持久的特质。一个人看上去愚蠢，也许是因为他很紧张；一个人看上去贪婪，也许是因为他想替别人争取更多；一个人看上去自夸又自负，也许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不被别人认真对待。
在这一章，我主要阐述实体论和增长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以上两种观点的采择（参见 Dweck，1996b；Dweck，Chiu，& Hong，1995），下一章则进一步阐述这些观点所带来的后果。



评判自己还是评判他人
此前我们已经看到智力实体论者是如何迅速对自己做出判断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确定自己的智力水平到底怎么样，以及自己在未来的学业和事业中有多大潜力。如果判断自己的智力较低（请注意这可能是仅凭一次失败就得出的结论），并相信智力不可变，他们就会把期待调低一些，比如不学那么多，也不指望能成功。
与之类似，人格实体论者也会迅速对自己做出评判。也许在经历某次社会拒绝后，他们会判断自己不够好，继而不再为建立关系付出那么多努力。
这就是实体论者对待自己的方式。那么，他们会如何对待他人呢？会一样轻易地评判他人并给他们分类吗？会以此为依据去判断他人有多大潜能吗？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研究，看看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是如何评判他人的。



通过他人的成败来评判其智力
首先来看看小学生如何评判他们的同学，以及其中的实体论者会否基于同学的学业表现来对其智力水平做出判断。在盖尔·海曼（Gail Heyman）和我的一项研究中（Heyman & Dweck，1998），我们让二年级的学生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同学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想一想你们班里成绩好的同学。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能成绩这么好？”
结果发现，在这些儿童中，实体论者将同学的优异成绩简单归因于智商的比例是增长论者的两倍（54%比23%）。他们会这样说，“他们比其他孩子聪明”或“那是天生的”。
相反，持有增长论的孩子更可能用这些学生所做过的事情来解释他们的学业成功，例如他们的学习习惯、注意集中能力、坚持性或者学习动机。他们会这样说：“他们在家里做了好多练习。”“他们能从错误中学习。”“他们告诉自己能做到。”“他们不会着急忙慌地做作业。”也就是说，这些持增长论的孩子不会简单地将同伴的成功归因于更出色的大脑，而是更关注能够带来优秀表现的那些过程。
我们也问了孩子们如何解释糟糕的学业表现。我们说：“我知道有些人学习成绩不太好。你觉得这代表他们不够聪明吗？”即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并不愿意对同伴的智力做出消极评价，但实体论者同意成绩差就意味着不够聪明的可能性还是增长论者的两倍（38%比18%）。
因此，当评价同伴的学业表现时，实体论者更有可能对其智力做出一锤定音的判断，而增长论者更喜欢归因于他们对待功课的方式——为了学习，他们做了这些那些，于是他们成功了。
那么大一点的学生呢？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人吗？实体论者还是会更多通过他人表现对其智力做出整体判断吗？
康萤仪（Hong，1994）在一项研究中呈现给大学生某人（年龄不确定）学业成功/失败的信息，然后请他们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比如：“玛丽在最近两次考试中得到了A。”接着让他们补全这个句子：“这很可能是因为……”
结果发现，比起增长论者，无论呈现的信息里这个学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实体论者都明显更有可能用智力水平对此进行解释。考试成绩优秀，是因为他们聪明；考试成绩糟糕，是因为他们不聪明。
增长论者则持有不同看法。像之前一样，他们更可能用这些学生做过的事情来解释这个结果，比如他们学习得有多努力，而不会用这条信息来评价这些学生的头脑。
另一项研究也设置了类似场景，告诉大学生们其他学生的智力表现（Chiu，Hong，& Dweck，1997）。例如，杰克在某个场景中比乔表现得更好，然后请他们预测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这两个人谁会表现得更好（参照Kunda & Nisbett，1986）。
结果实体论者认为杰克会再次胜出。很明显，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杰克更聪明。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增长论者认为另一个学生乔会在新的情境中脱颖而出。也就是说，在只知道十分有限的这一条信息的情况下，增长论者不愿做出普遍意义上的智力推断，他们更愿意相信在不同情境中这两个学生会轮流给出较好的表现。
我们在之前研究中就对此感到惊讶，即实体论者热衷于基于很少的几个结果对自己的智力进行推断，有时候甚至仅凭一个结果就下了定论。如果说这还有可能是出于自身的凸显性而让他们放大了自己的失败，那么在这里这个解释就不再成立，因为实体论者同样也会基于糟糕的表现来直接判断他人的智力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研究中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不管是主人公本人、任务还是结果，均语焉不详。
第一，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学生的动机和行为是什么，也不了解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其成败的信息。也许表现更好的学生比更差的学生学习更努力，或者学习时间更长。
第二，我们完全没有告知他们任务的性质。也许在第一项研究里表现好的学生（比如在最近两次测验中拿到A的玛丽）所学的课程更简单，而表现不好的学生所学的课程更难。
第三，在杰克比乔表现好的情境中，我们也没有说一个比另一个强多少，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小的差距。
因此，学生们的智力内隐理论不仅影响了他们如何看待和回应自己的成败，也影响了他们如何看待和回应其他人的成败。两种情况下实体论均使学生将表现作为智力的直接反映。如果是他们自己失败，伴随而来的是对自己能力低的判断和无助反应；如果是他人失败，伴随而来的是对他人能力低的判断和对其发展潜力的不信任（参见 Brown，Palincsar，& Purcell，1984；Gould，1981；Wagner & Sternberg，1984）。
反之，智力增长论令学生更强调获得智力成就的过程，帮助他们意识到影响成就的因素众多。当面对自己的失败时，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努力是否足够或策略是否正确，表现出掌握定向反应；当看到他人失败时，他们也同样能看到他们的努力和策略，并思考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这些学生克服困难，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介绍。



通过他人行为判断其人格特征
在判断他人的其他属性，如人格和道德品质时，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会有区别吗？
答案是会有区别。我们的第一个证据来自辛西娅·埃德利（Cynthia Erdley）和我的研究（Erdley & Dweck，1993）。我们给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儿童播放了一套带旁白的幻灯片，是关于一个新生约翰的故事。约翰在这学年中旬从另一个州转学而来，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上的第一节课是数学课，这个男孩感觉很失落，因为全是他没学过的东西，所以到做作业的时候，他探过头去打算抄同桌的。
接下来，他被要求站到讲台上做自我介绍。他很担心他的介绍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是好莱坞的制片人，他家的房子里有个大泳池。
不久之后，他们班开始组织情人节活动：剪心形纸。这个男孩剪出来的心形纸脏脏的，且不够对称。另一个孩子将自己剪的多余的心形纸留在了桌子上，它们很好看。而这个男孩很渴望获得一个漂亮的情人，于是他决定将那些好看的心形纸当作自己的作品。
最后，为了完成他的情人节礼物，这个男孩从美术桌上拿走了一些本是公共财产的魔力马克笔。尽管老师说只要在那天结束前把这些笔放回原处就不会有人受到惩罚，但这个男孩觉得如果被别人看到自己还回去就太尴尬了，于是他没有还。
在这个男孩做过的所有事中，并没有哪件是存心不良或伤害他人的。并且，在每个行为前他都表现出了充分的心理挣扎。他只是因为每次都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不让自己尴尬，才选择做了这些不太体面的行为。
我们也测量了学生们关于人格的内隐理论。和前面一样，我们询问他们是否同意一些陈述，比如：“一个人的人格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一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来让别人喜欢自己，但没办法改变自己真实的人格。”
然后我们比较了认为人格是固定的和可变的两组学生对一些问题的回答。首先是，基于这个男孩的诸多行为，他们会如何评价他。在答题纸上，我们给出“约翰是……”的句式，再呈现一系列形容词让他们评价。我们认为每个人都会在一些具体条目上做出消极评价，比如“不诚实的”，这与他的行为直接挂钩。结果也的确如此。这很重要，因为这说明了增长论者并不会刻意忽视消极行为。他们看到了这些行为，并认为这个男孩应该为此负责。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些更加宽泛的特质上他们会如何评价这个男孩，例如“坏的”“低劣的”“令人生厌的”。在这些特质上更极端的评价意味着这些学生将这个男孩的行为作为他深层内蕴的本性的体现。结果我们发现，相比增长论者，实体论者在这些宽泛的特质上做出了远远更多的极端评价，尽管这个男孩的行为并非存心不良或伤害他人，尽管我们也强调了他所面临的情境压力。
总之，这项研究首次展现了，当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在看到他人的恶劣表现时，前者更可能为别人贴上一个整体而负面的评价标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实体论者更加刻薄、更加愤世嫉俗，或者更有可能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呢？我们接下来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比起增长论者，实体论者也更容易给他人贴上整体而积极的标签。



关于快速判断的更多研究
现在，我们回到之前讲过的两项研究（Chiu et al.，1997；Hong，1994）。它们解释了实体论者是如何对他人智力做出快速判断的，其实这两项研究也探讨了关于人格和道德的问题。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Hong，1994），你也许还记得，研究者给了大学生们有关一个人成功或失败的信息，然后要求他们完成这个句子：“这可能是因为……”除此之外，研究者也给了这些学生有关一些人积极或消极表现的信息，它们与人格或道德相关，然后要求他们通过完成同样的句子来解释这些行为。积极行为如：“亚瑟出去旅行，给他的同事们带了一些纪念品。”消极的行为如：“亚力克西斯从面包店偷了一些面包。”“安娜把橙汁倒在了同学的画上。”
随后研究者对学生的解释进行编码，以考察谁会认为这些行为反映了深层次的人格特征，而谁又会认为这些行为反映的只是这个人的某些心理过程（需要、感受、信念、渴求、担忧、喜欢、重视等）。结果发现，尽管两组学生给出的答案中这两类都有，但所占的比例区别很大。相比增长论者，实体论者对于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都给出了显著更多的整体特质解释。例如，实体论者经常提到，亚瑟很热心，或者安娜很低劣，再或者亚力克西斯是个小偷。换句话说，相比增长论者，他们更有可能从某人的单个行为中判断这个人是好是坏。[1]这意味着实体论者并非单纯好斗，因为除了消极标签之外，他们也很容易快速给他人贴上积极标签。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已知当了解到杰克比乔在某个情境中表现更好时，实体论者会预测杰克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中也会表现更好（Chiu et al.，1997）。在此之外，我们还问了学生与人格（友好）和道德（诚实）相关的类似问题：“假设你在某个情境中观察到玛丽比简更加友好（诚实），那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你认为有多大可能还能观察到这一发现呢？”结果正如智力情境中一样，与增长论者不同，实体论者更愿意相信在这个特定情境中表现得更诚实或者友好的人，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还会表现得更诚实和友好。他们再一次仅从一个单独的行为就推断了他人的特质。
这会否是因为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想象出了更为极端的行为呢？也就是说，当实体论者得知一个人的表现时（偷面包，买礼物，表现得很友好），他们会否想象成他偷了更多的面包，带回了更棒的礼物，或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得友好呢？又或者说，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想象的行为程度是相同的，但对这个行为施加了不同的评价？如果是这样的话，两组想象的偷面包的数量虽然相同，但实体论者可能对此事做出更为消极的评价。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被排除了。在几项研究中（Chiu et al.，1997；Levy & Dweck，1998；Levy，Stroessner，& Dweck，1998），我们给了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既有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一个很长的行为列表让他们评估。例如，我们给大学生一个包含35个行为的列表，其中一些行为非常积极（“舍己救人”），一些只是有点积极（“起床后整理好床铺”），一些有点消极（“打断别人的话”），一些非常消极（“偷汽车”）。我们比较了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对这些行为的评分，发现没有差别，在任何一个条目上都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实体论者给一个人贴标签，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行为评价得更积极或更消极。
然后，我们（Chiu et al.，1997）将这35个行为给不同的学生看，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每个行为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好坏。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这个人内在的道德特征？在此，我们发现持有不同内隐理论的学生之间存在非常清晰的差异：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显著更多地认为，一个人内在的特征能够被某个单一行为反映出来。无论在非常积极/消极的行为还是有点积极/消极的行为中，这些差异都存在。
注释：
[1] 实体论者也会基于一个人的外表判断其人格和道德特征（Gervey，Chiu，Hong，& Dweck，1998）。



内隐理论会导致评判和标签化他人的差异吗？
以上差异真的是由持有特定的内隐理论导致的吗？虽然我认为是这样，但还是需要实证证据来证明。因此在赵志裕等（Chui et al.，1997）的研究中，我们尝试操纵了个体的内隐理论，以考察这会否改变他们进行快速判断的倾向。
如何在实验中改变一个人固有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内隐理论？我在此前强调过，人们的信念、目标或行为倾向可以相对稳固，但人格是动态的。当某个情境着重凸显一个不同的信念、目标或行为模式时，它就能将个体引导到那个方向上，至少能暂时做到。先前提到的有些研究就是这么做的，即操纵学生的某些特性、目标和智力内隐理论。
在这个实验里（Chiu et al.，1997，研究5），我们让大学生阅读科学论文，其中通过生动而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实体论或者增长论，以此来引导他们相信人类本性是固定的或可变的，而实际上这些文章是研究者杜撰的。具体来说，实体论的文章呈现了大量研究证据来支持人类拥有的特质大多数是固定的，而增长论的文章则强调人们终其一生都具备改变自身的能力。（下一章将详细介绍。）阅读这些文章会影响到学生如何判断他人吗？例如，相比于阅读了增长论文章的人，阅读了实体论文章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快速评判他人的倾向吗？
每个学生阅读两类文章中的一类，然后回答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这部分是在测量对信息的理解和记忆能力。而后，学生完成一个特质判断任务（其中包含此前提到过的特质判断量表），但他们以为这部分是与前面阅读文章无关的独立任务。
例如，学生被告知某人比其他人表现得更诚实（或更友好、更好斗、更防御），然后回答，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这个人是否仍然会是更诚实（或更友好、更好斗、更防御）的那个。我们还呈现给他们6个行为（一半积极，一半消极），让他们回答每个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暗示了这个人的好坏。
结果发现，在两种测量中，相比阅读了增长论文章的学生，阅读了实体论文章的学生都做出了显著更强的特质判断。也就是说，他们基于一个人当前的行为对其未来的行为做出了更强的预测，并且认为一个单一的行为能够作为内在道德品质的信号。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实体论能够直接导致特质判断，二者是因果关系。当了解到人格和其他属性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马上相信人们在某个情境中的表现就能揭示其深层特质。反过来，当了解到人格和其他属性可以改变和培养的时候，对于一个行为能否代表作为整体的人以及能否据此预测其之后的表现，我们就没有那么确信了。
当然，无论是实体论者还是增长论者，都倾向于在初次见面时形成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例如，当看到某人举止不佳时，我们会形成一个消极印象，并在未来对此人更加警惕。换句话说，增长论者并不会忽视消极表现或认为其毫无意义——这是高度适应不良的表现。他们与实体论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第一印象的消极程度没那么高，他们也不会将对方的不佳表现归结于智力或个人品质，还有我们马上要看到的，他们不会预期这个人在未来的表现依然很差。



“评判特质很容易”的信念
丽莎·索里奇和我对于实体论者会做出更快的特质推断这一结果感到兴奋，于是决定深挖下去（Sorich & Dweck，1996）。实体论者快速做出了判断，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样要比再等一等收集更多信息来判断更好吗？还是他们真的相信人们的特质显而易见，完全可以迅速做出评价？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让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评价对一系列陈述的认同程度。这些陈述均表达出人们的道德品质可以被简单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来的意思：“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质的特性，你可以仅凭一个行为或外表上的细节来分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单一的行为就能告诉你这个人的本性怎么样。”“通过观察一个人在一两个情境中的表现就能相当容易地判断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结果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在这些问题上分歧很大：实体论者同意这些说法，增长论者则不认同。
这意味着，快速判断并不是出于实体论者的冲动，也并不是说假如再思考久一点，他们就能做出其他“更好”的判断。相反，他们的反应基于一个信念，即人的所有属性是一个整体，会无形地渗透于所有行为中，并表现出一致的趋向。如果这是真的，当然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判定一个人。因此，实体论者并不认为他们做的是毫无根据的草率判断，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是在基于可靠的信息读取他人。
在有些时候，快速进行评判是积极且必要的，此时这么做的人就具有适应优势。然而，如果已知自己做出的是一个仓促的判断，就应该在看到新信息时进行修正。这样的话，即便极端的第一印象也只是第一印象而已。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实体论者一旦形成了第一印象，就会对新的尤其是矛盾的信息不再敏感（Erdley & Dweck，1993；Plaks & Dweck，1997），甚至尝试屏蔽它（Plaks & Dweck，1997）。原因也许是我们探讨过的那个——实体论者相信自己在判断一些能有效体现于行为的稳定特质。
谢瑞·利维（Sheri Levy）则提出，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导致实体论者认为自己是在对人类深层稳固的特质进行评判。她觉得也许相比增长论者，实体论者并不只是认为特质更稳定，还认为它们更是天生的。于是实体论者是真的觉得自己判断出了一个人根深蒂固的特性。



第十二章
 人有改变的潜能吗？
本章将聚焦人们是否相信他人具有改变的潜能。尽管这一信念是实体论与增长论的本质区别（也是它们定义的主要落脚点），但关于它来源于哪儿以及会带来哪些后果，仍然有待回答。
我们从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对于人类特质先天性的不同看法开始：特质主要依赖于生理和遗传基础，还是主要取决于经验和后天环境？虽然从界定上来看实体论者更相信特质是固定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认为特质是天生的，也许特质可以随时间流逝并被经验塑造，但在某个点上被固定了下来。
并且我们已知实体论者会基于少量信息形成快速而整体性的特质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会同样迅速地对一个人的未来潜力做出判断。
除此之外我们也关心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会如何对待表现不佳或举止不当的人：我们应该尝试通过教育或咨询帮助他们重塑自我（也就是改变他们），还是说这些都是无用功？



关于“特质天生”的信念
谢瑞·利维在研究中告诉大学生们她对人类特质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生物/先天因素或社会/环境因素解释很感兴趣（Levy & Dweck，1996）。她提供了一个包含12个特征的列表，包括智力、犯罪行为、自我约束、道德品质和友好程度等。然后让学生针对每一个特征给出其为天生因素和环境因素所解释的比例。
我们此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对智力的界定不同（Mueller & Dweck，1997，1998），实体论者更倾向于将智力定义为天生的。这提示我们，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很可能在这里也给出不同的回答。
的确如此，利维和我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认定的遗传和环境相对重要性差异巨大。尽管他们都认可两个因素均重要，但相对而言，实体论者更多认为特质是天生的，而增长论者更多认为特质是经验的产物。



儿童对于遗传和环境的看法
年幼的儿童也会对智力等属性的来源有强烈的个人看法吗？比如，它们究竟是基因的产物还是环境和经验的产物？盖尔·海曼和苏珊·盖尔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Heyman & Gelman，1997）。他们给儿童讲述了一个婴儿刚出生就被调换了父母的故事（参见Hirschfeld，1995），然后看儿童觉得智力是固定天生的还是习得可变的。
他们让儿童想象，一对不是那么聪明的父母生下了一个孩子，但医院犯了一个错误，导致这个孩子在另一对聪明父母的照料下长大。接着问儿童，这个孩子会变得更像哪一对父母，并解释原因。
儿童的答案很明显地反映了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些孩子很自信地站在了智力固定天生的那一边：这个孩子会像他生理上的父母。
■这个家庭会努力教养这个孩子，但他肯定不会太聪明。
■比较困难，这是写在基因里的东西。
■你可以改变人前的表现，但无法改变大脑。如果这个孩子是不太聪明的人生出来的，他就不可能像聪明人一样学东西，因为他的智商是低的。
另一些儿童则自信地站在了智力受环境影响因而可变的那一边——这个孩子会变聪明，就像抚养其长大的父母一样。
■他会学习如何变聪明。你读书越多，就越聪明。
■这对父母会经常阅读，而孩子会关心父母在干什么，于是就会和他们一起阅读。
■他是在鼓励学习的父母的照料下长大的。
因此，即使只是小学生，也可以持有特质固定且天生的观点。而一旦这么认为，他们就会给那个孩子的学习能力下结论，而无视其童年环境有多积极。
相反，那些相信特质可获得的儿童看到的不是那个孩子面对着什么不可逾越的局限，而是父母能够如何鼓励儿童发展潜能的过程——这就带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方面，一旦你相信某人智力较低，且它是天生不可改变的，那么你也就决定了他们能学什么不能学什么，进而会显著地影响你教他们什么以及如何教（Brown et al.，1984；Howard，1995；Rosenthal & Jacobson，1968）。
而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某人只是缺乏技能和知识，就不会对其学习潜能做出评判，你只会认为也许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走上正轨。在增长论的思维框架下，当前较低的技能水平并不会妨碍人们在未来获取更高的技能水平。
那么，是否有直接证据表明，尽管人们现在的表现或行为不尽如人意，增长论者仍对他们的学习或成长潜能保持强烈信心呢？



关于改变的潜能
虽然已知相信改变和成长的潜能是增长论的一部分，但增长论者能否在看到明显不佳的表现或行为时仍能坚持这一信念？我们很想知道答案。
我们在研究中请青少年学生给一个迷茫的同辈学生提一些关于如何提升学业成绩的建议（Heyman & Dweck，1998）。我们是这么说的：
想象一个你认识的孩子，他的作业错误百出，于是向你求助。你会说或者做什么呢？
如果你假设“他天生如此，否则不会这么糟”，就不会为他做很多，因为根源在于他没能力也没潜力。的确如此，许多实体论者只提供了很少的建议，有些人甚至只是表达了一下同情。
然而，当成绩只是一个过程的结果时，就有很多建议可以提供了。此时，糟糕的表现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关于这个学生可以怎么做，增长论者给出了明显更多的指导。这里有个例子：
你常常放弃吗？你是不是只简单想了想就停止了呢？如果是的话，你可以考虑想得再久一点——也许2分钟。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再把那道题目读一遍。如果还是不行，你可以举手，然后问老师。
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同学求助，那些学生就实在太幸运了。
前面我们讲过一项研究，其中给学生看幻灯片，主角是一个刚转学过来的男孩约翰，他太渴望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于是做出了很多不好的行为（Erdley & Dweck，1993）。然后我们发现，比起增长论者，实体论者在整体上对这个男孩做出了更消极的评价（比如坏的、低劣的和令人生厌的）。
这里我们想知道的是：学生们会认为这个男孩有潜力改变吗？我们询问他们认为约翰未来会怎样。首先是短期的未来：“假设你在几个星期后又见到了约翰，你觉得他看起来会有变化吗？”几个星期理论上可以让一个人适应新班级，从而平静下来。但结果发现两组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存在显著的差异。增长论者认为约翰很可能在几周后有一些变化，而实体论者认为他还会和现在一样。
接着是更长远一些的未来：“约翰未来表现会如何？你认为他到了八年级还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吗？”两组的回答再次出现了差异。增长论者的答案集中于“不会”或“可能不会”，而实体论者的答案集中于“会”或“可能会”。也就是说，增长论者认为男孩改变的可能性更大。请注意他们并非认为他一定会改变，因此他们并不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者。当然实体论者也不是说他一定不会改变，然而他们很显然对此持有更消极的预期。
这一发现也许并不让你意外，因为增长论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人们具有自我改变的潜能这一信念，而实体论的定义则包含很难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一信念。但我们尚无法推论的是，实体论者会多么快速地判断一个人并预测其未来。



一个做错了事的人会怎样？
我们继续来探讨人们关于改变的信念，接下来关注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认为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做错了事的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反映出一个信念，即人是否具有学习、成长和改变的潜能。如果你相信成长的潜能，那么做错事就只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做的是努力教育那些人。具体的教育方式视这件事的严重程度而定，从讲道理，到接受心理咨询，再到更高强度的惩戒。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存在什么改变的潜能，那么这些干预全都是误用且浪费的。相反，你也许只想让这个人为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比如受到严厉的惩罚，以阻止未来重蹈覆辙（既然无法改变天性，就应该施以恐吓，以让他们控制好自己）。
我们预计增长论者更偏好走教育路线。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改变的潜能是增长论的基础，你应该还记得增长论者是如何解释人类行为的，与实体论者相比，他们更多地考虑人们的心理过程（Hong，1994）。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表现出某些行为，只是因为在那个特定情境中他们相信、觉得或者以为该这么做，而不是出于什么更深层次的特质。于是这些心理过程应该取决于教育或环境，而不是内在笼统的人格。换句话说，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将一个坏人变成好人，而是怎样改变这个人对这种情境下该怎么做的认识以及方法。
对此我们做了几个研究。在其中一个里，我们让学生们想象以下情境（Chiu，Dweck，Tong，& Fu，1997，研究4）：
在微积分导论的第一节课上，教授告诉你们，整门课会留8次小作业，每次占期末分数的12.5%。教授承诺会把80分作为A等级的分界线。在第7次小作业获得反馈后，你发现你的成绩已经累积到了81分。于是你没有写第8次作业，而是把时间用在了准备其他课程的考试上。然而，最后由于80分以上的人太多了，教授把A等级的分界线提高到了85分。于是你最终只得到了B+。
接着我们让学生描述在这个情境中他们有什么感觉以及后续会做些什么。结果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都说他们会采取一些行动（并且实体论者更可能表示如果初始行动不奏效，他们将继续坚持），但他们所谓的行动的性质差异很大。增长论者更可能尝试去教育那个做错了事的人：他们会试图说服教授，告诉他背弃诺言是错误的。举个例子，一个增长论者说道：“我会与这位教授见面，提醒他承诺过不会提高A等级的临界值，他这样做不公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增长论者认为这个教授具备理解自己做错了的能力，也具备修正自己不公正做法的能力。
然而，没有一个实体论者说他们会去尝试教育这个教授（与增长论者中的35%形成巨大反差）。实体论者当然会对不公平行为感到愤怒，并想要采取行动，但他们的计划完全不同。他们不相信这个教授会改变，于是打算去向他表达不满，令他付出代价，或者寻求权力更大的人来强迫他践行诺言。例如，实体论者说：“这个教授就是个垃圾（原话如此），我会这样跟他说。”或者：“让他见鬼去吧，我会在第二天早上9点出现在校长办公室。”然而没有一个增长论者计划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个比例在实体论者中是21%）。因此尽管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都同意这个教授做错了，他们拟采取的行动却相当不同。
伊丝艾拉·洛布（Israela Loeb）和我做了另一项研究（Loeb & Dweck，1994）来探讨人们在被伤害后的反应。我们让大学生被试阅读三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情境，在每个情境中，他们都被另一个人的行为伤害了。
在第一个情境中，学生想象在进大学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美好恋情。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甚至住在了一起，然而有一天自己在回家拿笔记的时候却发现伴侣不告而别了。
在第二个情境中，学生想象自己为一场重要的考试准备了很长时间。临近考试的一天，在图书馆学习时离开了一小会儿，回来之后发现所有笔记都被偷了。据图书管理员说，有一群学生刚才来到图书馆，然后很快嬉笑着跑出去了。
在第三个情境中，学生想象发现自己有一些奇怪的症状，然后去医生那里做检查。由于实验室的疏忽，过了很长时间才拿到检查结果，而此时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永久性损伤。
在每个情境之后，我们询问学生将做何反应。我们提供了一些选项，让他们在5点量表上评价有多大可能采用这种方式。结果发现了和先前一致的差异：实体论者更关注惩罚和报复，而增长论者更关注理解、宽容和教育。
例如，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更可能仇视和攻击那些做了错事的人，他们会说：“我会诅咒伴侣变得悲惨。”“我会希望那些作恶者倒霉。”“老实讲，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去报复那个人。”而让他们概括自己的行动目标时，他们也比增长论者更多地表达其主要目标是“让他们为我承受的痛苦和损失付出代价”，而这是增长论者最不赞同的目标。
相较而言，增长论者更多说：“我会试着去理解那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并努力原谅他们。”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教育作恶者，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以及应如何改善。而这是实体论者最不赞同的目标。
在另一项研究里（Gervey，Chiu，Hong，& Dweck，1999），我们要求被试回答，在他们看来，监禁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都同意监禁违法犯罪者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社会，但此后他们就出现了分歧。实体论者远比增长论者更多地认为，监禁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者。增长论者则远比实体论者更多地认为，监禁的主要目的是（或者应该是）让犯罪者重新做人——发展他们的潜能以过上道德且建设性的生活。
在先前的章节，我们看到了实体论者如何在失败的时候自我放弃。他们谴责自己，失去自尊，陷入抑郁，并对未来丧失信心。现在我们发现，他们也放弃了其他人。简而言之，实体论者并不认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具有成长的潜力。
与之相对，增长论者将自己的失败视作可以解决的问题，且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人的失败。于他们而言，人会犯错，会误入歧途，会伤害他人，但同时也拥有改变的潜能，只要有合适的动机和指导，他们就可以克服这一切。那好，我们要继续发问：所有人，甚至包括罪犯，真的都拥有改变的能力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过于天真和乐观的想法？接下来我将论证，这是一个极具建设性的假设。



第十三章
 持有与形成刻板印象
我们已经看到，实体论者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快速并轻易地判断出他的稳固特质，这个“他”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别人。那么，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评判一个群体吗？也就是说，实体论者会否认为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或积极或消极的特质？
例如，假设某一群体比其他群体的平均学习成绩更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期待通过外在表现来推断潜在智力，那么结论很可能是这一群体拥有更高的智力水平。而如果还同时考虑环境、经验、学业基础、学校、同辈价值观、学习习惯、学习技巧等因素（更不用说还有智力理论），群体间的成绩差距所代表的东西就不好说了。
利维及其同事对来自不同族群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和小学生）所持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持实体论的学生抱有更强烈的刻板印象（Levy，1998；Levy & Dweck，1998；Levy et al.，1998；Levy，Freitas，& Dweck，1998），且这一结论适用于积极或消极的刻板印象、已经存在的群体（如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或虚拟的新群体（如告知给学生们的群体）。那么，这是否说明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更狭隘呢？在深入了解了刻板印象背后的机制后，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实体论者相信可观察的外在表现能够反映其内在品质，他们这样评判自己，也这样评判他人，同时还这样评判群体。但这都不是说他们是偏狭的人，事实上，实体论者的刻板印象是由他们对人类的信念自然生发出来的，这些信念包括人是由什么构成的（固定的特质）以及可以通过什么来予以了解（很容易经由外在行为来判断）。
因此，实体论者看待人的方式将直接导致刻板印象，这听起来是个坏消息，但也可以看成好消息。因为如果刻板印象是（或部分是）由内隐理论导致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改变内隐理论来降低刻板印象。
接下来我将简单回顾发现实体论者持有高刻板印象的研究，然后介绍一些通过改变内隐理论来改变刻板印象的干预研究。
利维等（1998，研究1）首先关注到这一问题。他们让大学生列出其能想到的关于种族、民族或宗教群体（如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犹太人和拉美裔人）的刻板印象词，然后回看这些词，评价在他们看来这些刻板印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该群体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学生们一开始只是报告他们认为的社会刻板印象有哪些，之后报告的是自己的想法。结果发现，在所有词和所有群体上，实体论者都更认可这些社会刻板印象是真实存在的。
接下来，利维等（1998，研究2）让学生评价人们对非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真实性。结果发现，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刻板印象，实体论者都再次认为它们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在第三个研究中，利维等（1998，研究3）向大学生介绍了一个他们不知道的新群体。其中一半学生被告知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人（三分之二）曾经做出过负面行为（如在电影院插队），剩下的三分之一表现中性；另一半学生则被告知这个新群体里很多人曾经做出过正面行为（如把雨伞借给陌生人），而剩下的人表现中性。之后让学生对该群体在各个特质上进行评价，比如“好的-坏的”“不道德的-道德的”“粗鲁的-礼貌的”“体贴的-不体贴的”以及“邪恶的-善良的”。
结果发现，与增长论者相比，实体论者始终对正面行为组评价更积极，对负面行为组评价更消极。同时，他们也更认为这个群体是同质的，也就是说群体内成员间更相似，即使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与其他人表现不同。不仅如此，实体论者还认为他们了解的信息（群体中个体的单个行为）足以帮助自己形成群体印象。换言之，在评价个体时，实体论者更倾向于用个体行为来代表整个群体的特征。
利维随后在年龄更小的学生样本中重复并拓展了以上发现（Levy，1998；Levy & Dweck，1998）。在以五年级学生为对象的一系列研究中，她证明了实体论者的刻板印象更为强烈，形成也更快。而在另一项和我合作的研究中，我们提供给学生某个群体在某一天的行为表现，让他们解释是什么原因令该群体的成员做出材料中的行为（Levy & Dweck，1998）。结果发现，和以往结果类似，实体论者主要使用特质来解释行为，而增长论者主要使用心理和情绪过程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解释行为。
除此之外，学生们还被要求想象该群体中有一名儿童在材料描述的那一天没去学校，并评价他是一个怎样的学生。与增长论者显著不同，实体论者更坚定地认为这个儿童和他的同学们很相似。
接下来，这些刻板印象会影响行为吗？谢瑞·利维、安东尼奥·弗雷塔斯（Antonio Freitas）和我发现的确如此（Levy et al.，1999）。比如说，在一个合作-竞争游戏中，当对手是法学院学生时，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表现得更好胜。而当对手的专业不明时，两组被试表现出同等的竞争性或合作性。也就是说，当实体论者认为将要与自己竞争的是一名未来的律师时，他们会保护自己。增长论者则对这名法学生不抱有很强烈的刻板印象，于是认为没必要将其区别对待。那么，实体论者保护自己的做法有道理吗，还是增长论者不做预判的做法更正确？
在另一个研究中（Levy et al.，1999，研究2），大学生们要给其他学生的作业评分，结果实体论者会根据学生的族群来给分，即给某些族群的学生更高的分数，即便所有人完成的是一样的作业。而增长论者不会这样做。
最后，在有关儿童对新群体形成印象的研究中（Levy，1998；Levy & Dweck，1998），虽然大多数学生表示他们更愿意认识和了解积极表现组（其中多数人做了好事）的孩子们，不愿意与消极表现组（其中多数人做了坏事）的孩子们交朋友，但比起增长论者，实体论者与积极组结交和与消极组不相往来的意愿均明显更强。
于是，好像真的是这样：实体论者不仅持有更牢固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更愿意依照这些刻板印象行事。



实体论会引发刻板印象吗？
接着要问的问题是：持有实体论或增长论会直接导致刻板印象的形成吗？如果内隐理论改变了，刻板印象也会随之改变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谢瑞·利维及其同事（1998）让大学生在实验中暂时性地认同实体论或增长论。和前面用到的方法类似，他们让学生阅读一篇令人信服的科学文章（实则是杜撰的，来源于 Chiu et al.，1997），其中一半读到的文章通过回顾科学研究和生动个案论证了人的特质无法改变，即提供了实体论的支持性证据。
另一半学生则阅读了一篇为增长论提供支持性证据并同样有说服力的文章，文章表明人的特质是可塑的。
两组学生在实验前不存在差异，但阅读材料使一组转变为实体论者，另一组转变为增长论者。
支持实体论的文章强调人的特质“像石膏”一样，不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文中提到，人的特征“十分稳定，只会随时间推移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虽然人们“在成熟和发展……但本质上还是那些不变的特征和禀性”。
学生们阅读的文章中还描述了一个“充满野心且令人激动的”大型研究项目，旨在引导潜在的不良少年走向积极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干预手段包括社会工作者广泛长期地介入家庭，辅导学业，提供医疗服务、精神关注及社会和娱乐资源。
接着支持实体论的文章会写道：
即使投入大量努力和金钱，干预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经历了干预的青少年和那些没有参与项目的高危青少年在日后从事犯罪的可能性没有差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年期还继续犯罪，大概15%到20%的人犯下严重的暴力攻击或经济罪行，超过50%的人犯下轻微罪行。……其他一些干预项目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接下来，实体论组的文章还叙述了一些著名历史人物从小就显现出核心特质的例子。比如特蕾莎修女：
据从小就认识她的人说……她经常照顾其他孩子，其中有些比她还大。比起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她更愿意在当地诊所里做志愿服务。虽然年纪还很小，她却已经展现出对他人感受的共情，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帮助别人。所有这些特质引导她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即帮助苦难中的人们。
支持增长论的文章也写到很多相同的研究和事例，但提供了不同的结论。文章强调人的特质是可塑和可发展的，个人特质是“一些有待发展和培养的潜能”，还提供了证据证明个人特质在人生任何阶段都可以被塑造。
增长论文章也提到那个大型干预研究，但是，与令人失望的结果相反，文章写道：
努力取得了回报。与没有参与项目的高危青少年相比，经过干预的青少年在成年期表现显著不同。没有参与项目的青少年中有23%犯下严重的暴力攻击或经济罪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至少犯下轻微罪行。而与此相反，在经过干预的青少年中，几乎没有人犯下重罪，犯下轻罪的人也不超过10%。他们大多顺利从高中毕业，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其他类似干预项目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接着也举了历史人物的例子，文章写道：“很多历史人物的人格发展贯穿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文章提到特蕾莎修女一开始并不是模范儿童，但随着经验累积，她发展出了对他人强烈的共情能力以及自我牺牲的品质。
在分别阅读了这两篇文章后，学生们还需要回答几个阅读理解问题以确保他们认真读了，之后完成一项号称无关其实有关的任务，实际上是对刻板印象的测量。我们呈现给学生们一些族群（非裔美国人、亚洲人、拉美人）和职业群体（律师、医生、政治家、老师），要求他们针对每个群体在一些特质上进行评分。最后我们分析了他们对于每个群体的刻板印象。
读文章这样的简单操作能够影响到复杂的刻板印象吗？风险很大但值得一试，所幸研究结果没有让我们失望。我们对内隐理论的操纵的确影响到了刻板印象。比起阅读了增长论文章的被试，阅读了实体论文章的学生明显更认同那些刻板印象。
利维（1998）接着以五年级学生为对象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学生们通过听一段演讲来形成实体论或增长论，然后报告对于来自其他学校的一个新群体的印象。结果发现，那些被教授了实体论的学生比增长论的学生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刻板印象。
也就是说，与采择了增长论的学生相比，采择了实体论的学生开始将群体的行为差异作为性格就是根深蒂固的信念的证据。
在研究结束后，我们告知了学生真实的研究目的，以及两种理论的观点及其含义。这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所持的理论是怎样的，以及它会如何影响到他们看待人的方式。不幸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没有这个自觉，我们总是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事实。



刻板印象错了吗？
持有刻板印象是不对的吗？难道不同群体不是的确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吗？在我看来，承认各群体在某些方面确有差别并无大碍。有些时候，某个群体就是要比另一个群体整体上有更高的学业成就、更好的工作或更低的犯罪率。但是，与此同时意识到可能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着这些表现也非常重要。另外，正如很多研究者强调的那样，我们需要记住，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个体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参见 Hamilton & Sherman，1996）。
一旦忽略潜在的复杂性，夸大地推断某些群体天生就比其他群体更优越或更劣等，又或者认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就很危险了。同样，基于有限的证据对某一群体做出定论，同样很危险。而我们看到，持有实体论会提高这些危险。
相反，持有增长论不会妨碍人们看到事实。在上面提到的新群体研究中，增长论者一样会积极评价积极表现群体，消极评价消极表现群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此情况下依然能够看到组内的差异，进而在解释负面行为时为成长和改变留出空间。



第十四章
 一切的开端：幼儿关于好坏的理论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大一些的学生所持有的内隐理论如何影响他们的目标与行为。那么，这些结果适用于幼儿（学龄前儿童）吗？他们也有关于自我的内隐理论吗？也会受其影响吗？
一直以来，很多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参见 Dweck，1991，1998；Dweck & Elliott，1983）。他们认为幼儿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以免除失败带来的消极效应。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8岁及以下的儿童似乎还理解不了智力是不是固定的这个问题（Nicholls，1984），更有甚者，对幼儿能否理解智力是什么都是存疑的。因此，当遇到失败时，他们应该不会质疑自己的（固定）智力，也就不会受到无助反应的负面影响。
其次，不少研究表明，当面对同样的失败时，幼儿不会像大一些的儿童一样表现出无助反应（如Miller，1985），他们还能保持乐观并积极参与，而不是一蹶不振（Parsons & Ruble，1977；参见 Stipek，1984）。
综上所述，我们并不认为幼儿会以此前看到的导致消极自我评价与无助反应的方式来理解智力与失败。这一点可以理解。儿童在幼年时期以学习说话和走路为主要任务，这些技能对于人生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在掌握这些技能的过程中免除受到不良影响，对于一个物种来说是适应性的。想象一下：如果幼儿一开始遇到挫败就放弃这些基本技能的学习，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认为自己遇到困难说明自己能力不足并决定不再付出努力，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认为不断地犯错代表着自己很糟糕从而选择到此为止，又会发生什么？谢天谢地，这些假设都不会发生。即便时不时遇到阻碍，儿童们依然在这些任务上不断向前。
此外，如果这种韧性能一直延续到小学，帮助儿童顺利开始他们的学业，不是更好吗？这样他们就能够以掌握定向的方式应对一系列新任务，例如阅读和书写。
然而不幸的是，这没能发生。更不幸的是，尽管以前不那么认为，但我们最近的研究显示，幼儿在面对失败时一样会表现出无助反应的所有方面：自我责备、消极感受、调低期待、低坚持性以及非建设性的策略使用（Cain & Dweck，1995；Hebert & Dweck，1985；Heyman，Dweck，& Cain，1992；Kamins & Dweck，1998；Smiley & Dweck，1994；参见Heckhausen，1987；Lewis，Alessandri，& Sullivan，1992；Stipek，1995；Stipek，Recchia，& McClintic，1992）。这些无助反应可以发生在三岁半的儿童（我们研究过的年龄最小的儿童）身上，也会出现在相当大比例的幼儿身上。
幼儿也有无助反应，为什么其他研究者没能发现而我们发现了呢？首先，我们意识到若要测量幼儿对困难的真实反应，就必须使他们确认自己正在遭遇困难。也就是说，必须给予他们觉得有意义的任务，并且表现得好不好是可以识别的。例如，此前一些研究使用的任务是让儿童从一个场景中找出十张隐藏的图片（实际上只有两张）。对于幼儿来说，能找出两张图片就已经很高兴了，反正没找到的那些也看不到。因此，对于大孩子来说，没能达到某一标准就是失败，继而陷入无助反应；而对于幼儿来说，则需要更为可视化的证据来告诉他们失败了。
在另一项前人研究中，研究者用点亮不同颜色的彩灯来表示儿童给出的答案是对还是错（Harter，1975）。结果发现，当表示答案错误的灯点亮时，大点的孩子会表现出焦躁不安，但年幼的儿童则很开心，因为他们觉得灯亮了很有趣，而不关心亮起的灯是何种颜色及其代表什么含义。
因此我们意识到，之前研究中的幼儿之所以看起来能够免于困难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些困难是困难。
不过，我们能有此发现更重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而是我们开始相信幼儿的无助反应是由智力以外的因素引发的。虽然很多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忧心他们聪不聪明，但我们发现智力并不是儿童早年最紧要的问题。
智力是在儿童正式入学后才变得重要的，这时候儿童开始追求学业上的成就，开始亲身经历成功与失败，同时观察到同伴的成功与失败，也观察到父母对自己学业成就的反应。
而对于幼儿来说，他们身处的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学习是非对错。他们学习复杂世界的规则和期望，学习做一个好孩子而不是一个坏孩子（例如，参见Hoffman，1970；Kagan & Lamb，1987）。这几年他们听到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好人和坏人的，以及这些人最后遭遇了什么（Paley，1988）。
我们认为，也许这才是他们面临的真正问题。幼儿正在努力地掌握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如果失败令他们自觉是坏孩子或没有价值，他们就很可能受到影响。于是，我们打算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本章我会先展示幼儿表现出无助反应的一些证据，之后介绍一些将无助反应与儿童对坏的感知联系起来的研究。我们将会看到，容易受到影响的幼儿确实会在遭遇失败和批评时自觉是个坏孩子。而且和大一点的儿童关于智力的观念一样，他们也可能认为坏是一个稳定的特质。



有关幼儿无助反应的证据
最先探讨并发现幼儿无助反应的是查伦·赫伯特（Charlene Hebert）和我的一项研究（Hebert & Dweck，1985；参见Dweck，1991）。我们让一些学龄前儿童（三岁半到五岁）解决四个拼图谜题。这些拼图很大且五颜六色，描画了儿童们最喜欢的卡通角色。在这样一个任务中，有没有完成是显而易见的。
前三张拼图非常难，儿童几乎没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第四张拼图则容易得多，以保证所有儿童都能成功拼出。（参与研究的儿童均受到了很好的安抚以确保离开时的情绪是积极的，且最后还会教他们如何拼出所有的拼图。）
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儿童会否在尝试解决有难度拼图的过程中表现出坚持性。因此，当他们进行完四个拼图任务（其中三个未完成，一个完成）后，我们问他们更希望重新尝试拼哪一张。我们会强调所有的选择都是合理的，以前参加实验的孩子选哪张的都有。
假如儿童选择了任何一张刚才没完成的拼图，我们就认为这是坚持性的表现，因为他们还想尝试完成这一任务；假如选择了那张刚才完成过的拼图，就视为非坚持性的表现。在这项研究中，37%的儿童做出了非坚持性选择。有趣的是，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并不会因为选了一个完成过的任务而感到不自在，而几年以后，即使那些很想避免挑战的儿童也会对此感到尴尬。
不过，这一结果会不会说明的只是低坚持性的儿童觉得那个已完成的拼图任务有难度，或者他们想在接受更大的挑战之前用完成过的任务做些练习呢？
为了检验这两种竞争性的解释，我们用类似方法又做了两项研究，分别由帕特·斯迈利（Pat Smiley）和我（Smiley & Dweck，1994）以及凯斯琳·凯恩（Kathleen Cain）和我（Cain & Dweck，1995）合作完成。这两项研究中，在选择完想重拼的拼图后，我们让儿童解释为什么这么选择：“好样的！那你为什么要选这一个呢？”结果发现，没有一个选择重做已完成拼图的儿童说这么选是为了寻求挑战或想要练习。相反，他们中大多数说是因为这个拼图简单或不知道怎么完成其他的拼图。他们对“为什么要选这一个？”的回答包括“因为它最简单”以及“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拼了”。
与之相对，多数做出坚持性选择的儿童在解释原因时明确指出是为了寻求挑战，比如强调他们希望看看能否完成刚才没完成的拼图或者想尝试一下更难的。他们的回答包括“因为我想再试试看我能不能做到”以及“因为我只做完了一个”。
我们还在其中一项研究里（Smiley & Dweck，1994）让儿童又做了一次选择，以探究那些未能坚持的儿童是否在过了一会儿后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在第一次选择后，我们声称：“假定现在还有一些时间，你可以在完成这张拼图后再拼一张，你想选哪一张？”结果令我们惊讶，很多前一次未能坚持的儿童仍然选择了和第一次相同的完成过的拼图。这意味着，他们宁愿重复拼三次同样的拼图也不愿意冒险面对困难，这里也包括在前面有难度的拼图任务中做得很不错的孩子。
与之相反，在面临第二次选择时，几乎所有刚刚做出了坚持性选择的儿童都会再次选择去尝试另一张未完成的拼图。
然而，有没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未能坚持的儿童比做出坚持性选择的儿童更不擅长拼图，才会对挑战裹足不前？为了检验这一可能性，我们让所有儿童在研究开始前完成与正式任务类似的拼图能力测试，记录他们需要花多长时间来完成。结果显示，在后来坚持和未能坚持的两类儿童在拼图能力上完全没有差异。这意味着，他们在之后的选择中是逃避困难还是面对挑战与他们是否擅长拼图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是那些未能坚持的儿童认为自己不擅长拼图，于是在完成拼图任务时不够自信呢？我们也检验了这一可能性：在呈现有难度的拼图之前，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觉得自己有多擅长拼图。然后我们再次看到两类儿童之间不存在差异，他们在困难来临之前均坚信自己非常擅长拼图。
现在我们区分出了坚持性和非坚持性的反应。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表现出非坚持性的儿童是否也会表现出无助模式的其他特征，如消极自我评价、消极预期以及消极情绪。
同样在上述两项研究中（Hebert & Dweck，1985；Smiley & Dweck，1994），我们要求儿童在拼图过程中将所思所想大声说出来。之后我们分析了他们说的话，发现未能坚持的儿童相较于做出坚持性选择的儿童，显著更多地动用消极言语来表述自身的表现和对完成拼图的预期。比如他们会这样说：
■我做不到，它们太难了。
■这拼图有太多块了，我肯定完不成。
■我做得了简单的，但这个太难了。
■我绝对做不出来。
■你不应该把这些拼板打乱，搞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拼了。
■你看过《星球大战》吗？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意在分散大人的注意力）
此外我们也询问了儿童对未来成功的预期以及对自身失败的解释。在与查伦·赫伯特一同进行的那项研究中（Hebert & Dweck，1985），当提及未完成的拼图时，我们这么问儿童：“如果你现在非常努力地尝试——我是说用尽你的全力——你觉得你能完成一些更困难的拼图吗？能还是不能？”同时我们还问他们：“如果现在有很多时间，你认为你能完成这些拼图吗？还是说你就是不擅长拼图？”
同样，这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未能坚持的儿童对成功完成拼图抱有非常低的预期，并且与遭遇失败前不同，他们对自己拼图能力的看法也变得消极。大多数无助儿童报告说，即使有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也无法完成任意一张有难度的拼图。而大多数掌握定向儿童确信，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并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能够完成那些困难的拼图。
最后，在所有研究中我们都测量了儿童的心理感受：要么是让他们在拼图过程中评定自己有多高兴或多难过，要么是对他们的面部表情进行情绪编码。不出所料，未能坚持的儿童相较于做出坚持性选择的儿童明显表达出更多的消极情绪。
因此，在坚持性、消极自我评价、消极预期以及消极情绪这些方面，幼儿都可能表现出明显的无助反应。不过，他们会因此将自己看成坏孩子吗？



无助与惩罚预期
为了确定幼儿是否因为失败视自己为坏孩子而表现出无助反应，查伦·赫伯特和我在研究中让他们扮演父母和老师，表演出他们觉得这些权威角色会对自己的失败做何反应（Hebert & Dweck，1985）。我们想知道：那些看上去更脆弱的儿童会否在角色扮演中对自己的失败给予更多的批评和惩罚？
我们给儿童四个玩偶，分别代表他们自己、老师、母亲和父亲。随后经历四个场景，在前三个里，三个代表成人的玩偶依次查看了他们没能完成的拼图。然后实验者对儿童说：“这是你妈妈，她正在看你拼的拼图。你觉得她会说什么？做什么？”
儿童们回答后，再让代表他们自己的玩偶向成人玩偶发问：“你对我的表现满意吗？”“你对我的表现不高兴吗？”“你会惩罚我吗？”
在第四个场景中，我们引入了一个新道具——电话。这一次妈妈玩偶检查过所有拼图后打电话给爸爸玩偶，我们认为这个场景可以最大限度激起儿童丰富的反应。
我们将儿童做出的所有反应进行编码，接着发现了非常显著的差异。那些在拼图任务中展现出坚持和掌握定向的儿童在角色扮演中很少或根本没有表达批评和惩罚，相反，他们让成人玩偶说出大量的赞扬、鼓励之话和建设性意见。以下是一些例子：
■她拼得很漂亮。
■他非常努力，可惜没能完成。他一会儿还想再试试。
■你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来，到我腿上来。
■他还没尽全力。吃完饭可以再试一次。
很明显，掌握定向的儿童通过成人玩偶表达了更多积极反馈，但更让我们关注的是，他们还让成人玩偶给出建议以鼓励自己通过努力和坚持获得提高。他们是不是就是这么习得建设性的挫折应对方式的？
遗憾的是，那些在拼图任务中表现出无助反应的儿童在角色扮演中表达了数量惊人的严厉批评与惩罚之语。其中大多数在至少一个场景中如此，而高达一半的人（50%）在几乎每个场景中都这么做。以下是一些例子：
■她没完成拼图。我打了她，但她一直躲。
■你什么都不许做，就待在房间里。
■他在其中一个拼图上表现不错，但其他三个太糟糕了。我已经罚过他了。
■他不会做，也没做完，所以受罚了。
■爸爸会气疯的，肯定要打她。
有些反应有点过激，他们的父母不太可能真的因为拼图失败就做此举动。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儿童似乎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责备的，也应该受到惩罚。



对批评的无助反应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不仅重复了上面的结果，还有了更多的发现。这次我们希望探究幼儿园儿童会否在受到批评后做出无助反应（Heyman，Dweck，& Cain，1992），以及表现出无助反应的儿童会否因此认为自己是坏孩子，而不仅仅在角色扮演中表达不快和惩罚。
由于不想直接批评儿童，我们同样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完成。我们会生动地描述一系列场景，然后让儿童用道具将其表演出来。
在每个场景中，儿童都要假装做一个礼物给老师惊喜。在第一个场景中，儿童画了一张全家福；第二个场景中用积木搭了一座小房子；第三个场景中写下从1到10的十个数字。随后，儿童要把礼物送给老师，但在她来之前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比如在全家福中一个小朋友的脚没有画上，小房子忘了做窗户，数字漏了一个“8”。整个过程会大声念给儿童听，然后让他们使用合适的道具表演出来。以下是其中一个场景的例子：
你花了很长时间画了一幅全家福送给你的老师。你精心挑选了合适的颜色并认真画出了每一名家庭成员。然而，就在马上送给老师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呀，有一个小朋友的脚没画上！”可是你已经在这幅画上花了很大功夫，你很想把它送给老师。所以，你还是对老师说：“老师，这是送给您的画。”
读到这里时，我们停下来让孩子们评价他们的作品。几乎所有儿童都仍然认为这个作品很不错，尽管有点瑕疵。也许在一两年之后，孩子们就会提高他们的标准，更加严苛地评价自己，从而不再对不完美的表现感到满意，但对于幼儿园的孩子而言，这一点小毛病无伤大雅——除非它被批评了。
故事继续，老师发现了小瑕疵，并提出了批评：“什么？这个小朋友居然没有脚！我没法说它是一幅画，我很失望。”接着儿童要对自己的作品、当下的情绪和继续给老师做礼物的意愿进行评分，此外还要给这一场景添加一个结尾，以看看他们能否想到建设性的应对方案，这也可以考察儿童的无助反应。
此外，为了探究儿童是否有做错事的感觉，我们还让他们表演父母对这个瑕疵作品的反应。我们说：“如果你把它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会说什么？”
最后，为了考察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坏的或有缺陷的，我们在每个场景后都额外问了一些问题。例如：
回想刚才那幅画的故事。整件事让你感觉自己是一个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儿童作答。］整件事让你觉得自己是友善的还是不那么友善的？整件事让你觉得你是聪明的还是不那么聪明的？
结果我们再次看到有相当比例的儿童表现出明确的无助反应。39%的儿童在被批评后降低了对作品的评价：他们刚才还相当满意而现在明显不满意了。这些儿童也比其他儿童表达出更多的消极情绪，更不愿意继续这一任务，并给出了更少的建设性应对方案。也就是说，他们表现出了无助反应的所有特征。
对建设性应对的测量是很有趣的，我们让儿童扮演玩偶来完成故事。我们对他们说：“接下去会怎么样呢？用你的玩偶来表演吧！”
结果，掌握定向的儿童想出了很多方法来修正图画、房子或数列，以让所有人都开心。他们给出的故事结尾大多涉及练习和努力的作用，比如下面这种：
老师：你真是个好孩子，但你漏掉了数字“8”。
儿童：没关系，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会把它当成作业继续完成。
之后这个儿童还会表演自己把完成后的作品交给了老师，老师很高兴。
在另一个例子里，儿童表演的是老师给了她额外的时间，然后她完成了作品。接着她让代表老师的玩偶说：
我非常喜欢你的画，我也知道你付出了很多努力，我很高兴给了你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它。即使刚才它还不完美，但依然很有趣，只是你需要花一些时间来修改它。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你的画。
与此相反，无助的儿童似乎被这样的情境击垮了。他们无法给出任何有用的解决方案，并且倾向于让故事中的人物深陷消极情绪之中。在他们的角色扮演里，儿童玩偶常常不是拿起纸巾哭泣就是回家后立即扔掉自己的作品。
而更令我关注的是，其实他们不需要做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就可以解决困境。比如，他们只要在空中晃动一下玩偶，声称自己已经改好了，所有人都很高兴，就可以了。这显然并不是一个需要调动大量资源来应对的真正意义上的挑战或困难。然而，无助儿童已然被批评击垮，从而将此看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无法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善现状。这就好像他们已经下了结论，并把其当作最终评判。



惩罚预期
在角色扮演中，无助儿童再次让家长和老师表达出了更多的批评和消极评价，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的表现是应该受到责备的。比如：
■你真差劲。
■我讨厌这些数字。
■你做得非常糟糕。
■这幅画太糟了。
■我们最好扔掉它。
■你是怎么做的？这个房子不好看，我不喜欢！
而那些掌握定向的儿童让家长和老师说了什么呢？下面是两个例子：
■是你写了这些了不起的数字吗？
■这幅画太好看了。你何不再给那个小朋友画上脚呢？
这些发现同样说明，对于幼儿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成为好孩子，因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观察到他们对错误和失败的反应。这些孩子正在学习是什么让一个人好或坏。努力、良好的意图和对技能的部分掌握能使儿童成为好孩子吗？还是说有瑕疵、被批评的作品会让儿童成为坏孩子？我们在研究中把这两者对立了起来——儿童有着良好的意图和努力，事实上做得也不错，但他们的作品有瑕疵并遭到了批评。研究结果显示，无助和掌握定向的儿童应对这一两难困境的方式截然不同。
有一个男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体验到了激烈的冲突，并在角色扮演中表现了出来。他扮演的父母完全站在不同的立场，一个关注努力，一个关注瑕疵，即分别是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指标：
妈妈：咦？你在伤心什么呢？
男孩：我给老师写了一串数字，但不小心漏掉了“8”，我好难过。
妈妈：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高兴起来。
男孩：是什么？
妈妈：如果你真诚地告诉老师你已经尽力了，我想她不会生气的。［转向爸爸说：］我们不生他的气，对吗？
爸爸：怎么可能不生气？！儿子，你最好回房间去反思一下。
遗憾的是，这个男孩似乎更看重爸爸的反馈，于是他给了作品和他自己糟糕的评价。但是，至少他知道大人可能会对这件事持有两种观点，这和其他那些非常确信错误将招致责备的无助儿童还是有所不同的。



关于“坏”的自我评价
我们还用了一个新的测量方法，即直接询问儿童在发生了这一系列事之后对自身的感受。例如，我们会说：
回想一下刚才那幅画的故事。整件事让你感觉自己是一个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儿童作答。］整件事让你觉得自己是友善的还是不那么友善的？［儿童作答。］
结果发现，只有少数（少于10%）掌握定向儿童因为这件事而自觉不是一个好孩子，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受到的批评怪怪的。
与之相对，高达60%的无助儿童说，因为之前发生的事，他们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40%的无助儿童甚至自觉不是一个友善的人。值得点出的是，他们努力的目的就是给老师制造一个友善的惊喜。但那些批评对他们如此具有伤害性，以至于很多人忘掉了美好的初衷，并自觉受到责备也是应该的。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这里的批评仅仅是通过玩偶做出的假装批评。那为什么还会产生那么大影响呢？正如我一直在说的，失败对于无助儿童具有某种意义——有关他们是否正确、是否胜任、是否好，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结果。因此，媒介是什么并不重要，传递出什么信息才最重要。
不过，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儿童觉得成人永远是对的，成人的观点比自己的更有说服力，所以老师的批评才对他们有如此大的影响？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让儿童想象：“你正开心地听喜欢的音乐。你跟爸爸说：‘我好喜欢这首歌。’爸爸回答说：‘我可一点都不喜欢。’你觉得谁说的对？”结果无助儿童与掌握定向儿童的回答没有显著的差异：76%的无助儿童和69%的掌握定向儿童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而爸爸是错的。因此，无助儿童更容易受到批评的不利影响并不是因为他们更重视成人的意见，相反这一发现证明了失败和对错误的批评对于两类儿童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无助儿童看来，成人传达的是一个破坏性的信息；而在掌握定向儿童看来，成人传达的是一个激励性的信息。
以上研究提示我们，那些易于表现出无助反应的儿童确实认为失败和批评意味着他们是“坏孩子”。那么，他们是否也抱持相应的信念呢，一种关于“坏”的理论？



幼儿关于“坏”的理论
我们已经知道，大一些的儿童持有的一系列信念（如智力理论）令他们更脆弱。那么幼儿是否也持有类似信念？我与盖尔·海曼一起通过研究探讨了两个可能导致幼儿无助反应的信念。
第一个信念是“犯错误不是好孩子”。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些幼儿会在犯错和受到批评后感觉自己是“坏的”。但是，当时他们正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可能相当情绪化。如果在一个更轻松的情境下回答这一问题，或者这个问题不专门针对他们自己，他们还会认为犯错误意味着一个小孩“坏”吗？是的，他们还会。
我们给儿童呈现若干情境，然后问他们一些问题，例如：
想象有一个新同学来到了你的班级。你看了他的作业，发现有好多好多错误。这代表着他是一个“坏孩子”吗？
只有极少数掌握定向的儿童认为这些错误说明这个新同学不好，而很多无助儿童将错误视为“坏”的标志。这说明并非只有明显的失败经验才会令无助儿童认为错误代表坏，看上去这是他们普遍持有的信念。
第二个信念是“坏是一种稳定的特质”。对于大一点的学生，我们可以直接询问他们是否认为一种特质是固定的或可变的。然而这对幼儿并不适用，他们还没有思考抽象的内在品质以及辨别这些品质属性的经验。于是我们给他们一些具体的事例，让他们判断事例中主人公的行为会否随时间而持续。例如：
想象你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他偷走了你的蜡笔，在你的作业本上乱画，还弄洒了你的果汁。更可气的是，他还嘲笑和辱骂你。在你看来，这个新同学会否一直这么做呢？
和前面一样，只有极少数掌握定向儿童认为这种不良行为是稳定的。毕竟，这是一个新同学，你怎么知道他会一直这样呢？但这样的逻辑没能改变无助儿童的想法。他们中有50%自信地认为这个新同学会一直这样做。
在后续研究中，我们还确认了无助反应与“坏是稳定的”这一信念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Heyman & Dweck，1998）。
这意味着，年幼的儿童和年长的学生有着一些相同的信念，即特质可以从失败中体现，且这些特质永远存在。
这些早年的观念和行为反应会持续多久？我们非正式地对两项研究中的幼儿进行了两年的追踪（Heyman et al.，1992；Smiley & Dweck，1994），发现他们关于“坏”的信念以及失败后的无助（或掌握定向）反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于是，我们更有必要去了解这些信念和模型从何而来，又受什么影响。



关于“坏”的思考
有一点请注意，绝大多数小朋友（不仅仅是脆弱的那些）会在他们的年龄段参与、好奇甚至沉迷于好与坏的问题。这渗透在他们做游戏、讲故事、提问题的各种活动中（Paley，1988）。在进行角色扮演时，掌握定向的儿童也总是提到与好有关的内容。（有趣的是，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几乎没人提到智力或能力。）
不管是在当下的儿童发展研究中（Damon，1996），还是在传统的人格发展理论中（如Erikson，1950），善或好的主题均被认为对于幼儿的自我概念至关重要。此后，当他们进入学校并融入同伴后，学业与社交方面的成功才变得更为凸显。而在生命的早期，生活的主要目标是从父母那里获得关爱与尊重，此时“好”才是最重要的通行证。
既然无助和掌握定向的幼儿均关注好坏的主题，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最近的研究（Kamins & Dweck，1998；另见Heyman et al.，1992）表明，掌握定向的儿童有着“我是好孩子”的感觉，而挫折和批评都不会破坏这种“好”的感觉。在研究中，尽管犯了错，他们仍在角色扮演中让成人玩偶确认他们是“好”的。
多数无助儿童也拥有“我是好孩子”的感觉，但某些事情的发生破坏了这种感觉（Kamins & Dweck，1998）。失败告诉他们，他们是坏的、没有价值的，并且这是无法改变的。
换句话说，大多数小朋友自我感觉良好。而脆弱儿童与坚韧儿童的区别在于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是不是有条件的，比如是不是取决于发生了什么。坚韧的儿童即便做错了事，依然认为自己是好的和有价值的；相反，一旦事情出现差错，脆弱儿童就会丧失自己好和有价值的感觉。
为什么儿童会觉得“好”是有条件的？其中一种可能是，父母经常以评价性的方式回应他们的行为。无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让父母玩偶给出严厉的批评和惩罚，是因为他们在犯错时就会像这样受到父母的评判。
必须再次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那些儿童的父母会真的仅仅因为拼图错误或画漏了一只脚就施以惩罚。但是，他们也许确实会因为某些过错而（在整体上）评判儿童的好坏，而儿童尚分辨不了什么是任务本身的错误、什么是具体行为的错误，于是将其全盘接受。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以评判的方式对待儿童，如用行为来评价他们的特质和整体自我时，他们会否出现无助反应？这会不会就是他们学习基于失败来评判自我的途径？我们将在下一章回答这些问题。
至此，你也许会认为，无助儿童需要别人更多地赞扬他们的“好”和能力，以快速地消解消极评价并阻止他们自我怀疑。然而，如果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第十五章
 表扬与批评：脆弱性的起源
上一章我们详细探讨了幼儿的脆弱性，并了解到即使是三岁半的孩子也会出现明显的无助反应，包括低坚持性、低期待、消极自我评价、负面情绪和自己是坏孩子的感觉。那么，这些反应从何而来？儿童的这些情绪、期望和反应是如何发展的？会否仅仅是因为一些儿童天生是掌握定向，而另一些容易产生无助反应？
有些儿童的确可能与生俱来具有某种气质，使得他们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倾向，比如一部分儿童天生就是冒险者，而另一些则更谨慎和容易受挫（参见Kagan & Snidman，1991）。但我们的研究清楚表明，无论儿童天生的倾向性如何，他们从成人那里得到的反馈可以直接导致反应模式的差异，即儿童的生长环境对其反应模式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在我和梅利莎·卡明斯（Melissa Kamins）、克劳迪娅·米勒（Kamins & Dweck，in press；Mueller & Dweck，1998）合作的系列实验中，我们发现来自成人的批评和表扬可以直接导致掌握定向式的坚韧和无助式的脆弱。以下是我们研究的步骤。
首先，我们确定了不同类型的批评与表扬。我们参考了儿童在角色扮演过程中让父母和老师对他们作品做出的反应，查阅了儿童教养方面的文献，也观察了父母与孩子的真实互动。从中挑选出父母和教师经常使用的，以及先前研究已证明可能对不同反应模式有影响的一些表扬和批评的类型。
接下来我们设计了一些实验，让儿童们完成任务然后得到不同种类的反馈。每名儿童只会接收到一种类型的反馈，接着我们将评估这些反馈如何影响他们应对后续挫折的能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接受了不同种类反馈的儿童在后面困难出现时会否表现出有差异的反应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组的儿童是被随机分配的，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每个组都既有无助也有掌握定向的儿童，且假设他们比例相当。接着我们观察了这些反馈的作用，即在应对挫折的过程中，其中一个组会不会在整体上比另一个组表现得更无助或更掌握定向。
这样的研究设计可以确保，无论儿童在进入情境之前有着怎样的倾向性，只要情境足够强，就可以塑造他们的反应模式，哪怕只是暂时的。
我们对批评作用的预测相当明了：那些针对某个特质或对儿童进行整体评判的批评，会使他们在遭遇挫折时更加脆弱，也会因此学习通过表现来评价自己，而一旦表现不好就得出消极结论；与之相反，我们认为聚焦于努力或策略的批评会促进儿童使用掌握定向的反应来应对后续的困难。
然而，我们认为表扬也可能引发脆弱性。毕竟，表扬也可以针对特质或进行整体性评判，比如告诉儿童他们很聪明，或者在他们表现好的时候称赞他们是好孩子。这不是同样在教育儿童他们可以通过行为和表现来衡量自己吗？
也就是说，在儿童表现出色的时候赞美他们的特质或整个人同样可能教会儿童，他们的基本属性可以很容易地从行为表现中判断出来。如果他们学会了，就会在遇到失败时也像这样评价自己。
人们普遍认为，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表扬他们很棒更能让他们受益。然而我们的研究却令我们开始怀疑这一传统观念。我们提出，这样的赞扬会导致脆弱而非坚韧。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批评的影响。



批评与无助及掌握定向反应
在一项研究中（Kamins & Dweck，in press），我们让幼儿园儿童通过角色扮演去模拟完成老师布置的四个任务［类似于此前提到过的海曼等（Heyman et al.，1992）的研究］，但在完成每个任务的过程中都犯了错，被老师批评了。和之前一样，这些任务通过代表儿童和老师的玩偶来完成，且因为是模拟，所以并没有直接批评儿童自己。每个任务结束后，玩偶老师会指出儿童完成任务过程中的问题，然后给予玩偶儿童批评反馈。
例如，其中一个任务是让儿童假装完成一幅手指绘画，老师要求他们画完把周围和自己都清理干净。他们以为全都做好了，也把老师叫来了，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手还很脏，桌子上也还剩有没被收起的颜料。接下来老师会指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反馈。
对于第一组的儿童，老师给出的反馈是希望他们换一种方法解决问题。他会说：“你的手还很脏，桌子上也还有颜料，你要想想看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这类反馈是基于我们的观察和发现总结出来的，此前研究中的掌握定向儿童在角色扮演时常让父母表达策略建议，他们自己在遭遇困难时也往往聚焦于策略。
对于第二组，老师的反馈聚焦于某个具体行为是不是恰当，如说：“我觉得你做得不对。”或者：“我觉得你没做好，因为到处都是颜料。”设置这组是为了检验一个常见的儿童教养建议，即我们应该批评儿童的行为而不是他们个人。
对于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儿童得到的是对他们做出整体评判的批评。我们知道即便在假设情境中，因为儿童做错了事就否定他们也是不合适的，虽然很多家长经常这样做。因此，在这个组里是让玩偶老师替代性地表达对于玩偶儿童的失望。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所有研究中我们都采用了大量措施来保证儿童在实验结束时感觉良好。比如这里我们会在反馈和测试故事之后再讲一个故事，其中儿童表现得很好，老师给予了表扬。除此之外，实验者还会引导儿童回顾每个反馈故事，帮助他们续写一个成功的结局，即老师对儿童很好纠正了错误而给予了积极评价。也就是说，最终每名儿童都接受了一次掌握定向的训练。
在四个反馈故事结束后，我们考察了反馈带来的影响（同样类似于Heyman et al.，1992）。所有儿童会听到第五个故事，想象自己建了一个房子，却忘记了装上窗户，老师查看房子并指出错误——“这个房子没有窗户”，但不做进一步的批评。
换言之，在最后这个任务里，每个组接受完全相同的处理，而我们想知道：基于先前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反馈，他们会怎样应对最后一个错误呢？
即使各组儿童在最后一个故事中经历相同，鉴于他们在先前故事中得到的反馈不一，我们仍然预期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次错误。在我们看来，先前的故事会让他们学习到错误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应当如何解释错误产生的原因。错误意味着应该改变策略？还是自己的行为不恰当？还是从整体上反映出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最终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相对于其他组，接收到整体性批评的组表现出最强的无助反应，而得到策略反馈的组表现出最多的掌握定向反应。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结果。
第一，来看看在最后的故事中不同组的儿童怎样评价他们的作品，即那个没有窗户的房子。得到策略反馈的儿童给了这个房子很高的评价，平均接近5分（6点量表，最大值是6分）。与之相反，得到针对个人的反馈的儿童只给了房子3分的评价。（另一组也完成了所有测量，他们的所有结果均处在另两组中间，因此后续讨论中略去这一组。）也就是说，即使大家评价的都是同一个房子，受到整体性批评的儿童也更将其视为失败。
第二，儿童要回答这个故事让他们感受如何。结果得到策略反馈的儿童比得到针对个人的否定意见的儿童表达了显著更多的积极情绪，即便两组在最后一个故事中的经历没有差别。
第三，儿童被要求续写这个故事，以考察他们能否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结果发现，策略反馈组的儿童比整体反馈组更可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策略反馈组中的多数儿童想到了修改作品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整体反馈组中的多数儿童没能想出一个圆满的结局。
即使每个组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大致相同，结果仍是如此。就像我在前一章提到的那样，使用玩偶来编造一个建设性的、令人满意的结局并不困难。但儿童一旦陷入无助反应模式，就连这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都做不到，他们似乎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
第四，儿童回想建造房子的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这一经历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还是一个不聪明的孩子，是一个好孩子还是一个坏孩子，是一个友善的孩子还是一个不友善的孩子，每题分开询问。结果得到策略反馈的儿童的回答多数是积极的，但收到针对个人反馈的儿童的回答多数是消极的，两组之间差异非常显著。
第五，我们想看看不同类型的反馈是否影响儿童关于“坏”的看法。针对个人的反馈会否让儿童觉得犯错误就是一种“坏”，而且这种“坏”是稳定的特质？相反，策略反馈会否让他们认为犯错并不等于“坏”，且坏的行为不一定是永久的？
我们问了孩子们这些问题，类似于前面研究中问他们是否认为一个作业错漏百出的孩子是坏孩子、举止顽皮的孩子会不会一直这样顽皮一样。但这次我们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预期，然而研究结果还是表明，反馈类型确实会影响到儿童对“坏”的认知。
还是那样，得到针对个人反馈的儿童比得到策略反馈的儿童更认同可以从非常具体的行为中推断出“坏”，并且“坏”是一个稳定的特质。为什么？因为针对个人的否定意见会教会孩子们，成人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深入了解他们，并判断出他们恒定的品质。就这样，孩子们也学会了从自己的表现推断特质并认定它是不变的。就像他们在最后一个故事里所做的那样——通过所犯的错误来评判自身的能力、好坏和是否友善。
简而言之，整体性批评塑造了儿童的无助模式，包括自我责备、消极情绪、无法生成建设性解决方案，以及与之相伴的普遍信念（“坏”是稳定的）。而反过来，关注孩子所用策略的批评性反馈则可以发展出掌握定向模式。
对儿童特定行为的批评（如“我觉得你做得不对”）产生的效应居于二者之间。这些儿童比整体性反馈组表现得好，却不及策略反馈组。他们没有学到错误的消极含义，但同时也没有学到错误的积极含义。
这一研究表明，给予儿童特定种类的反馈将直接导致他们产生无助或掌握定向反应。由于分组是随机的，可以认为在得到不同反馈之前各组是同质的，而在反馈任务后，组与组之间在挫折的解释和应对方式上就出现了巨大差异，这就说明是不同的反馈类型起了作用。
研究同时表明，家长们通常使用的一些反馈可能会对儿童的应对能力产生很大影响。我们研究中的儿童仅仅接受了四种情境的反馈就做出了如此大的反应，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每天都在类似的不同情境中反复经历这些反馈，后果可想而知。



表扬与无助及掌握定向反应
看完了批评的结果，我们很好奇不同类型的表扬会否产生相似的影响。如果给予儿童深层次的特质以消极反馈会对他们的能力及后续的挫折应对产生负面影响，那么表扬他们的特质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例如，在儿童表现出色时称赞他们很聪明或表扬他们是好孩子，这会否同样是在教导儿童从行为表现中判断特质？以及，即使在得到表扬时非常开心，但一旦表现糟糕，会不会也会据此推断出自己的特质相当负面？
这一假设与我们文化中大多数人的直觉相悖。现代教育与育儿实践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要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多地表扬孩子，特别是要对他们个人进行整体性的表扬，因为这样会让儿童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自尊，还能鼓励他们勇于挑战，在困难面前表现坚强。
已有很多出色的研究发现，在儿童成功时给予特质取向的表扬，如称赞他们的能力，确实能提高儿童的效能感和表现。但是，并没有研究探索这些儿童在遭遇困难后会有怎样的反应，也没有研究探索儿童在得到能力表扬后是愿意继续接受有挑战的学习任务，还是只想维持自己很聪明的形象。
于是我们的研究问题就出来了：在儿童成功时表扬他们好、聪明或优秀会否导致他们在后续失败时产生无助反应？需要说明，这一推断并不是出于常识，而是因为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从个人表现中推断自身能力和优点的孩子都非常脆弱。换言之，我们认为有些时候表扬会和批评产生同样的效应。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研究来检验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我们给予孩子不同类型的表扬，它们同样为家长和老师们所常用，然后考察它们对儿童无助或掌握定向反应的影响。
研究中（Kamins & Dweck，in press，研究2），幼儿园儿童仍模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也仍使用玩偶来表演。但与前面不同的是，所有儿童在前四个任务中均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了玩偶老师的表扬。
表扬的类型依然有针对个人的、针对结果的和针对策略/努力的，但具体形式得到了扩充。于是最后一共有六组儿童，其中三组接受针对个人或特质的表扬，一组接受针对结果的表扬，另外两组接受针对努力或策略的表扬。
具体来说，前三组儿童在每次成功完成任务后都会被夸奖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内容略有差异，分别为“你真是个好男孩/女孩”（组1）、“我为你骄傲”（组2）和“你很擅长做这个”（组3）。它们都是针对个人或特质的表扬，我们认为即使儿童会在获得表扬时很开心和自信，仍可能在后续失败时变得脆弱。
第4组得到了针对具体任务结果的表扬，如“你做得好”（组4）。
最后两组得到的则是针对他们努力或所用策略的表扬，如“你真的很努力”（组5）或“你找到了一个好方法，你还能想出其他好方法吗？”（组6）。我们认为这两组会表现得最为掌握定向，因为它的特征就是对努力和策略的关注，这也正是成功的要素。
顺便一提，在三个任务后我们检查了各组的情况，发现他们对自己在任务中的表现、情绪以及自我评价同等积极。
在四次任务和表扬均完成后，我们开始考察各组儿童将如何应对挫折。
接下来所有儿童会在两个模拟场景中遭遇失败。其中一个场景依然是他们造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老师发现并指出“这个房子没有窗户”，但并不做出批评。
两个场景呈现完之后，儿童回答一系列问题，以检测挫折如何影响他们的自我评估、情绪、坚持性以及关于“坏”的信念。
研究结果清晰表明，得到针对个人的表扬的组（“你真是个好男孩/女孩”“我为你骄傲”或“你很擅长做这个”）在遇到困难时的无助程度最高，且三组间差异不大。这说明，受到最热烈表扬的儿童反而会表现得最为脆弱。
与之相反，得到努力和策略表扬的组表现得最为掌握定向。得到结果反馈的组表现仍处于中间，在后续我们将不再关注这组。
再来详细看一下结果。首先，当要求儿童对挫折情境中他们获得的成果打分时，策略表扬组的儿童比个人表扬组的儿童评分显著更高。虽然房子没有窗户，策略表扬组依然给出了积极评价，但个人表扬组显然对这个房子感到挫败。
儿童如何评价自己呢？我们要求他们回想场景中都发生了什么，然后在多个维度上对自己进行评分。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结果发现，得到策略表扬的儿童在这些问题上的评分显著更加积极。也就是说，在儿童成功时夸奖他们是好孩子或很有能力将使他们在失败时认为自己不够好且缺乏能力。
接下来，我们对儿童在最后一个场景中的情绪进行了分析，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测量方法是让儿童在大哭到大笑的一系列表情中选一个最能代表他们心情的。结果发现努力和策略表扬组的儿童对挫折感觉良好，他们选择了开心的表情；而个人和特质表扬组的儿童显著感觉更糟，他们倾向于选择悲伤的表情。
然后我们使用四种方法对坚持性进行了测量。我们询问儿童希望在明天以及后天做什么任务——是之前成功了的还是失败了的任务，旨在了解儿童是否想继续尝试努力直至成功。第三个问题是问他们再次尝试失败任务的意愿（一点，中等，非常）。第四个问题是让儿童续写故事，看他们能否提出一些建设性解决方案。最后将四个问题的分数平均后作为坚持性的指标。
结果同样发现，策略表扬组的儿童更为掌握定向：他们比个人表扬组儿童显著更具坚持性和建设性。也就是说，告诉儿童他们擅长这些任务或大人很为他们骄傲可能令他们在遭遇困难时难以坚持。
最后，我们询问儿童他们是否认为功课出很多错的孩子是坏孩子，以及顽皮的孩子会不会一直顽皮。结果同样发现接受了针对个人和特质的表扬的孩子比其他组更同意这些陈述。也就是说，那样的反馈令儿童相信，整体性的评价很容易得出，并且受到评价的特质是持久存在的。即使这一点是从对积极特质给予积极反馈的过程中学到的，也可以毫无障碍地迁移到消极特质上。
总之，看上去最能提升自我的表扬（“你真是个好男孩/女孩”“我为你骄傲”或“你很擅长做这个”）却令儿童在应对未来挫折时处于明显不利的位置。相反，给予儿童有关努力和策略的积极反馈最为有利。
除了消极情绪和低坚持性，受到针对个人的表扬的儿童在表现不佳时还会出现自我贬抑。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种表扬中学习到成功意味着你是一个好人或有才干的人，那么你也可能同时学习到失败意味着你是一个不好且无能的人；如果你从赞赏中学到为好的表现而自豪，就可能同时也学到要为糟糕的表现而感到羞愧。



条件性自我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针对个人的反馈似乎在培养一种“条件性自我价值”（contingent self-worth）。它指的是，人们感觉只有成功才能让自己有价值，而失败就意味着自己有缺陷或没有价值。这一概念是很多传统人格理论的核心，如卡尔·罗杰斯（1961）和卡伦·霍尼（1937，1945，1950）的理论。他们提到，父母对儿童的某些反应教会他们只有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或符合一定标准时才值得被爱，于是儿童会认为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才是有价值的人。
在早期的研究中（Hebert & Dweck，1985；Heyman et al.，1992），我们已经注意到无助的幼儿会明确表现出条件性自我价值（参见Baldwin & Sinclair，1996；Burhans & Dweck，1995；Covington，1992；Dykman，1998；Harter，1990）。他们在失败时立刻充满沮丧，就好像知道自己会被父母（或老师）严厉批评和否定一样。他们还说，在犯了错误或受到批评时，会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好孩子了。
现在我们知道，针对个人的表扬和批评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它们使儿童只会在成功时感到骄傲和快乐，一旦犯错就陷入自我贬抑和自我责备。
梅利莎·卡明斯和我继续探索了条件性自我价值与无助感的共变关系。在一项以幼儿园儿童为对象的研究中（Kamins & Dweck，1998），我们通过一系列问题和情境测量了儿童的条件性自我价值感，旨在弄清儿童是始终觉得自己有价值，还是只在表现出特定行为时才觉得自己有价值。然后让儿童完成前面研究用过的拼图任务（Hebert & Dweck，1985），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困难，进而测查无助反应。结果和预期一致，条件性自我价值感更高的儿童与那些总是认为自己有价值的儿童相比，几乎在所有无助反应测量上都得分更高。
迈克尔·查菲茨-格廷（Michael Chafets-Gitin）、梅利莎·卡明斯和我以大学生为对象做了另一项研究，其中探讨了学生的智力内隐观、成就目标和条件性自我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好奇于条件性自我价值会否与实体论（认为人的特质是固定的且可由此判断出人的价值）及成就目标偏好（证明智力水平的需要；想要通过表现良好来证明自我价值）相关联。结果表明三者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高相关。
虽然这是一项尚未发表的新研究，但我们仍对结果感到振奋。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兴趣于表扬和批评是否能影响到它们所有，这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主题。
总而言之，在这一章我们成功证明了，无论针对个人或特质的表扬让儿童在当时感觉有多好，它们都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
不过，这一结果的产生会否只是因为年幼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成人反馈信息的影响？又或者是因为特定的实验设置导致了这些有点奇怪的结果？考虑到这些发现与常识相悖，我们认为还需要使用其他方法继续验证我们的假设。
随后的研究将以更为年长的儿童作为对象，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发现。你将看到，这些研究再次证明了针对个人或特质的表扬将带来诸多负面效应，有些甚至在儿童遭遇失败前就已显现。



第十六章
 称赞智力：过多的表扬适得其反
就在探讨表扬对幼儿作用的同时，克劳迪娅·米勒和我还研究了表扬对年长些的五年级儿童的影响（Mueller & Dweck，1998）。这次我们关心的是对学生智力的表扬，这是一种广受推崇的普遍做法，例如调查发现，85%的家长相信在孩子表现好时称赞他们的能力对自尊大有裨益（Mueller & Dweck，1996）。这是为什么？
一方面，这种观念乍一看就很吸引人。一个原因是，告诉孩子他们是聪明的应该会让他们自己也相信自己是聪明的，而相信自己是聪明的会令他们在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时更加自信。
这一信念广为流传的另一个原因源于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Rosenthal & Jacobson，1968）关于“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或称“教师-期望效应”（teacher-expectancy effect）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于学年初让小学老师对班级中某些儿童产生了积极期待。老师们被告知此前的权威测试显示这些儿童将在接下来的学年中大放异彩，而事实上他们是被随机而非基于什么测试结果选出来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一年后，这些学生确实比其他跟他们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被老师抱有高期待的学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这些发现被解释成，当老师认为某些儿童聪明并将这一想法传达给他们时，他们就会茁壮成长。从中我们得到启示，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告诉孩子们他们是聪明的，这能够增益他们的成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并不是简单地告诉老师们这些学生很聪明或者智商高，他们还跟老师说这些学生很可能有所作为，换言之，这些儿童更乐于学习、更愿意成长并更能从教学中受益。这样一来，研究者传达的信息有可能引导教师与这些学生进行更高效的教学互动，而不仅是称赞他们的智力那么简单。
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消极标签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传递给儿童他们智商不高的教育实践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教育者们也煞费苦心地预防儿童们产生被贴上标签的感觉，这样就更加强化了积极标签才是正确之道的观点。于是多数人不但不想把学生们从实体论框架（在该框架下智力被评价和标签化）中解放出来，反而相信促使儿童在此框架中形成对自身智力的积极感觉才是正确的做法。
也就是说，很多原因共同导致人们相信，在儿童取得成功时表扬他们的智力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你一定能猜到，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预计这样的教育实践将在儿童遭遇阻碍时显现出消极一面，此外我们还预期称赞儿童的智力甚至还可能在他们遭遇阻碍之前就已经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们推测，表扬智力可能使儿童想要逃离挑战性的和可能损害他们积极自我评价的任务。相反，他们会被更简单的任务吸引以证实自己是聪明的。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在看过你的表现后说你非常聪明，这样的称赞还会让你渴望接受可能暴露你缺陷的挑战吗？你会不会希望继续表现出色以维持自己身上的“聪明”标签？
在研究中，我们让学生们完成一个问题解决任务（Mueller & Dweck，1998）。在第一部分题目中，所有学生都做得非常好，然后得到反馈：“哇哦！你把这些题全做对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对于控制组的学生，他们收到的反馈到此为止。对于“智力表扬”组的学生，他们还会继续收到反馈说“你一定很聪明”，而“努力表扬”组的学生则会继续收到反馈说“你一定非常努力”。
在此之后，我们测量了学生们的目标。他们是希望完成一个可以继续展示自己很聪明的任务（表现目标任务），还是一个可以从中学到更多东西但可能导致他们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任务（学习目标任务）？
结果发现，三组的目标选择完全不同。受到智力表扬的小组更愿意从事表现目标任务，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可以保证自己继续彰显聪明的任务。
与之相反，受到努力表扬的学生中有超过90%选择了学习目标任务。他们对保持成功不感兴趣，而更青睐于一个可能带来潜在收益的挑战性任务。（控制组学生的选择介于这两组之间。）
这意味着，甚至还没有发生真实的失败，学生们的目标就已然被收到的反馈所影响：大多数被称赞了智力的孩子不再感兴趣于挑战和学习。
第一部分结束后，学生们继续回答第二个部分的题目。这时他们的表现将相对较差，实验者会告知他们结果并询问一系列问题：（a）在答题过程中体验到的愉悦感（“你有多喜欢回答这些问题？”“总体而言你觉得解答这些问题有趣吗？”）；（b）继续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你有多愿意带一些题目回家继续做？”）；（c）对失败的解释（“我不够努力”或“我不擅长这些题”或“我不够聪明”）。
接下来继续解答第三部分的问题，用以观察第二阶段的失败对后续表现的作用。
与之前一样，各组之间差异非常显著。其中，智力表扬组在遭遇失败后报告了最低的愉悦感，而最高的是努力表扬组。
在继续尝试意愿上，被表扬了智力的学生最不愿意继续带题回家做。也许他们此时觉得这些题讨厌，于是不想再去碰它们；又或许他们认为任务表现取决于能力，即使继续努力也于事无补。
学生们如何解释他们的失败呢？首先，被表扬了智力的学生最不可能将失败归于努力不足，而这是另两组最认可的解释。也就是说，接受了智力方面赞扬的孩子不再认为努力可以解释他们取得的结果。
其次，那些被告知拥有高能力的学生恰恰是在失败时谴责自身能力的人，同时他们还是在失败后最容易说失败意味着他们不擅长（或不聪明）的人。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当你教儿童通过成功来评判自己时，他们也一样会通过失败评判自己。
最后，被表扬了智力的学生在第三部分题目上的表现最差。事实上，与第一部分表现相比，他们在这一阶段退步明显。第二阶段的失败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次滑铁卢。相反，努力表扬组在这部分题目上的表现最好，甚至比第一阶段还好。失败不但没有阻碍这些学生，反而激励了他们。
总而言之，在儿童成功后对他们的智力进行夸赞，可能使他们变得脆弱，这一结果可能即刻显现，也可能在后续碰到失败后表现出来。
这项研究还额外在另两拨学生中得到了部分重复和补充检验（Mueller & Dweck，1998，研究2和4）。这些学生只完成第一部分任务（即成功任务），然后我们就给予他们和前面一样的三种反馈，并询问一系列有关愉悦感和坚持意愿的问题。结果发现，被表扬智力的学生和其他组的学生表达了同等程度的愉悦感和坚持意愿。也就是说，智力表扬组学生的动机在此时完全没有问题，而一旦遭遇失败，他们的愉悦感和坚持意愿就会骤然下降，能力自信和成绩表现也是如此。
这一结果实在令人惊讶，于是我们又用另一群学生做了重复，并再次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总共完成了三次实验，对象分布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来自各个民族和种族，而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
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结果。首先，表扬智力会令学生非常关注表现目标，以至于在失败后说谎。例如，我们在研究中（Mueller & Dweck，1998，研究3）对学生们说要在另一个学校进行相同的研究，而那所学校的学生想从已经做过这些题的人这里得知一点关于研究的信息。随后我们发给学生们一张表格，让他们把对于任务的想法写在上面。其中有一题询问他们在每个部分中答对了多少题。他们会如实报告还是会美化自己的表现？
我们发现，那些受到努力表扬的儿童几乎都如实报告了自己的表现，只有一个孩子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赞许而粉饰了自己的分数。与之相反，智力表扬组中有超过40%的儿童谎报了自己的分数，表现良好对于他们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惜扭曲事实来给不认识的人留下好印象。
我们还想知道，表扬智力或努力会否影响到儿童的智力内隐理论。表扬智力会让学生们认为智力是一种反映于表现中的实体吗？表扬努力会引导学生们认识到能力可通过努力来塑造吗？在接下来两个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它们的答案（Mueller & Dweck，1998，研究4和5）。
虽然智力内隐理论相对稳定，但强有力的实验情境还是可以使某些观点相对凸显，从而在短时间内影响到学生的信念。而且我们也发现，如果学生反复经历这些情境，他们的内隐理论就可能被永久塑造。
的确如此，学生们受到什么样的表扬改变了他们对智力的看法。相较于被表扬努力的学生，被表扬智力的学生明显更认可智力实体论。无论在初次成功后就测量（研究4）还是在遭遇失败后再测量（研究5），结果都是如此。
这或许是因为，受到智力赞扬的学生在初次成功后非常渴望认同实体论。确实，他们刚刚成功过，并被告知很聪明。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那个声称智力是一个稳定实体的理论呢？但是，随后当他们感觉自己的表现或智力不佳时，他们仍比受到努力表扬的学生显著更多地持有实体论。
我们还想确定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在表扬后更换主试或者让学生完成另一个全新的任务，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想确认，学生会将表扬传递的信息迁移到一个新的人布置的新任务中，而不是仅认为某个特定的任务或某个特定的人会评估他们的智力。结果发现，即使在表扬后更换了全新的任务（研究6）或全新的主试（研究5），智力表扬仍然会导致学生们更脆弱，而努力表扬让学生们更坚韧。
到这里我们总共进行了六个关于智力表扬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各样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地方（从纽约市区到印第安纳州的农村）。每一次我们都发现，在学生成功后表扬他们的智力将带来诸多弊端，使学生们过于追求表现，为了看起来优秀而牺牲学习的机会，甚至撒谎；使学生们更容易受到失败的困扰，在遭遇挫折时不那么坚持并兴趣索然，表现也变得更差，同时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也大幅下降。这意味着，那些智力受到赞扬的学生最终却成了对智力最不自信的学生。
最后，表扬智力还将助长智力固定的观念，而我们已知这种信念和个体的脆弱性有关。与其截然不同的是，表扬努力促成了一系列积极的结果。
当然，我并不是说表扬儿童的智力是最糟糕的教育方法，我也不否认还存在一些更差劲的做法，但正如这些研究所揭示的一样，我们明显还有更好的选择。



智力表扬与努力表扬的启示：赞赏努力就够了吗？
在日常经验里，面对一个表现出色的儿童，很多人都很难抑制自己的冲动去告诉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有多么优秀、多么天才或多么聪明。我们想不到其他方式来表达喜悦和赞美，也不觉得努力表扬会是一种更恰当的方案。
然而事实上，以适当方式表扬儿童的努力和策略同样可以起到表达赞许的效果。如果一个儿童画了一张很可爱的画，我们可以询问并赞扬他是如何着色、构图和描画纹理的；如果一个儿童解答了一系列有难度的数学题，我们可以询问并赞美他使用的策略，也可以表扬他在做题时的专注；如果一个儿童写了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可以询问并赞美他是如何想出这些有趣的人物和故事的，我们还可以问他是如何决定故事走向的，甚至可以和他一起思考故事接下来会怎样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针对过程的讨论和表扬相较于针对个人的表扬在各个方面都更能真正实现赞赏的价值。后者实质上忽略了个体所做的事情的本质和真正的价值，而仅仅把成功作为能力的反映。
那么，如果没有努力可以表扬该怎么办？比如一个学生迅速、轻易且完美地做完了某个任务，我们极有可能忍不住夸赞他的智力，然而更好的做法是为让他浪费时间去做了毫无挑战性也学不到任何东西的事情而道歉。我们不应该将轻而易举的成功说成了不起的成功，也不应该教孩子们将仅付出很少努力而完成的作品当成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去从事那些可以获益更多并让时间利用更高效的活动。



鼓励成就的启示
对于低成就者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忧虑于负面标签带来的效应。例如，我们担心成绩不好的学生会被贴上低智力的标签，并因此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一担忧完全合理，因为负面标签确实有害。这一点已被很多研究证明，也可以在我们的研究中看到，如那些无助的学生会在失败和低落时给自己贴上负面的标签。
那么积极标签就一定积极吗？我们研究的重要启发之一就是，积极的标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即使是和智力有关的标签，无论好坏，也都存在潜在的破坏作用，因为它们都在引导学生认为深层的智力可以轻易从外在表现中判断出来。
换句话说，在成绩不好的学生取得成功时，通过表扬智力来激励他们取得更大成功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即使这对于增强自信来说极具诱惑性。相反，我们的研究显示，给予他们的关注和肯定应聚焦于努力或策略，因为这能教导他们努力和策略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专注于努力和策略来战胜失败。
这对于那些学业有困难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他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表扬，他们需要的是学会如何理解及应对挫折。他们将会遭遇一连串挑战，因此必须明白挑战是一件能促进他们学习而非责备他们能力不足的事情。
对于高成就者
我们的发现对于成绩好的学生也同样有启示，尤其是那些被贴上了“天才”标签的孩子（参见Dweck，in press）。人们可能以为让孩子们自觉有天赋可以增进他们的自尊，但仅仅是“有天赋”这个词就会让人想起实体论。它暗示着学生们是被神奇地赋予了某种“实体”，也就是大量智力，从而变得与众不同。
因此，当学生被贴上诸如此类的标签后，他们可能过度关注如何证明这一标签是对的，而不关心寻求挑战和提高技能——正如我们研究中那些受到智力表扬的学生一样。他们可能还会在面对挫折时表现得更糟糕，因为担心这些错误、困惑以及失败意味着他们配不上这个诱人的标签。如果说“天才”使他们与众不同的话，那么失去这样的标签或许就意味着他们是“平庸”的，是才不配位的。
我一位朋友的弟弟是个数学天才。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修读大学的课程了，而且每到暑假就会被送去向各个数学家学习。他的数学天赋是整个家庭的焦点。慢慢地，他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并开始取笑别人的智力。然而，随着挑战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恐惧无法取得好成绩，并开始逃避本可以解决的难题。现在，他做着一份相当普通的工作，并自苦于没那么天才的普通人取得了超越他的成就。简而言之，为了保护自己的天才身份，他在遭遇真正的挑战时屡屡退缩，以至于未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每年秋天，成百上千从未经历过失败的天才学生出现在大学里，他们都曾是所在中学的明星。身边突然一下充满了同样天赋异禀的人，会是什么感觉？对于一些学生来说，来到这样一个刺激的新环境非常兴奋，因为可以与如此多才华横溢的同侪交流学习。然而对于另一些学生来说则相当可怕，因为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比任何人都聪明——消失了。
于是在这些学生中，部分人会表现出强烈的无助反应。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根本就不聪明，而不是努力学习以克服新环境中的挑战。他们甚至放弃学术志向，对自己每况愈下的成绩自暴自弃。
正如我在之前章节提到的，会落入此陷阱的学生不在少数。作为中学时的超级明星，他们的天分得到老师、同学的追捧，然而一旦进入新的大学环境，他们很快变得意志消沉。比如，在一项针对密歇根大学非裔美国学生的研究中（Steele，1997a），研究者发现他们中很多在大一时就选择了退学。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严酷的顶级名校中学习吗？数据表明并不是这个原因。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入学时的学业水平考试中取得高分（平均超过700分）的非裔美国学生的退学率和分数较低（平均在500分左右）学生的退学率几乎是一样的。
如果将这个考试分数视为学业准备程度指标的话，就意味着准备充分和不充分的学生有同等可能性选择退学。这和我一直在说的不谋而合，即无助反应和学生的现有能力无关。无论学生的现有技能水平如何，他们一样可能在遭遇困难时抱怨自己能力不够或直接放弃。也就是我们始终强调的，某些教育实践——如给学生贴上“天才”的标签——可能会令很多能力不错的学生变得脆弱。
请注意我绝不是说应该无视学生的出色表现，或者不去识别那些成绩卓越的学生。我想说的是，我们对寻求挑战、付出努力以及寻找策略的强调更为重要（参见Aronson & Fried，1998）。只有这样，在今后遭遇阻碍时，他们才不会被智力排名所压垮，他们才能知道应如何建设性地应对。
对于成绩好的女生
我们的发现还能帮助理解我们研究中最让人困惑的发现之一——聪明女孩悖论。之前提过，聪明女孩们是小学里表现最好的一个群体：她们成绩出色，在阅读方面胜过聪明的男孩，在数学方面也和聪明的男孩旗鼓相当。老师们对此毫无疑义，这些女孩是真正的明星。
尽管如此，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却在研究中发现她们是最容易被无助反应困扰的群体。相较于男孩，她们更倾向于持有智力实体论（Leggett，1985），更可能追求确信能做好的任务（即低挑战性的表现目标）（Leggett，1985；Licht & Shapiro，1982），在遭遇困难时更可能抱怨自己的能力并因此受到伤害（Licht & Dweck，1984；Licht et al.，1984；Licht & Shapiro，1982；另见 Burgner & Hewstone，1993；Cramer & Oshima，1992；Seegers & Boekaerts，1996；Stipek & Gralinski，1991）。进入初中阶段，学业变得更具挑战性，这些女孩开始在成绩上落后于男孩，尤其在数学和科学方面（Astin，1974；Fox，1976）。
我们的研究结果已经清楚地说明，这种脆弱性可以经由对智力和特质的赞扬所塑造。在这些聪明女孩的例子中，她们长期得到大量有关自身特质很优秀的褒奖，例如比同龄的男孩举止更得体也更自律（参见Dweck，Davidson，Nelson，& Enna，1978）。她们因此受到某种训练，学习到可以从结果和反馈中度量自己（参见Roberts，1991；Roberts & Nolen-Hoeksema，1994；另见Pomerantz & Ruble，1998）。讽刺的是，也许正是女孩们更快的成熟懂事和更高的自律性造成了此后的脆弱性（参见Maccoby，1998；Whiting & Whiting，1975）。
那么称赞她们的智力又会怎样呢？多年来我们一直抱有一种合理的担忧，担心女孩们收到关于她们自身能力的负面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社会中一直长期存在刻板印象，即女性不如男性有能力，尤其是在以数学为代表的某些特定领域。我们担心这样的刻板印象会阻碍她们取得成就。而我更担心的是，为了抵消这些刻板印象并让女孩们建立起自信，我们给予了她们大量的智力表扬。
正如在智力表扬研究中所看到的，这些经历会激发实体论、表现目标、挑战回避以及在困难面前的无助反应。也就是说，早年的成功经历与表扬令女孩们更相信实体论。
在小学，聪明的女孩们没有受到明显的阻碍，这个阶段的教学材料不会对她们构成挑战。但当我们在实验中让她们面对困难时，就会明显看到她们的脆弱反应（如Licht & Dweck，1984a）。
小学之后，事态发生明显变化。此时那些寻求挑战、具有坚持性且能忍受短时不确定性的学生将更有优势。这是因为随着代数、几何等新科目的加入，学习难度加大，作业的要求也更加严格，这就意味着自我怀疑和表现出无助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导致聪明女孩们出现成绩上的颓势。随着学业的进行，学生们的课程选择越来越多（Eccles，1984）。如果聪明女孩们想要选择那些确定可以做好的任务（这样可以保持高智商的感觉），那么她们只会修读较为简单的科目，而避免高等数学、科学等科目，因为挑战令她们觉得风险太大。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小学里的明星没能在后来继续闪亮。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上述分析并没有假设女生们的成绩颓势是因为能力不足，而只是假设她们形成了某种动机模式，令她们不喜欢挑战且易于产生无助反应。我们的分析还进一步揭示了另一个形成这种动机模式的因素，即这些女孩早年的成功，它们引发了家长和老师对智力和特质的赞扬，这也可能促使她们习得一种将限制其后成就的思维框架。
过去，女孩们在成绩上的下滑经常被归因于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提到过的社会对于女性能力更差的刻板印象，另一个是社会对女性取得高成就的限制，这些都是女性面对的不利影响。我们绝不是否认它们对女性的困扰，而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些女孩的脆弱性早在小学阶段就出现了，而在这一阶段取得好成绩的恰恰是女孩而不是男孩。一般来说在这一时期老师们不会对女孩持有负面预期，而且她们的成绩也确实稳稳超过男孩。当然，我并不否认刻板印象对成绩的影响，只是把动机视为导致脆弱性的更重要因素，而我们关于早年高成就与后续无助反应有关联的发现也令这一观点更具可信性。
我曾经表达过我的担忧，那些旨在消除有害刻板印象并鼓励女孩取得成就的努力，或许正在引导人们更多地表扬女孩们的智力。我们的分析表明，称赞她们的挑战、努力以及策略对于女孩们来说更为重要。她们的成功确实需要被表扬，但是最好针对她们在其中付出的努力和应用的策略。她们应该被教导挑战是令人兴奋的，她们应该因接受挑战和持续努力而受到赞美。她们必须认识到，智力的标志并非即刻的完美表现，而是不断拓展能力并建构知识的习惯。
为什么聪明男孩们不会受到脆弱性的影响呢？一些人可能也会，但整体而言，聪明男孩们似乎是一个特别掌握定向的群体（Licht & Dweck，1984a；Licht & Shapiro，1982；Licht et al.，1984）。其中一部分略显荒谬的原因可能是，男孩在小学的表现没有女孩那么优秀。他们经常不用功、注意力不集中、调皮捣蛋。这使得老师们（也许还有家长们）更倾向于向男孩们强调努力（Dweck et al.，1978）。例如，老师们会勉励男孩集中注意力，并反复告诉他们如果付出努力就能做得更好。因此，虽然男孩们受到的批评和劝诫可能令他们不怎么喜欢小学，但他们会学到关于努力的宝贵一课，这对于他们的将来大有裨益。



智力表扬总是负面的吗？
我们已经看到智力表扬是如何助长实体论、表现目标以及无助反应的。那么如果在一个增长论框架下进行智力表扬又会如何呢？这样是否就可以了呢？
在增长论的框架中，智力具有很多不同含义并为很多不同行为所反映。例如，如果一个学生非常努力，并尝试以多种策略掌握一个新任务，他就可以被视作聪明的。我们并非想激发学生某种内在的潜藏特质，而是想让他们知道更多的努力和多种策略的运用才是一种聪明的行为。
就在不久之前，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对我丈夫的行为进行了智力表扬。当时，我的丈夫刚刚完成了一件特别有独创性的事情，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你太有才了！”我的丈夫非常了解我关于智力表扬的研究，因此当他看到我反应过来以后脸上的表情时，安慰我说：“我知道你是以一个纯粹增长论的方式来表达的，你想说的是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付出了多少努力，尝试了多少办法。”
因而，在增长论框架下给予智力表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我想甚至可以利用智力表扬来传授智力的增长论，即强调挑战、努力、策略、技能以及知识。但我们仍要小心，不要把自己作为智力的评判者，不要引导学生寻求我们对他们智力的赞赏。更好的办法还是坚持赞扬努力和策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极力传达的。
我们的研究已然表明，成年人的表扬会向孩子们传递强有力的信息。一些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想要传达给学生尊重和鼓励，以让他们更加自信、更好地融入社会和获得成功。但是这一良好的意愿在实践中却经常被不恰当的方法所扭曲，比如它们会建立在一些有关“自尊是什么”“自尊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建立自尊”的错误观念上。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第十七章
 对自尊的误解
现在回到该如何培养学生的掌握定向这个问题上。我分析过很多出于善意却导向消极结果的实践，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对自尊的错误理解。自尊经常被视为一个全或无的事物，有人有，有人没有，有会获得良好结果，没有则会变得很糟糕。
同时这些实践也源于对如何培育自尊的片面理解。孩子们的自尊常被认为可以由大人赋予，我们总会告诉他们，他们拥有诸多优秀品质，如很聪明等等。
这些关于自尊的信念鼓励成人向孩子们撒谎——夸大积极面、粉饰消极面或彻底隐藏消极信息，因为我们害怕这些负面信息与批评会损害孩子们的自尊。
这就好像我们已经接受实体论，即孩子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成功来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失败则传递了有关智力与价值的负面信息。事实上，当我们吹捧他们个人而不是鼓励他们努力时，当我们掩盖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时，当我们帮他们消除阻碍而不是教他们如何应对阻碍时，我们就已深深地陷在了实体论之中。
类似地，这些实践也向孩子们传递了智力实体论的观念。它们让孩子们相信，智力是最重要的，智力低下非常可耻，这也致使我们不得不向孩子们隐瞒他们的错误与缺陷。
这种方式或许会在某些方面起到作用。当告诉孩子们他们很聪明，同时给予他们连续的成功体验时，他们也许确实会感觉良好，但同时他们也会被植入一种价值，即所谓的“特权感”（entitlement）。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权享受轻松成功的生活，有权因很少的努力而得到慷慨的赞扬（Damon，1995；Seligman et al.，1995）；他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资格接受社会提供的一切便利而不用努力争取。是啊，他们何曾被告知过需要付出努力呢？然而这种所谓的“自尊”，既不是学生需要的，也不是社会需要的。
此外，当这个世界没有人再像父母与老师那样想办法让他们感觉良好，当世界不接受他们现在的样子，当世界在给予奖励前提出很多严苛的要求时，这些孩子就会变得愤怒、痛苦与自我怀疑（例如，参见Bushman & Baumeister，1998）。一旦先于成功到来的是挫折、失败与拒绝，他们该如何是好？
最近，我在地铁上偶然听到三位女大学生的对话，她们全都很有魅力且口齿伶俐，但她们聊天的内容却着实让我吃惊。她们讨论的是该去谈恋爱，还是干脆选择周末待在家里和朋友们一起。
起初我不理解为什么她们会如此悲观，随后我意识到她们必然经历过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有过努力很少就取得成功的经历，相信成功总会手到擒来，那么即便是小小的挫败也足以让人在生活的竞技场中怯懦退缩。
你或许会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在那些非常重要的领域（如职业生涯或者人际关系）难免经历挫败。那么，我们隐瞒该事实真的是在帮助他们吗？我当然不主张用过早面对失败作为锻炼年轻人的方法，因为在实体论的框架中，失败会让人泄气；我真正的主张是教给学生们另一种框架，在其中努力是被期待与享受的事情，而挫败是有教育意义和挑战性的。



关于自尊的另一种观点
我们希望孩子们拥有基本的自我价值感，知道自己被尊重与爱护。但这并非我们能掌控的事情，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告诉他们该如何去生活，学会用积极的方式来体验自我。
在这种观点中，自尊并非你有或没有的东西，而是当你充分调动自身力量去征服挑战、学习知识、帮助他人时的一种体验自我的方式。
我们在增长论者回答他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聪明时看到了这种观点。对于实体论者来说，在以零失误和超越他人的方式快速解决问题时感受到最高的智力自尊；而对于增长论者来说，令他们感到自己很聪明的是努力学习新东西、独立掌握技能和利用已有知识帮助其他人。
在增长论的框架内，自尊是全身心投入为有价值的东西奋斗时的感受，是充分运用自己的能力投身至深深珍视的事物时的体验。它并不是要展现出过人的品质，或者炫耀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此外，增长论还认为，通过努力来迎接挑战以及发挥能力去帮助他人，不仅可以培养自尊，还能创造出富有成效与建设性的生活。
那么，大人们应当如何促进这种类型的自尊呢？答案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强调学习、挑战、努力与策略。我们可以向孩子们展现如何在遇到困难时充满热情地迎接挑战，可以向孩子们讲述努力完成任务时的感觉有多棒，还可以示范在寻找到新策略时的兴奋，总结在失败策略中学到的教训。在孩子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这样鼓励他们。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在增长论的框架下对学生们说实话。在他们还没学会某些知识或技能，或者落后于周遭同学时，告诉他们这不意味着什么严重的丢人的缺陷。这些信号仅仅表明他们需要更努力地学习，或去尝试新的学习策略。如果他们掌握知识的速度落后于其他同学，就说明如果想获得好成绩就需要更加努力。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坦诚地告诉学生他们缺少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目标。
在实体论的框架下，对于学习相对较慢的学生，我们会默默地给他们智力较低的评判，安排简单的内容让他们学习，尽量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以此来保护他们的自尊，但这种方式只会让他们在未来落得越来越远。
而在增长论的框架下，我们诚实地让学生自己选择。如果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努力付出，同时也要准备好帮助他们认识到到底需要付出些什么。
我非常惊讶于很多高智商的人甚至知识分子在读书时竟完全不知道学习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从头到尾读一遍材料，也可能两遍，然后就去参加考试。他们不知道概括知识，不知道自我测试，也不知道其他的学习技能。我在美国的顶尖大学授课，而那里真的有许多学生不知道该采用何种学习方法才能获得对知识最大限度的理解与记忆。
这就是我们帮助学生获得高自尊的方法。我们可以坦诚地说出他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技能，告诉他们在追求学习与生活目标时还需要什么技能，告诉他们可以如何培养所需的技能。随后，我们还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引导他们掌握所需的生活态度、工作习惯及学习策略。
总之，对自尊的不同看法带来不同的结果。一种观点认为自尊是成人可以赋予学生的东西，途径是确保他们取得成功和夸赞他们是聪明的。然而，这种观点只能在学生获得轻松与连续的成功时才会有效。
另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观点则认为，自尊是一种体验，在学生们努力学习新事物及全心投入某件事的时候即可获得。我们无法轻易地把自尊赋予孩子们，却可以培养他们的自尊，这样将有助于他们相信挑战与努力可以提升自尊，而非对自我的威胁。



两种自尊观的启示
讲出实话
我注意到两种自尊观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其中一种迫使我们曲解事实，而另一种则允许我们讲出实话。事实上，后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告诉学生真相是什么，以便他们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他们希望学到知识与获得成功，就必须努力付出去学习和掌握新的策略。而我们则需要提供适当的指导，同时还要示范和教导他们什么才是合适的态度与习惯，但之后主要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行动。
在教育实践中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即“能力分组”（ability grouping）的问题，具体是根据学生当前的成绩水平进行分班，相对优秀的学生分到一个班，相对较差的学生分到另一个班。
支持者们主张，将不同水平的学生混在一起会阻碍高水平学生的发展，因为混编会迫使老师去讲授一些相对低级的知识，而这不是高水平学生所需要的。支持者们还认为这种教育模式也不利于低水平的学生，因为他们需要很努力地去学习那些同龄人已经了解的知识。简言之，支持者们认为，在各种能力水平都包含的混合班级中，任何学生的需要都没法被真正关注到。
反对者们的想法则很简单，他们认为按能力分班是对低水平学生的污名化，他们担心被划到低能力班的学生会被打上愚蠢的标签。事实上以实体论的框架来看，的确如此。
我不能算是教育实践领域的专家，所以很难说是支持还是反对。我只能说增长论并不认为落后是羞耻的事情。也许学生A当下的阅读不如学生B顺畅，学生C现在的数学能力没有学生D强，这仅仅是些事实而已。那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事实呢？
正如我之前讨论的那样，在实体论的框架下，人们会试图掩饰事实，尽管私下里已经认定学生A与C相对较差，且将持续较差。相反，在增长论的框架下，我们承认不同的学生目前表现出不同的能力水平（但并不是固有能力的体现），然后让他们专注于学习任务本身。正是在像这样需要努力和卷入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们才能真正地体验到自尊是什么。
因此，增长论及其自尊观允许并要求我们讲出实话。我们要如实告诉孩子们他们当前的技能与知识水平，而不是告诉他们能力是恒定不变的；此外，我们也可以诚实地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去努力与奋斗才能掌握更高水平的技能和知识。



对待同伴的态度
在实体论的框架里，同伴通常是自尊的竞争者。当问学生他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聪明时，实体论者表示会在比其他学生表现更好时感觉很棒，比如他们某次考得很好而其他同学考砸了。某些大学生甚至还表示，当其他人做出愚蠢的行为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可见，他人的不幸滋长了学生的自尊。
确实，在评估诸如智力等不可见的内在特质时，一种好用的方法便是和其他人进行比较（Butler，1988，1992；Nicholls，1984）。如果你比其他人做得好，还没付出多少努力，你就肯定比他们更聪明。这就是为什么同伴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然而，如果自尊来自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来自你对自身能力的运用，那么它就与别人的自尊不冲突。你可能还记得，增长论者不仅在完成新任务时感觉自己聪明，而且在帮助同伴学习时也感觉自己聪明。因此在增长论的框架里，同伴间可以通过相互合作及促进对方学习来收获自尊，他们并非彼此自尊的竞争者。
因此我相信，实体论会严重损害到学生们的成绩以及他们对待同伴的态度。它导致许多青少年将“成绩不好”奉为交往准则，并排斥那些努力进步的同龄人（Covington，1992；Juvenon，1995；另见Ogbu，1991）。
也就是说，实体论创造了一个存在优胜者与失败者的系统，其中只有少数优胜者位于顶端，多数是在他们之下的失败者。由此可以理解，许多青少年通过创建自身的规则系统来反抗这一点，在他们的规则中，工作努力与成绩优异是受到否定和惩罚的。
学生们凭借这种方式来合谋削弱实体论所创造的指定优胜者与失败者的系统。他们企图通过同伴压力来贬抑优胜者，使失败者们团结在一起。同时，将“低努力”视作行动标准也进一步保护了学生们关于智力的信念（参见第六章）：如果没有付出，成绩差就不意味着不聪明。
就这样，很遗憾，通过创造“低努力”与“低成就”的规则体系，学生们逐渐消弭了自我价值并限制了未来的可能性。
相反，这种同伴交往规则很少出现在增长论的体系中。因为在增长论的框架内，努力是核心价值，充分发挥能力是自尊的基础，同伴也不是为了捍卫智力和自尊而竞争的对手。



总结
在本章，我提出了两种有关自尊的观点。其中一种认为，很少的努力、轻易获得的成功与他人的失败可以让学生们感觉良好，如果你不觉得这样有问题，就看一看学生们是如何不惜自我挫败来逃脱这个系统的。
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直面挑战、努力工作、拓展能力以及充分利用知识技能去帮助他人，才会让学生感觉良好。
你可以思考到底哪种观点对学生及社会最有利。



第十八章
 人格、动机、发展与自我：理论反思
每个人都拥有一套信念系统来建构世界和解释经验。如果缺失，就会迷茫。
在这些信念中，有的指向一个动态的自我、动态的世界以及成长的可能。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信念帮助人们坚定地生活：寻找方法来弥补自身不足和解决问题。它们还鼓励人们去发现他人的潜能。
而另一些信念则描画出一个仅包含内在和固定特质的、静止的自我和世界。它们也可能带来好处，因为这是一个简单易懂的世界，身处其中将获得很高的安全感。正如乔治·凯利（George Kelly，1955）所说，信念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让人感到未来发生的事是可预测的。但是，就像之前章节所说，实体论的信念也会让人做出更刻板的判断，阻碍人们看到自身的能力，限制前行的道路，还促使人们将人简单分类：聪明的和不聪明的，有品格的和没品格的，有价值的和没价值的。
这并不是说某个系统更合理、更有逻辑、更先进或更成熟。它们都可以做到逻辑自洽，并广泛出现在各行各业和各种教育水平的人身上。
对这些信念系统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哪些有关动机和人格的信息呢？首先，如前所述，这些信念在人群（幼儿和大学生）中相当稳定，至少在研究追踪的2～4年内变动不大。这就意味着它们是真实的人格部分，是与认同、自我概念、自尊等缠绕在一起的（参照 Epstein，1990）。
这些信念也是动机系统的组成部分，强烈地影响到人们追求什么目标、动机倾向于内在还是外在、兴趣能维持多长时间、完成任务的动力以及其他很多事情。
但是，这些信念也是可以被影响或改变的。它们可以被外显的信息直接影响（Aronson & Fried，1998；Bergen，1992；Chiu et al.，1997；Levy，1998；Levy et al.，1998），也可以通过他人反馈中包含的信息被间接改变（如针对个人或特质的表扬，详见Kamins & Dweck，in press；Mueller & Dweck，1998）。有些改变的只是一种“思维定势”，要想维持必须一直处在相关信息的情境中，而一些特别有说服力的信息如果反复出现则可实现长期的改变（参见Aronson & Fried，1998；Jones，1990）。
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信念是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它们也可能发生动态变化。尽管大多数人会在实体论和增长论中有所偏好，但同时也可以理解对立的观点，甚至表现出与对立观点一致的行为。
在我看来，这就是人格运作的方式。我们在进入情境时持有某些相对稳定的倾向，但是情境本身也会塑造这些倾向。多数时候这种塑造是短期的，但有时也可能带来持久的改变（参见 Mischel & Shoda，1995）。
这些发现如何与现有的人格和动机理论相结合？本章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无法对所有的人格和动机理论进行全面阐述，只能摘取片段，旨在突出我们模型的关键特征。我也不认为这个模型是一个完整的动机或人格理论，它只是一种取向的示例。



关于人格与动机的理论
特质理论
很多有影响力的人格理论将人格形容为一系列特质的集合（Costa & McCrae 1994b；Goldberg，1990；McCrae & John，1992）。这些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特质。例如，某个人也许具有很高的宜人性和开放性，但尽责性较低。
这些特质可以描述行为，却不能回答行为背后的原因。这些特质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情境会触发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什么才是这些行为的心理原因（参见 Mischel，1990；Pervin，1994a，b；另见 Block，1995）。而我们整本书都在谈论行为的心理原因——人们在进入情境时持有的目标和信念如何导致他们以某种方式行动。
由于特质理论并未涉及行为背后的心理，故而也无从得知该如何获得改变。事实上，许多特质理论家并不相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倾向于认为人的基本特质根植于生理特征（Eysenck，1982；Loehlin，1992；另见Costa & McCrae，1994a，b）。而事实上，虽然一些情绪和气质倾向性确实具有生理基础（参见 Buss，1989），但很多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它们及其表现方式也会受到后天经验的极大影响（Bronfenbrenner & Ceci，1994；Kagan & Snidman，1991；另见 Higley & Suomi，1996；Suomi，1977）。我们也在研究中清楚地发现，人们持有的信念和目标而非固定的特质对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特质理论或许很好地描述、概括了行为，但并没有解释行为。它无法告诉我们人是如何运转的，又可以如何改变。
动机理论
最早的相关理论发展了“动机”（motive）这一概念，即存在一些特定的动机，它们是人类机能的基础，且人们或多或少都拥有这些动机（Murray，1938）。在麦克利兰和阿特金森的开创性工作中，动机被认为是通过经验塑造的情感性和驱动式的力量，他们标识出了一些动机（如成就需要和关系需要）并阐述了它们是如何发起、推动和指导行为的（McClelland，1961；McClelland，Atkinson，Clark，& Lowell，1953）。
在我看来，这是令人钦佩的理论，但没能将目标和认知（如信念和归因）整合起来，也不够精确（参见 Dweck & Elliott，1983；Molden & Dweck，待发表；另见 Dweck，1986）。首先，不包含目标，就无法理解指向成就的奋斗可以服务于很多不同的目的。比如，它没法说明一个人是在努力证明自己聪明，还是在通过挑战自我而学习新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目标取向具有不同的特征，也将带来不同的结果。
其次，没有包含认知（如归因）的理论不能充分解释坚持性的机制问题。不仅如此，不包含信念（如自我理论）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人们从经验中获得了什么，又如何将其带入新情境中。在麦克利兰-阿特金森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失败的恐惧。但是一个人为什么要恐惧失败呢？失败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自我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他人的尊重还是未来的成功？
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动机理论对发展和改变的回应并不令人满意。一个人动机的强弱会影响到其改变吗？如果没能搞清楚具体的机制或中介因素，又从何而知该如何改变呢？
此外，动机理论也难以回应成就模式的动态性和领域特异性。一个包含一大堆泛泛动机的理论显然要比一个更聚焦的认知-目标理论更难解释成就行为的情境敏感性（回忆一下我们在不同研究中诱发出的不同模式），也更难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在一个领域表现出掌握定向却在另一个领域变成了无助。
最近，安德鲁·艾略特（Andrew Elliot）出色地将动机理论和目标理论整合到了一起（Elliot，1997）。他认为成就动机是潜在的人格因素，会引导人们走向不同的成就目标。在他非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就动机”的测量如何用于预测成就目标取向。我相信这会是一个令人兴奋且很有价值的贡献。但同时，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纳入认知因素以更加充分地理解其中的机制、发展和变化。
人格的生物学理论
人格有多少是由生理决定的？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人格大部分编码在基因中（如Eysenck，1982；Loehlin，1992）。他们指出父母之所以对孩子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基因的传承，而不是后天的相处。
大量证据表明，儿童生来就具有不同的气质，即不同的情绪性人格（Kagan & Snidman，1991）。然而，也有大量证据表明环境和父母会对气质的表达方式产生巨大影响（Bronfenbrenner & Ceci，1994；Higley & Suomi，1996；Kagan & Snidman，1991）。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H）的史蒂芬·苏奥米（Steven Suomi）在一项以猴子为对象的杰出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Suomi，1977）。一些猴子生来具有极度害羞拘束的气质，它们在正常环境中生存得很艰难。它们非常容易受惊吓，容易被别的猴子欺负，在猴群中处于非常低的地位。但是，当这些猴子的母亲是高能力的母猴时，它们也会变得很具竞争性，甚至最终站到金字塔顶端，即它们可以表现得比同为强势母亲抚养但不带这种先天气质的“普通”猴子更优秀。也就是说，在合适的环境里，它们高度的社会敏感性反而成了一种优势，而不再是劣势。
还有研究者通过回顾大量文献，揭示了猴子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人类身上（Bronfenbrenner & Ceci，1994）。我们天生具有某种气质，但我们的父母、老师、兄弟姐妹和同伴对待我们的方式决定了这种气质在生活中的表现方式。有一些气质可能是一种优势，比如开朗的性情；而一些气质可能是一种负担，比如易怒的性情。但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气质并不意味着命运。那么，为什么一些研究者仍然坚持认为人格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而环境并不重要呢？
这是因为他们关注的多是气质类的特征，比如外向的人倾向于怎么样，共享基因的人更相似，等等。他们没有关注这些气质特征是如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这些适应性功能被忽略了。
如果基本的气质就是人格的全部，那我们可能会满足于用基因来解释人格的来源。然而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们如何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否具有建设性，在问题出现时他们能否有效应对，他们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如何对待他人——那么基因的故事就远远不够了。进一步地，如果我们还关注人们能否维持成功的人际关系、在学校里取得成功、做有意义的工作，那么环境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些均取决于我们学习到的东西（Bolger，Caspi，Downey，& Moorehouse，1988；Coyne & Downey，1991；Downey & Walker，1992；Lewis & Feinman，1991；Maccoby，1992）。一些气质可能有助于适应性技能的习得，但只要处于适宜的环境，几乎每个人都能做到。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环境。
本书一再证明，人们拥有的信念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功能，而且，这些信念是可以习得的。
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的基础是人们具有趋乐避苦的欲望（Freud，1923/1960，1940/1949）。快乐聚焦于生理的愉悦（本能的快感），而痛苦聚焦于避免惩罚和由于渴望与寻求快乐而产生的焦虑。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快乐逃避痛苦，人们内化了社会准则，同时还发展出一套防御机制来帮助自己抵御焦虑并将冲动投入社会认可的活动中。
我们的理论并不否认快乐和痛苦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但有别于弗洛伊德的观点。首先，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不存在指向成长的内在动力，所有的发展，包括思维发展，都发生在趋乐避苦的过程中。然而，我们知道探索和学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重要动力（Berlyne，1978；Hunt，1961；White，1959），于是学习目标在我们的模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其次，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个体并不具有与自我直接相关的目标，也就是没有哪个人的所思所虑直接与其自我的建立、确认和扩展有关。然而，在儿童发展出自我意识后，涉及自我的动机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例如，人们想要从某些角度（如有竞争力的、好的、有价值的）来评价自己，同时也想被别人这样评价。自我及相关信念本身就很重要，而不仅仅是获得奖励和避免惩罚的手段。因此我们的模型非常关注自我，所谓内隐理论就是有关一个人自我和目标本质以及验证及拓展自我的理论，同时还涉及自尊的维持。我们也讨论过特定的反馈模式如何塑造了条件性的自我价值，进而引发了持续证明自我的需求。
最后，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所有的成就都来源于防御：人们真正想要的是满足基本驱力（主要是性冲动），但社会和良知不允许，于是防御机制让人采取一种妥协的方案以某些方式宣泄出强烈的本能。比如伟大的发现和艺术作品都是妥协的产物，是本能力量受社会赞许的表达方式。而在我们的模型中，驱动成就的是两个强有力的目标：证明自我能力的欲望和学习掌握新事物的欲望。
由于对弗洛伊德理论中某些观点的不满，一些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他们将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倾向纳入理论中（Erikson，1950，1959；Horney，1937，1945，1950；Jung，1933），并更加强调自我的重要性（如Erikson，1950，1959；Horney，1937；Kohut，1971，1977）。
成长导向的人格理论
这些后继者不再执迷于将性驱力作为人格及其发展的基础。他们相信人的本性不只是满足生理本能，相信成就并不只是不被接受的本能欲望的替代品。
他们指出，人类还具有其他奋斗目标，这些也是本性的体现。例如，埃里克森（1950，1959）、荣格（1933）和霍尼（1938），以及人本取向的罗杰斯（1961）和马斯洛（1955，1962），他们都提到了对成长和自我发展的追求是不可或缺的人类本性。
其中一些理论（埃里克森、霍尼和罗杰斯）还认为，过于严厉、不尊重的或拒绝式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能阻碍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本能。这种教养方式会让孩子感到羞耻和愧疚（埃里克森），让孩子更关注赢得父母的肯定而不是个人成长或自我表达（霍尼和罗杰斯）。
我们的模型同样认为自我发展在人格、动机和发展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构建一个有关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动机，也不假设这一动机可以主宰所有情境和自我领域中的行为，而希望探讨一些更为具体的目标。孩子与父母、老师、兄弟姐妹或同伴的相处确实可以让他们从学习目标转向过度关注他人赞许和自我验证，但这可能只局限在自我的某个特定领域内（如智力或人格），或只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如涉及家庭、同伴或老师的环境）。
另外，我们的理论允许个人对新的情境保持响应，而不只是重复展现相同的人格倾向。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当情境给出强烈的学习或表现目标线索时，个体就会对这些线索有所反应。因此，我们的理论就为行为提供了更加具体和更具动态性的解释，也为如何促成行为和人格改变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指导，如从改变信念和目标入手。
此外，这个模型为现有的动机和人格理论增加了新的维度。例如，我们已经展示了内隐理论不仅会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自己、评价自己以及对与自我有关的事件的反应，还会影响人们如何看待他人、评价他人和对待他人。人格或动机理论通常不会涉及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对他人的评价和反应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大多数过往理论解释了他人的消极对待将如何对孩子造成伤害，而我们的研究在没有否定消极对待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表明某些形式的积极对待也可能造成负面结果。例如，针对个人整体或某些特质（如智力）的赞扬虽然出于好意并发自内心，却可能使孩子们在面对困难时出现自我贬低和无助反应。这说明只有理解了行为背后的具体信念和目标，才能理解社会化实践是如何影响到这些信念和目标的，这一过程并不总像我们直觉以为的那样。
关于自我的理论
在弗洛伊德之后，许多理论——无论是否从弗洛伊德体系发展而来——都认为“自我”在动机、人格和发展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些理论（埃里克森、霍尼、罗杰斯、科胡特和马斯洛）以各自的方式说明了个体如何塑造他们的身份认同。
这些理论认可人和动物一样都关心快乐和痛苦，但不同的是人发展出了关于自我的表征和观念。这些表征和观念具有巨大的驱动力，它们是如此强劲，以至于有时候人们把它们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想想那些在受辱后自杀的人，他们宁愿一死也不愿带着对自己的鄙夷活下去（Baumeister，1990）；再想想那些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年轻女性，为了达成心目中的完美自我，她们甚至节食到濒死。
我们的模型也是围绕自我建构起来的，但我们没有把自我描绘成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关注人们发展出的自我概念及与自我相关的目标。而这些，正如我所强调的，是具有领域特殊性、情境敏感性且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的（现有的自我和认同理论参见Ashmore & Jussim，1997；Deaux，1993；Epstein，1990；Greenwald & Pratkanis，1984；Markus & Cross，1990；另见 Brown，1998）。
另外，我们的理论还强调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自我相关目标的过程（参照Breckler & Greenwald，1986；Cantor，Markus，Niedenthal，＆ Nurius，1986；Deci & Ryan，1991；Epstein，1990；Gollwitzer ＆ Wicklund，1985）。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论能识别出人们在努力验证或者拓展他们的人格和能力时所做出的具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过程。
我们的理论还从过程的角度描绘了自我。我们并不将自尊视为一种人们要么有要么没有的东西，而是人们所普遍追求并努力去获得和维系的东西（参照Cantor，1990；Maslow，1962）。此外，我们还尝试区分了人们在追求自尊时的具体目标，以找出最有效和最具建设性同时还持久的自尊寻求方式。
社会认知理论：“意义系统”视角
我们的理论有一部分是从“社会认知”（social-cognitive）的视角来解释动机、人格和自我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有一支从非常精细的角度解释了人们如何加工社会信息，而另一支，也是我主要持有的，则解释了人们的信念、价值和目标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意义系统的，人们依赖这个系统来运转和定义自己（Cantor & Zirkel，1984，1990；Downey & Feldman，1996；Epstein，1990；Higgins，1989；Markus，1977；Markus & Cross，1990；Markus & Ruvolo，1989；Mischel，1973；Mischel & Shoda，1995；Pervin，1983）。
社会认知理论对认知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情绪的重要性，而是说我们认为多数重要的情绪与认知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人们会出于他们赋予事情的意义而感受到积极或消极情绪（Lazarus，1991；Weiner，1984）。这些意义甚至可能不会被意识到，比如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信念、归因、期望、希望、恐惧、目标都并不一定是为人们所察觉的有意识的想法（Andersen，Reznik，& Chen，1997；Bargh，1997；Greenwald，1992；Greenwald & Banaji，1995；Kihlstrom，1987；Nisbett & Wilson，1977；Stern，1987；Uleman & Bargh，1989；参见Dweck & Leggett，1988）。当然它们也可以被逐渐意识到，但人们依然很难随时认识到它们的存在，也不大知道他们将如何产生影响。
社会认知理论的“意义系统”分支可以追溯到乔治·凯利。他的《个人建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一书令心理学界关注到“人们为自己创造出意义系统”这一事实。他提出，人们通过自己获得的概念来理解世界，并由此预测和解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1973）在凯利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定义了社会认知理论，并使它成为主流。他列举了诸多调节和指导行为的社会认知变量，比如人们对情境和事件的解释、预期和目标。他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了人格，并促使更多心理学家参与到关注过程的人格研究当中。
但是，尽管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广受好评并影响深远，却很少有人真正去识别那些核心的个人建构，即人们共有的，会对思考、感受和行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建构（参见Dweck et al.，1995；Epstein，1990；Janoff-Bulman，1992；Lerner，1980；Rotter，1966）。而我们通过探讨人们所持有的内隐理论及其带来的各种结果，尝试着去做了这项工作。
总之，社会认知理论完成了经典人格理论试图捕捉的心理过程，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更具体也更严谨的方式进行的。
归因理论、习得性无助和习得性乐观
还有一个密切相关并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是“归因理论”（Heider，1958；Jones，Kanouse，Kelley，Nisbett，Valins，& Weiner，1972）。归因理论也讨论了人们如何理解世界，特别是解释他们观察到和经历过的事件。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由韦纳开创的。他发现，人们对自己成功和失败的归因（解释方式）会决定这些成败所带来的影响（Weiner，1984；Weiner，Heckhausen，& Meyer，1972；Weiner & Kukla，1970）。比如说，用一个更加可变的因素（如运气或努力）来解释失败，会让你对未来的成功更乐观；而用一个更稳定的因素（如任务难度或自身能力）来解释失败，会让你对未来的成功更加悲观。也就是说，有些解释会让你对成功抱有更大的希望。
韦纳的见解非常重要。他为动机领域注入了新的生命，并且开启了一个可以以严谨而精确的方式研究深层且重要的动机过程的时代。这让研究者们得以系统性地探究人们的信念是如何塑造其动机的。
韦纳在归因方面的工作也为我关于无助反应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Dweck，1975；Dweck & Reppucci，1973），同时也为塞利格曼及其同事在解释风格（explanatory styles）、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习得性乐观（learned optimism）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支撑（Abramson，Garber，& Seligman，1980；Abramson，Seligman，& Teasdale，1978；Seligman，Kamen，& Nolen-Hoeksema，1988；Seligman et al.，1995）。具体来说，塞利格曼及其同事关注人们在对生活中消极事件做出各种因果解释时的个体差异，称为“解释风格”。一些人倾向于对消极事件做出悲观解释，归因于一些普遍而稳定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做出乐观解释，归因于相对具体和暂时性的因素。此后他们有力证明了无助和悲观解释风格对抑郁等的强大预测力，以及乐观解释风格对精神和身体健康强有力的预测作用（Abramson，Metalsky，& Alloy，1989；Nolen-Hoeksema et al.，1992；Peterson & Seligman，1984；Seligman & Nolen-Hoeksema，1987；参照Scheier & Carver，1987）。
那么，我们的模型与归因理论、习得性无助和习得性乐观有什么关系呢？无助、掌握定向的归因以及归因的结果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它们是我们模型的一部分。我始终认为归因是基础的动机变量，也是坚韧性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是，我们的模型在几个重要方面对归因理论进行了扩展。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模型描绘了一个意义系统，在其中存在多种归因和解释风格。也就是说，它阐明了塑造出不同解释风格的个人理论和目标。
在归因和习得性乐观理论中，人们的不同解释是习得的，只会在某个结果发生后才被调取，也就是说在那之前大家基本一样。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此之前就已经不同。他们有不同的自我理论和不同的目标，于是对事物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实体论者强调对固定特征的评判，从而建立了一种对行为和结果进行普遍且稳定的特质归因的倾向；相反，持有增长论让人们更关注动态的（具体而不稳定的）过程，并以此作为行为和结果的解释。
我们的模型与其他理论的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在归因和习得性乐观理论中，直到人们遇到一个结果、需要一个解释时，动机才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在那之前，是什么让人们遇到了这些情境呢？人们又想从这些情境中得到什么呢？人们是怎样去追求这一目标的呢？一个完整的动机理论必须回答，在明确结果出现之前是什么动机驱使了人们产生行为，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一行为的方向、特征和强度。在我们的模型中，发挥上述作用的是人们的目标。是这些目标引导个体做出某种行为，是这些目标决定了行为的性质，以及人们在从事这些行为时的所思所感。
我们与归因理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归因理论将一些变量视为稳定的（如能力），而将另一些变量视作不稳定的（如运气）。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动机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怎样看待这些变量。如果一个人在失败时责怪自己能力不足，却认为能力是可以轻易获得的，那么这个人依然可以很乐观。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能力是可以获得的。因此，一个增长论者的能力归因可能与实体论者的能力归因非常不同（Stone，1998）。类似地，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一些人对自己的运气持有实体论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命数或命运（Zhao et al.，1998）。因此，当发生了一些事而他们将其归因于运气时，他们可能并不会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内隐理论不仅会影响归因本身，也会影响其对归因含义的解释。
简而言之，归因和归因风格仍然是我们理论的核心，但是我们把它置于自我理论和目标的框架之下。
人格的目标理论
过去二十年出现了一些围绕目标建立的人格和社会行为理论（Cantor & Zirkel，1990；Emmons，1986；Frese & Sabini，1985；Geen，1995；Klinger，1977；Little，1989；Read & Miller，1989；参见Dweck，1996a；Grant & Dweck，in press；Pervin，1989）。总的来说，这些理论解释了人们的目标和关切如何塑造他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进而影响他们的成就、社会关系和幸福体验。毫无疑问，我从这些理论中发现了许多共通之处，特别是人格的动态性以及动机对于改变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确定了一些被认为在智力和社会生活运作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目标。我们的研究也将这些目标与信念联系起来，以说明特定的内隐理论如何增强了一类目标相对另一类目标的重要性。最后，我们的研究还将目标与促进这些目标的具体经验联系了起来。



对发展的启示
动机研究者们过去常认为脆弱反应不会发生在幼儿身上（参见Dweck & Elliott，1983；Stipek，1984）。这种观点部分来自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儿童在可以理解在成人看来很简单的事情之前，需要花很长时间培养许多认知技能。例如，皮亚杰相信，如果儿童在一岁时不能直接在物理环境中探索和活动，相应的心理表征就无法形成。而也是从那之后，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视野以外的东西（如玩具或妈妈）依然是存在的。
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奉若圭臬，直到勒妮·巴亚尔容（Renee Baillargeon）等婴儿研究者发现，3～4个月的婴儿就能清楚地知道视野外的物体也是存在的（Baillargeon，1995；Baillargeon & DeVos，1991）。皮亚杰对婴儿知道隐藏物体存在的标准是让婴儿表现出某种行为（如从藏匿处取回物品）。事实表明，一岁前的婴儿并不是不知道被隐藏的物体依然存在，而是不知道该如何执行相关的行为。
过去的动机发展研究者们深受皮亚杰理论的影响，他们（包括我自己）曾认为儿童要理解个人特征和与智力相关的观点就必须拥有这些认知技能。因此，无助反应需要儿童能够理解失败是对其智力的反映，而这些至少要到小学才能出现。
很多自我研究者也受到皮亚杰传统的熏陶。基于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访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幼儿具有“物理”而非“心理”的自我意识。这是因为，在要求孩子形容自己时，幼儿的回答往往描述了具体的事物，比如他们长什么样，兄弟姐妹是谁，或者他们又有了什么新玩具，等等。因此研究者们认为，自我概念的心理层面，如关于个人属性的观念，要到后面才会出现。
然而过去10～15年的很多发展研究表明，孩子能够完成某些事的时间点要比我们先前以为的早得多。之所以这样，有时是因为研究者在最初测量孩子的认知能力时使用了错误的任务，有时是因为孩子们并不需要完全具备我们所认为的必要技能就能够完成那些事。
在我们的理论中，二者都是对的。一方面，一些任务和测量方式低估了孩子们掌握的知识技能（参见Cain & Heyman，1993）；而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在研究中所展示的，孩子们不需要对智力有很多了解，也会在失败时对自己产生不好的感觉。那么现在，关于孩子的发展，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关于自我的重要概念是适用于儿童早期的，即便他们还不能切实地理解和谈论这些概念。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了解精神分析传统的人来说，早期自我概念的存在并不新奇，因为在精神分析中，自我表征就是在生命的头几年发展起来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早在学龄前就已经对自己的好与坏有了明确的概念，包括这些好坏是不是稳定的特质。他们有判断自己好坏的标准，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好是坏将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也看到，那些掌握定向的孩子和无助的孩子持有两套不同的有关好坏的信念。这些说明，关于自我的信念从幼年开始就是儿童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动机中处于核心地位。
那这些信念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在批评和表扬的研究中发现，反馈方式可以塑造这些信念（Kamins & Dweck，in press）。具体而言，针对个人还是关注过程的赞扬与批评将教给孩子们不同的好坏信念，进而导致他们对挫折的不同反应。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例如，人们为什么要在生命早年就学习和自我有关的东西？早期的自我概念对后来的自我概念发展有何影响？我们知道，等到了小学，孩子们会明确区分不同领域的成功与失败，比如社交和智力领域（Benenson & Dweck，1986；Ruble & Dweck，1995）。那么，他们早年关于好与坏的观念对后来关于智力和社交能力的观念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也知道，随着孩子长大，同伴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重要。那么，同伴又在自我理论的塑造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再例如，儿童早期的观念会不会比后来的观念有更强的可塑性？在后续的人生中，人们会因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从而建立起更完备的信念系统吗？此外我们已经发现，大学生和儿童关于自我的内隐理论都是可以被影响的。但是，如果想要发生更广泛和持久的改变是不是很难？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反复令我震撼，那就是人们（包括成人和儿童）对自我信息的适应性调整和接纳。仅仅实验中的一个处理就可以教给人们关于自我的全新观点，进而影响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参见Jones，1990）。虽然短期经历的后效有限且短暂，但这说明人们对此类信息是高度敏感的。
有鉴于此，我很惊讶很少有研究去探究关于自我和他人的信念系统在生命早期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人格理论家们对此倒是关注颇多，但是基础研究者们，除了少数特例（Lewis，1990，1992；Lewis & Brooks-Gunn，1979；Main，Kaplan，& Cassidy，1985；参见Rochat，1995），对此并不关心。
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儿童在几个月大时就建立了一个精细的关于物理世界的信念系统，关于语言的信念系统也在最初的几年里建立起来。当然，关于自我和社会世界的知识同样重要，儿童必须尽早建构起一个有关自己和社会世界的信念系统。而社会性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去弄清楚这些信念是什么、它们有哪些适应性功能，以及如何随着后天经验而改变。
尽管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回报同样可观。我们得以更精确地理解重要的人格个体差异的来源，包括引发各种脆弱反应的条件，同时也能更深入地了解是什么信念让人们以最佳方式去解决各个发展节点上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一往无前。



对心理健康的启示
心理健康的认知理论
过去几十年里，认知取向的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亚伦·贝克有关抑郁和焦虑障碍的开创性认知理论（Beck，1976；另见Beck，1993，1996）和阿尔伯特·艾利斯极具影响力的理性情绪疗法（Ellis，1962，1995）均建立在“错误信念会让人陷入困境”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二者都指出了一系列让个体容易感到情绪压力的信念。除此之外，以归因为基础的、将抑郁与消极解释方式联系起来的理论也可以被看作解读脆弱性的认知模型（如Nolen-Hoeksema，et al.，1992；Peterson & Seligman，1992；关于脆弱性的认知归因模型另见Dodge，1993）。
这一传统下的研究和疗法并未否认情绪障碍的生理基础，但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许多抑郁症或焦虑症患者为适应不良的信念所累，并在成功转变信念后获得好转（Beck，1993，1996；Chambless & Gillis，1993；Hollon，DeRubeis，& Evans，1996；Robins & Hays，1993）。事实上，认知疗法已成为药物疗法的有力辅助（Hollon，DeRubeis，& Evans，1996），也是疗效最好和最持久的心理疗法（Chambless & Gillis，1993；Robins & Hayes，1993；参见 Beck，1993）。
我们的工作与此有何关联？尽管宣称我们的模型为解释抑郁提供了新视角还为时尚早，但几项研究表明，实体论（Zhao et al.，1998）或牢固且普遍的表现目标（Dykman，1998）与类似抑郁的失败反应紧密相关（参见Robins & Pals，1998）。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持有实体论可以预测更高程度的抑郁和压力水平（Zhao et al.，1998，研究2）。
这些发现意味着，关于自我的观念可以创造出一个意义系统来引导人们采择目标并解释事件，但有时会以一种伤害性的方式进行。这就使我们的模型与过往认知理论在一致的同时又有一些不同。一个不同之处是，比起寻找一系列可能影响脆弱性的孤立信念，我们的模型表明这些信念可以组织起一个基于某种内隐理论的信念网络（另见Beck，1996）。例如，实体论的框架会让人将某段经历过度泛化，以自贬的方式来评价自我，并给自我价值增设条件，夸大失败，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简单的事，低估努力的作用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与抑郁有关。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模型引入了动机成分［正如戴克曼（Dykman，1998）所指出的那样］。脆弱的人不仅仅在思考和反应方式上有别于不脆弱的人，他们的目标也是不同的。比起不脆弱的同龄人，他们更加专注于证明自己，而不关心成长和自我发展。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种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群体的特点，即便他们尚未表现出脆弱反应。
这两处理论间的不同——信念网络和动机成分——让我们的模型有了另一个特性。它可以让我们理解关于个人冲突的新内容，即不同系统之间会产生什么冲突，以及一个系统的多个平行目标之间如何产生冲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冲突可能是许多神经症性行为的核心（Shapiro，1965）。
每个信念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冲突是哪一种？为了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一下那些拥有普遍性实体论或增长论的人。
在一个增长论信念系统中，个人属性是可塑的，努力是有效的，那么冲突就最可能发生在“应该朝哪里努力”的问题上，因为花更多时间来学习这个就意味着不得不花更少时间学习那个。这时如果人们还抱有强烈的信念认为自己应当无所不能，且这种信念与自我价值紧紧挂钩，就很可能出问题。否则就只是单纯的选择困难，不至于导致神经症性冲突。
增长论系统中另一个可能经常出现的冲突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增长论会使人们显得特立独行，他们也许会因不受欢迎的想法而遭到怀疑、否定或拒绝。这又会回过头来导致选择的困难和痛苦，即需要非常仔细地评估不同行动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
另一边，实体论框架下则可能产生更多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以及尝试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案之间的矛盾。例如，持有实体论的人更关注通过表现目标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相信高度努力暗示着低能力。这意味着，在面临困难任务时，他们会遇到一个冲突：是应该努力工作从而显得缺乏能力，还是应该不努力从而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但是给自己留了个挽回颜面的理由）？
这就是自我挫败的防御行为所包含的内容。前面提到过，实体论者比增长论者更可能做出自我设障行为（Rhodewalt；1994），即令失败风险增加但能挽回能力评价的行为（如将期末论文留到最后一刻写，或者在考前一晚上不睡觉）。最近研究还发现，习惯性的自我设障将导致真实的挫败，包括成绩下降和适应不良（Zuckerman，Kieffer，& Knee，1998），甚至还包括自尊受损，而这正是自我设障意在保护的东西。
我们还看到，实体论者的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之间也存在矛盾。如果一个任务很难，存在很大的失败风险，这时实体论者就很可能牺牲这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我在前面详述了这种情况为何是自我挫败的：实体论者会选择那些确定能做好的任务和课程，回避有挑战的任务，这样一来他们的选项会受限，可能取得的成就也受到影响。
最后，实体论者在面对应把时间投注哪里的冲突时会比增长论者更头痛。对于实体论者来说，一次失败、某个技能的缺失、他人的否定都反映着自己身上某些重要而恒定的特质存在缺陷。因此，无论是社会性和智力性要求之间的冲突、职业要求和个人要求之间的冲突，还是同伴要求和成人要求之间的冲突，都会引发实体论者严重的焦虑，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在这些冲突中岌岌可危（参见Dykman，1998）。总之，实体论框架下的冲突可能引发更多的压力和适应不良行为。
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这样一个观点：核心理论可以创建一个连贯的信念网络，而这个信念网络又可能反过来引发适应不良的动机模式和神经症性冲突。
心理健康的应对理论
心理健康领域另一个重点是关于应对的研究。过去几十年中，多位卓越的研究者根据人们如何应对生活中的重要挑战来定义心理健康（Carver et al.，1989；Lazarus & Folkman，1984；Nolen-Hoeksema，1998；Scheier，Weintraub，& Carver，1986）。虽然他们多数把应对视为一种过程，拒绝从特质和模式的角度来思考，但还是区分出了诸多应对策略，其中一些更为掌握定向、更积极且富有成效，而且一些人对这些策略的使用要比其他人更频繁。
然而，我们仍不清楚为何不同的人会偏爱不同的应对策略。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会混合使用不同的策略，但是正如赵等（Zhao et al.，1998）的研究所揭示的，增长论者倾向于采取直接的问题解决策略，而实体论者倾向于迷失在消极感受中，或者远离问题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洛布和我（Loeb & Dweck，1994）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即便自己被描绘为受害者，增长论者也会采取更多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而实体论者则更多表现出被动接受的态度，但同时又承认自己心怀恨意想要报复。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对的个体差异可能来自意义系统的差异。一些信念和目标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保持弹性，以便在出现问题时重建意义系统。
发展和心理健康
不同年龄的人要处理不同的事，因此最佳的应对方式也要随之变化。对孩子们来说，成功的应对涉及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不放弃自由的同时获得爱与支持。最近，我的表弟说我曾在6岁时给当时5岁的他讲了一番至理名言。当时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他和他妈妈刚刚就什么时候可以吃糖这件事大吵了一架。我怜悯又轻蔑地摇了摇头，告诉他：“你不知道吗？大人们就喜欢什么都管。你就跟他们说‘好的’，然后该干吗干吗。”表弟告诉我，这个建议改变了他整个童年。
接下来，随着读书、工作，我们越来越多地与同伴或恋人交往，必须学习新的方法来适应新的情境并取得成功。例如，与同伴和恋人一起时我们需要学会新的合作和互惠方式。
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它意味着在发展的各个节点我们都有新的机会来获取成功，如即使与父母相处不好，也可能和同伴相处好。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会不断地犯下新错误，毕竟即便能和父母很好地相处，同样的策略也不一定适用于结交朋友。
以信念和目标为基础的理论非常适合用来理解不同发展节点上的适应。在新的阶段，人们必须建立关于自己、他人和人际关系的新信念。他们必须选择新的目标，学习达到目标所需的新的策略。他们的适应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上这些完成得有多好。
前文谈到的聪明女孩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们在小学阶段适应得非常好，此时想要完美之类的事情尚未成为阻碍，取悦父母、老师和同伴这几件事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冲突。然而，当这些女孩进入初中或高中后，同样的愿望就成为问题了。学业（特别是数学）突然变难，无法立即掌握；要搞好同伴关系可能需要做父母不赞同的事；好成绩可能威胁到在同伴中的受欢迎程度。你不再可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完美的了。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女孩的抑郁急剧增加，特别是聪明的女孩（Nolen-Hoeksema，1994；Ruble et al.，1993）。就这样，儿童时期闪耀的明星在后来成为牺牲品。
对于男孩来说，情况则可能相反。在儿童时期，他们往往不太能适应大人所构建的世界（Dweck et al.，1978；Dweck，Goetz，& Strauss，1980）。一直坐着去做让他们感到无聊的事并不是男孩们的强项。然而，在随后的生命阶段，更大的挑战和同伴导向的文化会让男孩们找到自己的主场。
在不同的发展节点面对不同的问题和任务，这是埃里克森心理发展理论的支撑点（Erikson，1950）。但是，在他看来，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核心主题（比如自主、主动和勤奋），而在经历完一个阶段后会获得一个结果（如相对强或弱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勤奋性）。我们的理论则可以对促成这些改变的要求以及什么是成功的适应进行更全面和具体的分析。它也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为什么一些信念、目标和策略能在这个阶段适应良好，却在另一个阶段适应不良。
总而言之，基于人们发展出的信念系统，我建构了一个关于人格、动机、心理健康和发展的理论。这些信念系统相对稳定，同时又动态可变。我们的人格通常较为稳定，但也对情境相当敏感，并且可随时间发生改变。正是这些令这个领域如此振奋人心并富于挑战。一想到人们身上的潜力，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些潜力的因素，我就充满力量。然而，怎样以清晰、精确而简洁的方式捕捉到这种动态过程，对于研究者来说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第十九章
 对争议的最后讨论
纵观全书，我重点关注了增长论、学习目标与掌握定向的优势，但仍有些棘手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过度努力不可取吗？
我曾经指出，在实体论框架里，努力是应当避免的，因为它传递了关于能力的负面信息；而相反，在增长论体系中，努力是获得成就与自尊的关键。
然而，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些父母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要求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导致他们几乎丧失了童年。这些孩子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极其丰富的学习环境里，摇篮里恨不得都是书，小学之前家庭教师没断过，到了青少年阶段甚至没时间睡觉，因为有太多太多学习任务要完成了。
我不赞成给孩子施加像这样的压力，这也并不符合我们说的增长论框架。
首先，在增长论框架里，努力是为了学习与成长，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在那些家长（也许也包括孩子）看来，学习与成长只是次要的东西，取得优异成绩进入顶尖名校才是重点。
其次，在增长论框架里，自尊是充分运用自身力量时的体验。然而，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自尊多半建立在以成功取悦父母的基础之上。这些父母创造了一个成绩取向的评价体系，并要求孩子动用大量努力去追求成就。
这就是我犹豫要不要毫无保留地称赞一些亚洲国家的教育实践的原因。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化及其教育孩子的方式上学到很多东西。它们的课堂教学令人印象深刻（Stigler，Lee，& Stevenson，1987），它们对努力以及智力可塑性的强调亦是如此（Stevenson et al.，1990），它们的教育成果也着实令人羡慕。
然而，强调努力与智力可塑性并不总意味着强调学习与享受挑战；相反，很多学生对成绩和考试分数感到焦虑，他们承受着不能让家人丢脸的巨大压力，一旦表现不佳便会陷入沮丧。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并非我所描述的增长论和学习目标框架。不过，我们的学生似乎也有着同等程度的焦虑、压力、抑郁或羞愧（Crystal，Chen，Fu et al.，1994），然而却没有取得同等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教学方法以及对努力与智力可塑性的强调）并将其整合进一个更关注掌握定向的理论框架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在追求教育成果的同时尽可能地鼓励学生们热爱挑战与学习。



坚持总是好的吗？
我认为坚持是非常可取的品质，但它也会在某些时候不合时宜吗？比如，如果某项任务真的超出了学生当前的能力范围，再多的努力与策略都不会奏效，那么此时增长论会否因为鼓励坚持反倒成了一种阻碍？
我想未必。虽然增长论鼓励坚持，但从不强迫必须坚持。增长论并不会阻碍学生认清自己当下技能有所缺失的事实。实际上它反而会允许学生选择放弃，同时又不会让他们觉得这会暴露某种缺陷，因而感到羞愧或担忧。
在我们的一些研究中，即便实体论者意识到问题非常困难，他们还是会在失败后责备自己不够聪明。他们拒绝放弃，因为那可能暴露出自己才智不足。增长论则强调学习会随时间而累积，因此允许学生们先搁置某些问题，直到拥有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后再去着手解决。



自信在增长论框架中是不必要的吗？
此前提过，智力自信在实体论框架内是脆弱的，而在增长论框架内则不是必需的。但是为了鼓励学生追求学习挑战，是否还是需要某种类型的自信呢？没错，但仅限于“我的知识技能可以慢慢增进”的信心。
在实体论框架里，学生们需要相信自己智力很高，需要相信自己比别人表现得更好，需要相信自己很擅长某项任务，这样他们才会愿意去从事那些看起来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并且，如果要他们一直坚持下去不放弃，就必须始终保有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
我曾无数次地听说，有些人在尝试一次后就认定自己做不到，或者在坚持一会儿后就认为自己并不擅长而选择放弃，这真的让我非常震惊。我听到人们在闲聊时这样说，比如试用一种新的健身器材时，甚至也听到他们在谈论梦想之事业时这样说。
这并不是说学生们应该欺骗自己已经具备成功所需的条件或者已经拥有当下并不拥有的技能，绝非如此。要想擅长某项工作就必须付出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增长论框架里，唯一必要的自信是相信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会让你有所成就。



既然实体论是非适应性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这么想？
我一直在强调实体论带来的脆弱性，但还是必须要问：为什么依然有那么多人持有实体论？或许可以用如下几点来解释。
首先，实体论或许可以给予人们面对复杂世界时的安全感。在一些人格心理学家看来（Kelly，1955），人们有预测事物的需要并寻求能够预见未来事件的感觉。这么看来，实体论确实能让人感觉这个世界是高度可预测的（参见Kruglanski，1996；Kruglanski & Webster，1996）。如果可以轻松地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进而知道该如何期待他们未来的行为，这的确令人感觉欣慰。
此外，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持有实体论，还因为它的传递与习得都非常容易。我们看到了仅仅通过称赞智力就可以传达“智力是固定的”这种观点（Kamins & Dweck，in press；Mueller & Dweck，1998）。
总之，实体论让人感觉轻松与安逸，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好处也必然伴随某些代价。



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表现目标吗？
很多时候，学生们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水平，必须要跨越能力障碍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他们需要面对那些大大小小的考试，如课堂测验、州内联考、全国成绩测验、学业能力测试以及大学入学考试等。虽然我始终强调学习目标的优势，但表现目标就一无是处吗？
表现目标当然也有必要。我在介绍学习目标与表现目标的概念时，就强调了它们都是自然、适宜与必要的。很多时候，学生们需要去完成新任务与获得新技能；同样很多时候，他们也需要展示与检验自身已有的能力水平。表现目标一样是获取成就的关键部分之一。
只有在证明能力的渴望变得异常突出以至于学生忽视了学习目标时，表现目标的问题才会浮现。此外学生认为当前的能力是固定智力水平的反映，也是问题所在，因为在表现目标上的失败会让他们陷入无助之中。
然而，在增长论框架里，这些问题就很少出现。在增长论者追求成绩时，他们想要证明的能力并非自身固定的智力，而是当下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某次考试没考好，仅仅意味着他们现在的知识技能水平还有待加强，并不表示他们的能力存在什么永久性的缺陷。因此，这些学生会为了下次的成功付出建设性的努力，并不断寻找学习的机会。
于是讽刺的是，实体论非常强调表现目标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但恰恰是它阻碍了表现目标的实现。实体论令学生们在遇到困难时更容易受到无助反应的困扰，同时还令他们在最需要努力的时候不愿付出。
相比之下，增长论不但强调学习目标的重要性，还能让学生们更好地实现表现目标。增长论者在面对障碍时更可能采用掌握定向的应对方式，与此同时他们也更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
简而言之，表现目标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持有实体论的学生会把表现目标视作自尊的基础，致使他们在追求表现目标时反而处于劣势。



学习目标意味着更低的标准吗？
有时候学习目标会被误解成在宠惯学生：既然孩子已经尽力了，那不管他们做得怎么样都很好。尽管在某些学习情境中可能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是学习目标的真正内涵。
事实上，学习目标允许老师设定非常严格的标准。在增长论框架里，批评性的反馈反映的不是学生们的智力，而是他们在当前任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可以改善的方法。鉴于此，在学生们努力达到更高标准时，老师们可以给以坦诚且详尽的反馈。
除此以外，在增长论框架内，学生们知道自己是在被教导，而不是被整体性地评价。也正因此，他们乐于接受各种各样有助于自己学习的反馈。



凡事都要充实愉快吗？
前面我曾详细探讨了追求挑战与寻求知识的重要性。但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充斥着许多单调烦琐却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对于我来说，文书工作尤其让我恐惧，那些没完没了的表格和报告现在想到我都觉得恐怖。不论喜欢与否，人们难免要去学习做这些事情吧？
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打着这个旗号冠冕堂皇地把一堆无聊的材料交给学生。无论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人，都应该尽可能让每项任务有趣起来。例如在我教书的时候，我不仅会尝试选择那些对于学生而言有趣的东西，还会注意它们是不是也同样吸引我，然后再以我认为最有收获的方式来讲授它们。也就是说，要时不时地问一问自己：是否还有更有趣的方法去做这件事呢？
但有些时候，答案或许是否定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满心痛苦毫无兴趣地完成某项工作时，学会让自我去适应，这就是所谓的自我调节。有了自我调节技能的帮忙，我们在面对冗长、繁杂且无趣的任务时将会好受一些。而这些技能是可以教授的，掌握这些技能的学生也往往远比没有掌握的学生表现得好，这一优势在短期和长期都可以观察到（参见Mischel，1974；Mischel，Shoda，& Rodriguez，1989；另见 Bandura，1986；Schunk & Zimmerman，1994）。



条件性自我价值错在哪里？
在某些方面，条件性自我价值难道不是可取的吗？难道人们不该在做了糟糕的事情后对自己感觉不好吗？琼·坦尼（June Tangney；1995）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她发现相对于那些只是觉得自己做了坏事的人，那些在做错了事后还感觉自己很差劲的人，往往更不可能补救他们的行为或补偿他人。感觉自己很坏或无用的人可能只想逃离那个情境，甚至恼怒于或攻击被他们伤害的人，以此来逃避自我唾弃的感觉。而相比之下，那些只是对自己做的事感觉不好的人，仍然能够反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还能怎么补救，以及未来怎样才能表现得更好。
这些结论在成就情境中也适用。正如我们所见，相对于只关注自己做错什么以及还要做什么的学生，那些在受挫后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学生更不可能有效地应对挫折（Zhao et al.，1998；另见Dykman，1998）。
简而言之，自我感觉糟糕会助长反社会与自我挫败行为，而不是如期待般带来建设性的应对。



很多行为难道不是基因导致的吗？
我们不是在遗传上有所不同吗？这难道不就是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吗？
我在前面章节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因为它实在重要，在这里我需要再次表达我的观点。的确如此，人们拥有不同的基因，基因也确实影响行为与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们如何生活——他们活得是否有建设性，在问题出现时能否有效应对，能否实现目标，又是如何对待他人的——基因就无法告诉我们答案。同样，如果我们关注人们能否维持成功的人际关系、取得学业成就、从事有意义的工作，那么环境就非常重要。这些都取决于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一些基因可能有助于适应性技能的习得，但只要环境适宜，每个人都能做到。因此更有必要去了解这些环境。
在本书中，我们一再说明，人们所持有的信念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会在适应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些信念是可以传授的。



相信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潜能会不会太天真？
虽然我论述了增长论的诸多优点，但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成长与改变的潜能真的合理吗？如果是屡教不改的罪犯呢？如果是冥顽不灵的学生呢？请注意，我并没有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爱因斯坦或特蕾莎修女，我主张的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行为去推断未来的潜力。如果一个人拥有恰当程度的动机与承诺，如果环境能提供相对适合的支持与帮助，那他的未来就有无限可能，而在当下我们无从得知。
此外，增长论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会改变。很多时候，相信一个一直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且没有接受任何心理或教育帮助的人发生巨大改变，是荒谬的。因此，增长论不代表人们只靠自己就能慢慢变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增长论仅仅表明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
而实体论的危害不在于它主张人的局限性，而在于它认为可以迅速地发现每个人的局限，然后认定几乎没有成长的可能。如果我们致力于帮助人们去实现自身潜能，而非在他们做得不好时给予惩罚或贴上标签，相信社会与我们都将获益良多。



我们的一生：表现目标还是学习目标？
我们都看过这样的电影，片中主角经历了生活的巨变，他（这些电影的通病是主角往往是男性）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和无意义，原来他一直忽视了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诚然这种桥段是老生常谈，但众多相似的老生常谈总能揭示一定的道理。
在设想一种被实体论与表现目标支配的人生时，我能想到的就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自身的能力。而这又能怎么样呢？无非是成千上万次的能力证明而已，这些远远不够。
再或者我还能想到的是，在这种生活中，人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逃避风险，以维持良好的自我形象。这最后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里面放着“他们是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什么”。
而当设想一种被增长论与学习目标驱动的生活时，我想到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积累各种有益的知识与技能，并将它们应用到自己与他人身上。而且，不论事情是否如愿以偿，它都将给生活注入坚定的承诺与热切的努力。
几年前，在我到达某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纪的时候，我曾这样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想说些什么？我希望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悉心地观察过这个世界，勇敢地面对过我的生活，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过种种珍视之物。我不愿在离开世界时满是耿耿于怀的遗憾，也不愿生命终结时仍怀抱诸多从未实现的潜能。
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年人，我们的使命是教导和帮助下一代过上不断成长和有贡献的生活。我们是否可以做出承诺，去帮助他们成为比我们更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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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内隐理论、信心与目标的测量
内隐理论的测量
在介绍内隐理论的测量方法之前，我还有几点需要强调。
自我理论与他人理论
在决定使用何种测量工具之前，需要区分针对“自我”的测量和针对“他人”的测量两种形式。其中针对“自我”的测量会要求人们报告对于自身智力或人格的内隐信念（如“你的智力水平是恒定的”），然后用于预测其自我目标、自我判断以及无助或掌握定向反应。而针对“他人”的测量则要求人们报告他们对于一般人的内隐信念（如“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是恒定的”），然后用以预测其对他人的判断及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反应。
特定领域的内隐理论与一般领域的内隐理论
内隐理论的测量有些针对特定领域，涉及某一特定属性，如智力、人格或道德品质；还有些针对一般领域，将个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当研究关注某种特定属性时（如智力判断与行为、道德判断与行为），就应该使用特定领域的测量工具。
而当研究聚焦于横跨社会和智力领域的判断以及行为时（如某些刻板印象），就应该使用一般领域的测量。不过这种测量方式仅适用于成人，因为儿童还很难理解“某类人”是什么意思。比如在我们自己关于儿童刻板印象的研究中（Levy，1998；Levy & Dweck，in press），就使用了人格内隐理论的测量而不是一般领域的测量（我们研究的儿童刻板印象多数与社会属性有关）。
实体论与增长论的题目
在早期研究中，我们使用的工具只包含测量实体论的题目，因为我们起初编制的增长论的题目社会赞许性太高，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赞同。而最近我们重新编写了赞许性不那么高的增长论题目，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发现两种理论的题目得分存在与预期一致的高度负相关。
目前来看，两类量表（只包含实体论题目的和两类题目都有的）都是有效的。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只包含实体论题目的量表更为适宜。第一，如果想做一个纵向研究，就会涉及对某个工具的重复施测，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被试可能会倾向于越来越认同增长论题目。因此，在进行纵向研究时最好使用只包含实体论题目的量表。第二，把实体论题目和增长论题目混在一起，有时候会让小学儿童（或阅读能力较低的儿童）产生困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在实体论题目全部呈现完之后，再把增长论题目放在单独的第二页上，或者只使用实体论的题目。
信效度参考
各种内隐理论测量工具的详细信效度数据可以在以下文章中找到：Dweck，Chiu，& Hong，1995；Levy，Stroessner，& Dweck，1998；Levy & Dweck，in press；另见Erdley & Dweck，1993；Erdley et al.，1997。
一般来说，内隐理论量表与其他量表不存在相关关系（参见Dweck，Chiu，& Hong，1995；Levy，Stroessner，& Dweck，1998）。比如，它们与自尊或自我展示关注不相关，与乐观不相关，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偏好或宗教性不相关，与认知风格和动机需要不相关，更重要的是，与认知能力也不相关。因此，内隐理论描绘的是一个包含认知、动机、情绪和行为结果的关于自我的假设，但它与其他认知及动机构念并不相同。



儿童智力理论量表——自我版
（适用于10岁及以上儿童）
阅读下面每句话，然后圈出一个数字，代表你对它的赞同程度。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1.你的智力水平是恒定的，你没法改变它。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2.智力是你身上没法改变太多的东西。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3.你可以学到新东西，但无法真正改变你的基本智力。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4.不管你是谁，你都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你的智力。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5.你有多聪明这件事情总是在变化的。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6.不管你现在拥有怎样的智力水平，你总是可以改变它。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标注*的三道实体论题目可以独立作为一个量表使用。



成人智力理论量表——自我版
该问卷旨在调查与智力有关的观念。答案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只对你的想法感兴趣。
请使用下面的量表，在每句话旁边的空白处写下与你观点相对应的数字，来表明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这句话。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__________1.你的智力水平是恒定的，你没法改变它。
*__________2.智力是你身上没法改变太多的东西。
__________3.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显著改变自己的智力水平。
*__________4.说实话，你无法真正改变自己有多聪明。
__________5.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有多聪明。
*__________6.你可以学到新东西，但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基本智力。
__________7.不管你现在拥有的智力水平如何，你总是可以改变它。
__________8.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基本智力水平。
标注*的四道实体论题目可以独立作为一个量表使用。
注：如果你的研究关注人们的智力理论如何影响到他们判断和对待他人，你就需要使用智力理论量表的他人版。他人版即将上面题目中的“你”替换为“人们”“一个人”或“每个人”（就像下面量表中的一样）。



人格内隐理论量表——他人版
（适用于9岁及以上儿童）
阅读下面每句话，然后圈出一个数字，代表你对它的赞同程度。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1.人们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人格。有的人拥有好的人格，没有好人格的人就没办法了。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2.人格是一个人的一部分，没法改变太多。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3.一个人可以做些事情来让别人喜欢他，但是他没法改变自己真实的人格。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4.无论一个人是谁或做过什么，他随时都可以改变。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5.任何人都可以改变他们的人格。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6.人们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人格。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注：如果你的研究关注儿童的人格内隐理论如何影响他们在社会情境中的判断和反应，应使用本量表的自我版。自我版即将每道题中的“人们”“任何人”“一个人”“他”或“他们”替换成“你”。



成人一般内隐理论量表——他人版
请使用下面的量表，在每句话旁边的空白处写下与你观点相对应的数字，来表明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这句话。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__________1.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他身上最基本的东西，没法改变。
*__________2.人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他们身上重要的部分是不会变的。
__________3.不管一个人是谁，都可以显著地改变自己的基本特征。
*__________4.虽然不想承认，但你确实没法教老狗新把戏。人们无法真正改变他们最深层的属性。
__________5.人们总是能够从本质上改变自己。
*__________6.每个人都是特定的一种人，没什么能真正改变这一点。
__________7.不管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总是可以改变很多。
__________8.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自己身上哪怕是最基本的品质。
标注*的四道实体论题目可以独立作为一个量表使用。
注：自我版则将每道题中的“人们”“任何人”“一个人”“他”或“他们”替换为“你”，就像上面的智力理论量表一样。



关于他人的道德内隐理论量表（成人用）
1.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他们最基本的东西，不能改变太多。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2.一个人是不是负责任以及是不是真诚，深深根植于他们的人格之中，很难被改变。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3.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如责任心、正直和诚实）。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注：自我版请将题中的“一个人”和“他们”替换为“你”。



关于世界的内隐理论（成人用）
注：虽然没有在书中讨论，但我们在一些研究中考察了人们关于世界的内隐理论，即认为生活的世界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世界是既定的还是可以被人们塑造的）（例如，参见Chiu，Dweck，Tong，& Fu，1997）。这些信念可以预测人们对于正义的看法，也显示出有趣的跨文化差异（Chiu et al.，1997）。
1.虽然我们可以改变一些现象，但不太可能改变世界的核心特征。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2.我们的世界有着基本的根深蒂固的特征，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们。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3.有的社会趋势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导，但是整个世界的核心本质是无法改变的。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信心的测量
我们还在研究中使用了信心的测量工具，和内隐理论一并施测。例如，对智力的信心和智力内隐理论（自我版）一起测量，对人格的信心和人格内隐理论（自我版）一起测量，对人们道德的信心和道德内隐理论（他人版）一起测量。
它们常被用于证明，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在对自己或他人属性的信心程度上没有区别（在遇到挫折之前或在观察他人行为之前）。我们还用这些测量来检验信心相对于内隐理论发挥了多大作用。我们经常发现，在面对挫折或消极事件时，内隐理论比进入该情境时的信心更能预测人们的反应和行动（例如，参见Henderson & Dweck，1990；Hong，Chiu，Dweck，& Linn，1998；另见Hong，Chiu，& Dweck，1995）。



对自身智力的信心测量
1.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我经常觉得自己很聪明。
__________我不知道自己聪不聪明。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2.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每当开始学习一门新课程，我总是很确信自己可以学好它。
__________每当开始学习一门新课程，我总是觉得自己可能没办法学好它。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3.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我对我的智力能力不是很有信心。
__________我对我的智力能力非常有信心。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计分方式：这是一个6点计分的量表，从低信心选项“非常符合”到高信心选项“有点符合”。



对自身人格的信心测量
注：本量表的计分方式参见上文“对自身智力的信心测量”。
1.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当新认识一个人，我总是不太确定他们会不会喜欢我。
__________当新认识一个人，我总是很确定他们会喜欢我。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2.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如果站在别人的角度，我不确定会不会选我自己做朋友。
__________如果站在别人的角度，我很确定会选我自己做朋友。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3.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我非常确定人们喜欢我的个性。
__________我不确定人们是否喜欢我的个性。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对他人道德的信心测量
1.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一般而言，我认为身边的人都是真诚而有责任心的。
__________我经常怀疑身边的人是否像他们表现的那样真诚而有责任心。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2.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赖的。
__________我相信如果可能，大多数人会利用他人。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3.请选择一个更符合你真实情况的句子。
__________我认为大多数人是自私的。
__________我认为大多数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
现在，请指出你选择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目标的测量
有很多可以用于测量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的量表，它们多数把两种目标分开测量，学生们分别报告他们对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的重视程度。我们在研究中也用过其中一些，但是经常发现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的结果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当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被分开测量时，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均表示自己对这两类目标都很重视，他们说自己有志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或完成好工作，同时也说自己对学习新事物感兴趣。
因此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将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对立起来测量，即询问学生们哪类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看起来聪明还是尝试挑战性学习任务），然后就发现结果与学生的智力理论存在明显的关联（Dweck & Leggett，1988；Stone，1998；另见Mueller & Dweck，1998；参照Elliott & Dweck，1988）。实体论者更喜欢那些能够让他们展示高能力（或避免暴露低能力）的任务，而增长论者更偏好那些可以让他们遇到挑战和学习新事物的任务，即使这要冒着犯错和暴露无知的风险。
以下两种目标问卷就呈现了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之间的对应。比如第一种，学生们要在体现不同目标的任务中选择一个。其中选项1和3是可以让他们避免看起来愚蠢的任务（一个没有挑战的表现目标或一个回避表现的目标），选项4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看起来很聪明的任务（一个具有挑战的表现目标），选项2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学习到重要新事物的任务，但它存在让人看起来愚蠢的风险（一个学习目标）。
请注意，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为了学习放弃对表现的关切。因此，要让学生相信，只要他们选择了一个具有挑战的学习任务，待会他们就真的会做这个任务，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可以防止他们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社会赞许的选项而选择。另外，我们提供了3个表现目标选项和1个学习目标选项，以进一步抵消学习目标选项中潜在的社会赞许性影响。
第二种有所不同，它包含一系列问题。学生们需要回答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他们更看重表现还是挑战。



任务选择式的目标测量
（适用于10岁及以上人群）
（指导语样例：一会儿我们可能还有时间。如果有的话，你最喜欢做以下哪一个任务？只能选一个。）
（其他可选指导语：我们这儿有不同种类的任务供你选择。回答没有对错之分，不同的学生很自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只要在你的选择前面做上标记就可以了。）
我想做：
__________不是太难的任务，这样不会错很多。
__________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的任务，即便它可能让我看起来不够聪明。
__________非常简单的任务，这样我可以完成得很出色。
__________我很擅长的任务，这样我可以表现得很聪明。



题目选择式的目标测量
（适用于12岁及以上人群）
1.如果知道我没办法完成一个任务，我就不会去做它，即使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2.虽然不想承认，但我有时的确更想在课堂上表现出色而不是学到很多东西。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3.对于我而言，在课程中学到新东西远比得到好分数重要。
1非常赞同　2赞同　3比较赞同　4比较不赞同　5不赞同　6非常不赞同
4.如果在课程中我必须要在获得一个好分数和受到挑战之间选一个，我会选择……（圈出一个）
“好的分数”　“受到挑战”



索引
Ability能力
Ability grouping能力分组
Abramson，L.Y.艾布拉姆森
Achievement成就
　high 高成就
　impact of stereotypes on 刻板印象对成就的影响
　low 低成就
　mastery-oriented qualities and 掌握定向品质与成就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nd 智力理论与成就
　in transition to junior high 小升初过渡期的成就
Achievement goals成就目标。另见 learning goals and performance goals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
　classroom learning and 课堂学习与成就目标
　helpless vs.mastery-oriented responses and无助或掌握定向反应与成就目标
　intelligence theories and choice of 智力理论与成就目标选择
　types of 成就目标的类型
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
　college environment and high-achieving 大学环境与高成就的非裔美国人
　stereotypes and 刻板印象与非裔美国人
Alessandri，S.M.亚历桑德里
Alloy，L.B.阿洛伊
Ames，C.埃姆斯
Anderman，E.安德尔曼
Andersen，S.M.安德森
Anderson，C.安德森
Andrews，G.R.安德鲁斯
Archer，J.阿彻
Aronson，Joshua约书亚·阿伦森
Arunkumar，R.阿鲁库玛
Asher，S.R.阿舍
Ashmore，R.D.阿什莫尔
Aspinwall，L.G.阿斯平沃尔
Astin，H.艾斯汀
Atkinson，J.阿特金森
Attribution retraining归因再训练
Attribution theory归因理论
Attributions归因
Badness坏
　self-ratings of 关于“坏”的自我评价
　theories of 关于“坏”的理论
　young children and notions of 幼儿关于“坏”的观念
Baillargeon，Renee勒妮·巴亚尔容
Baldwin，M.A.鲍德温
Banaji，M.R.巴纳吉
Bandura，A.班杜拉
Bandura，Mary 玛丽·班杜拉
Bargh，J.A. 巴夫
Baron，J.B.巴伦
Baron，R.M.巴伦
Barron，K.E.巴伦
Baumeister，R.F.鲍迈斯特
Beck，Aaron亚伦·贝克
Behavior行为
　judging personalities and character from 经由行为判断人格和性格
　stereotypes and 刻板印象与行为
Beliefs信念
　about mastery-oriented responses 关于掌握定向反应的信念
　about traits关于特质的信念
　change potential and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改变的潜能与遗传和环境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and 动机和人格与信念
Bempechat，J. 本佩查特
Beneson，J.本尼森
Bergen，Randall 兰德尔·伯根
Berglas，S.伯格拉斯
Berlyne，D.E.伯莱因
Bernstein，M.伯恩斯坦
Binet，Alfred 阿尔弗雷德·比奈
Blatt，S.J.布拉特
Block，J.布洛克
Boekaerts，M.伯卡尔茨
Bolger，N.博尔杰
Breckler，S.J.布莱克勒
Brickman，P.布里克曼
Brooks-Gunn，J.布鲁克斯-冈恩
Bronfenbrenner，U.布朗芬布伦纳
Brown，A.L.布朗
Brown，D.A.布朗
Brown，J.D. 布朗
Burgner，D.伯格纳
Burhans，K.伯尔汉斯
Butler，R.巴特勒
Button，S.B.巴顿
Bushman，B.J. 布什曼
Cain，Kathleen凯斯琳·凯恩
Campione，J.C.坎皮奥内
Cantor，N.坎特
Carey，S.凯瑞
Carter，S.M.卡特
Carugati，F.F.卡鲁加蒂
Carver，C.S.卡弗
Caspi，A.卡斯皮
Cassidy，J.卡斯蒂
Ceci，S.J.塞西
Chabay，R.W.查贝
Chafets-Gitin，Michael 迈克尔·查菲茨-吉廷
Chambless，D.L.查姆布莱斯
Change，potential for改变的潜能
　beliefs about traits and 关于特质的信念与改变的潜能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beliefs and 关于遗传和环境的信念与改变的潜能
　incremental theories and增长论与改变的潜能
　wrongdoers and 做错事的人与改变的潜能
Chapin，M.蔡平
Character，beliefs about 关于性格的信念
Chen，C.陈
Chen，S.陈
Children儿童。另见Young children 幼儿
Chiu，C.Y.赵志裕
Church，M.丘奇
Clark，R.克拉克
College students大学生
　failure responses of entity theorist 实体论者的失败反应
　high-achievers高成就者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nd 智力理论与大学生
Collins，W.A.柯林斯
Confidence信心
　effects of 信心的作用
　incremental theories and 增长论与信心
　limitations of信心的局限性
　transition to junior high school and 小升初过渡期与信心
Confidence measures信心测量
　intelligence 智力的信心测量
　personality 人格的信心测量
　morality道德的信心测量
Contingent self-worth 条件性自我价值
　definition of 条件性自我价值的定义
　goals and 目标与条件性自我价值
　helplessness and 无助与条件性自我价值
　problems with条件性自我价值的问题
Conway，B.康韦
Coping theories应对理论
Cordova，D.I.科多瓦
Costa，P.T.科斯塔
Covington，M.V.科温顿
Coyne，J.C.科因
Criticism批评
　helpless responses to 对批评的无助反应
　helpless vs.mastery-oriented responses to 对批评的无助或掌握定向反应
　studies of effects of 关于批评后果的研究
Cross，S.克洛斯
Cramer，J.克莱默
Crandall，V.C.克兰德尔
Crandall，V.J.克兰德尔
Csikszentmihalyi，M.契克森米哈赖
Crystal，D.S.克里斯塔尔
Cunningham，Glenn格伦·坎宁安
Damon，W.达蒙
Davidson，W.戴维森
Davison，P.戴维森
Deaux，K.多克斯
Debus，R.L.德巴斯
Deci，E.L.德西
Depression抑郁
　cognitive theories of 抑郁的认知理论
　in bright girls聪明女孩的抑郁
　entity theory and实体论与抑郁
　failure responses and失败反应与抑郁
　goals contributing to目标对抑郁的作用
DeRubeis，R.J.德鲁贝斯
Development发展
Diener，Carol 卡罗尔·迪纳
Dinces，Naomi娜奥米·丁瑟斯
Dodge，K.A.道奇
Downey，G.唐尼
Duda，J.L.杜达
Dumas-Hines，F.杜马斯-海尼斯
Dweck，Carol 卡罗尔·德韦克
Dyck，M.戴克
Dykman，Benjamin本杰明·戴克曼
Easley，J.伊斯利
Eccles，J.S.埃克尔斯
Effort努力
　entity theory and 实体论与努力
　intelligence and 智力与努力
　meaning of 努力的意义
　praise of表扬努力
　value of emphasis on强调努力的价值
Elliot，Andrew安德鲁·艾略特
Eliott，Elaine伊莱恩·艾略特
Ellis，Albert阿尔伯特·艾利斯
Emmons，R.A.埃蒙斯
Enna，B.恩纳
Entity theory of intelligence智力实体论。另见implicit theories内隐理论
　bright girls and聪明女孩与智力实体论
　college students and大学生与智力实体论
　confidence and 信心与智力实体论
　depression and抑郁与智力实体论
　effort and努力与智力实体论
　elements of intelligence and智力的成分与智力实体论
　explanation of对智力实体论的解释
　failure responses and失败反应与智力实体论
　feeling smart and感觉聪明与智力实体论
　influencing students' theories 智力实体论影响学生的理论
　judgment of self and others and 对自我及他人的评判与智力实体论
　performance goals and成就目标与智力实体论
　potential for change and改变的潜能与智力实体论
　self-esteem and自尊与智力实体论
　students with views of 持有智力实体论的学生
　transition to junior high school and小升初过渡期与智力实体论
　vulnerability and 脆弱性与智力实体论
Environment环境
　traits and role of 特质与环境的作用
　young children's views of 幼儿关于环境的观念
Epstein，S.爱泼斯坦
Erbaugh，J.厄尔博
Erdley，C.A.艾尔德里
Erdley，Cynthia 辛西娅·艾尔德里
Erikson，E.H.埃里克森
Eysenck，H.J.艾森克
Failure失败
　depression and 抑郁与失败
　fear of对失败的恐惧
　helpless responses to对失败的无助反应
　judging others' intelligence by 经由失败来判断他人的智力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and responses to 智力表扬与对失败的反应
　young children and幼儿与失败
Faria，L.法利亚
Farrell，Edwin 艾德温·法瑞尔
Feider，H.费徳
Feldman，S.费尔德曼
Females女性
　depression in 女性中的抑郁
　high-achieving高成就女性
　intelligence praise for 对女性的智力表扬
　success and bright成功与聪明女性
Fixed theory of intelligence 智力固定理论
Folkman，S.福尔克曼
Fowler，J.W.福勒
Fox，L.福克斯
Freitas，A.弗雷塔斯
Frese，M.弗雷斯
Freudian theory弗洛伊德的理论
Fried，C.弗里德
Fu，J.H.付
Garber，J.加伯
Garcia，R.加西亚
Genn，R.G.盖恩
Gelman，Susan 苏珊·盖尔曼
Gergen，K.J.格根
Gervey，B.格维
Gifted students 天才学生
Gilham，J.吉尔汉姆
Gillis，M.M.吉利斯
Girgus，J.S.吉鲁什
Goal measures目标的测量
　explanation of 对目标测量的解释
　questionnaire goal choice items 问题选择式的目标测量
　task-choice 任务选择式的目标测量
Goal theories of personality人格的目标理论
Goals目标。另见Achievement goals成就目标
　contributing to depression 目标对抑郁的影响
　effects of praise on表扬对目标的影响
　helpless and mastery-oriented responses and social 无助和掌握定向反应与社会性目标
　student theories about personality and学生关于人格与目标的理论
　validation-seeking确认寻求目标47-49
Gochberg，B.高奇伯格
Goetz，Therese特雷瑟·戈茨
Goldberg，L.R.戈尔德贝里
Gollwitzer，P.M.戈尔维策
Golon，S.戈伦
Goodness 好
　mastery-oriented responses and 掌握定向反应与“好”
　praise for 对“好”的表扬
　young children's notions of 幼儿关于“好”的观念
Goodnow，J.J.古德诺
Gordon，L.V.戈登
Gould，S.J.古尔德
Graham，S.格兰汉姆
Gralinski，H.格兰林斯基
Grant，H.格兰特
Gray，Pete皮特·格雷
Greenberg，L.S.格林伯格
Greenwald，A.G.格林沃尔德
Greulich，F.格鲁里奇
Growth-seeking goals成长寻求目标
Hamilton，D.L.汉密尔顿
Harackiewicz，J.M.哈拉基维茨
Harter，S.哈特
Hayes，C.J.海耶斯
Hebert，Charlene 查伦·赫伯特
Heckhausen，H.黑克豪森
Heckhausen，J.黑克豪森
Heider，F.海德
Helpless responses无助反应
　bright girls and 聪明女孩与无助反应
　in classroom 课堂中的无助反应
　to criticism 对批评的无助反应
　criticism and 批评与无助反应
　effects of 无助反应的后果
　goals and目标与无助反应
　overview of无助反应概述
　to problem solving 问题解决中的无助反应
　in social situations 社会情境中的无助反应
　in young children幼儿的无助反应
Henderson，V.亨德森
Henderson-MacGyvers，Valanne瓦兰内·亨德森-迈克吉沃斯
Heredity遗传
　personality and人格与遗传
　traits and role of特质和遗传的作用82-83
　young children's views of 幼儿的遗传观
Herrnstein，R.J.赫恩斯坦
Hewstone，M.惠斯顿
Heyman，Gail盖尔·海曼
Hicks，L.希克斯
Higgins，E.T.希金斯
High-achieving students高成就学生
　college environment and 大学环境与高成就学生
　female高成就女生
　labeling of高成就学生的标签
Higley，J.希格利
Hirschfeld，L.A.赫希菲尔德
Hoffman，M.L.霍夫曼
Hollon，S.D.霍伦
Hong，Ying-Yi康萤仪
Horney，Karen卡伦·霍尼
Howard，J.霍华德
Hsu，C.C.徐
Hudley，C.哈德利
Hunt，J.亨特
Implicit theories 内隐理论
　actual relationships and 现实关系与内隐理论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亲密关系与内隐理论
　judging self and others and 评判自我和他人与内隐理论
　meaning of performance goals and 表现目标的意涵与内隐理论
　stereotypes and 刻板印象与内隐理论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and人格理论与内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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